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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無論是國家之間或是國家內部，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都是 21 世紀

政治秩序與民族政治的核心，對烏克蘭而言更是如此。自從蘇聯瓦解後，該國

嘗試與俄羅斯保持距離。然而，烏克蘭和俄羅斯卻因兩國之間的歷史恩怨以及

語言和宗教方面的差異而陷入衝突局面，而所有這些問題的根源主要來自於烏

克蘭人民的國族認同分歧。 

 

烏克蘭擁有極其複雜的歷史，從基輔羅斯（Kievan Rus’）時期到當代主權

獨立時期，該國一直被不同政權所統治。在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烏克蘭國

族認同也經歷了從無到有的轉變。蘇聯時期，烏克蘭國族認同受到蘇聯民族語

言政策與烏克蘭民族主義的交互影響，以致於造就東西部意識形態的差距。後

共時期，烏克蘭開始國族建構的進程，但該國社會在國族認同的問題上仍維持

著高度分裂。再者，執政菁英的無能為力也導致了公民革命與公民運動的發

生。儘管烏克蘭近年以來的公共話語中仍存在爭議議題，國族認同正邁向穩定

發展。 

 

本文採用了社會建構理論、社會認同理論以及歷史制度主義的理論架構來

分析烏克蘭國族認同在不同時期的演變。本文也嘗試探討烏克蘭國族認同的未

來發展方向的拉動因素。 

 

 

關鍵詞：烏克蘭、俄羅斯、國族認同、國族建構、認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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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identity is central to the political order and ethnic politics, whether 

between states or within a stat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is is, especially evident 

in the case of Ukraine. The country has attempted to distance itself from Russia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However, Ukraine and Russia share a conflictual 

relationship due to historical grievances and, linguistic, and religious differences, and 

all of these issues are primarily rooted in a split in the national identity held by people 

in Ukrainian. 

 

Ukraine has a complex history; it had been under the rule of various regimes 

from the era of the Kievan Rus' until its independence from Soviet Union. Over the 

course of this long history, Ukrainian national identity in Ukraine has evolved from 

nothing to something. During the Soviet era, national identity in Ukraine was 

influenc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and Ukrainian 

nationalism, resulting in an ideological gap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of Ukraine. In the post-Soviet era, Ukraine began the process of nation-building, but 

Ukrainian society remains highly divided regarding ques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Furthermore, the ineptitude of Ukraine’s ruling elite has led to civic revolutions and 

movements. Nonetheless, although controversies remain in recent Ukrainian public 

discoure, national identity is stabilizing. 

 

This paper adop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Ukrai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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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identity over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factors that 

pull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Ukrainian 

national identity. 

 

 

Keywords: Ukraine, Russia,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building, Identity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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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學者 Francis Fukuyama 提到，相較於上個世紀人們對經濟議題的關注，21

世紀更加關切的則是種族、族裔或宗教方面的問題。可以說，這是一個認同政

治（identity politics）的年代。1近年來，國族認同成為社會及學術界討論研究的

熱門議題，尤其適逢選舉或者當國家內外受敵之際，許多政治人士和國族主義

者便會趁機高喊愛國主義的口號，激發人民對諸如歷史、語言、國家或政治的

認同感。2誠然，國族認同對成功維持一個當代的政治秩序至關重要，它不僅能

夠作為意識形態的延伸，倘若與極端宗教或民族主義思想結合，將理念相仿的

人動員起來，可能會衍生巨大的影響力並導致破壞性的後果。 

 

1991 年 12 月 26 日，全世界最大的共產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以下稱蘇聯）宣告解體，分裂成 15 個主權各自獨立的新興國家。3俄羅斯與

烏克蘭作為昔日帝國的創始成員國以及主要的繼承者，兩國之間的政治、經濟

以及外交關係的發展一直是世界矚目的焦點。俄國在經歷轉型帶來的經濟衰敗

後國力漸增。2000 年，Vladimir Putin 以強人總統之姿開始執政，該國對外政策

也日益加強，並力求恢復對近鄰（near abroad）地區的地緣影響力，其最重要

 
1 Francis Fukuyama, "Why National Identity Matters," Journal of Democracy 29, no. 4 (2018): 5. 
2 Montserrat Guibernau, "Anthony D. Smith on Na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A Critical Assessmen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0, no. 1‐2 (2004): 125-41. 
3 前蘇聯的正式加盟國包括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烏茲別克、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

斯、土庫曼、亞塞拜然、喬治亞、亞美尼亞、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以及摩爾多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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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戰略目標便是烏克蘭。4烏克蘭在獲得獨立後，積極擺脫前蘇聯及俄羅斯的影

響力，實施了去俄羅斯化（de-Russification）政策，加強該國社會中烏克蘭語言

的使用與文化的推廣。5在經濟方面，烏國積極向西方靠攏，尋求加入歐盟的歐

洲整合計畫，以降低對俄羅斯的依賴。 

 

由於能源、國家語言以及參與國際組織等問題，烏克蘭自蘇聯解體以來與

俄羅斯的矛盾衝突不斷。最為重要的衝突起因於 2013 年末親俄派總統 Viktor 

Yanukovych 暫緩與歐盟簽署聯合協議，並轉而加強與俄國的合作關係，導致該

年 11 月 21 日在烏克蘭首都基輔的獨立廣場爆發了親歐盟示威運動

（Euromaidan）。示威的結果是 Yanukovych 遭到烏克蘭最高議會罷黜並潛逃至

俄羅斯尋求政治庇護，該國提前舉行總統大選，恢復與歐盟的協議簽署。6同

時，俄羅斯也以保護俄裔僑民的安全為由，出兵烏克蘭南部的克里米亞半島

（Crimean Peninsula）。儘管國際社會普遍譴責俄羅斯的兼併行為並對其實施經

濟制裁，俄國還是掌握了克里米亞的實際管轄權。甚至，俄羅斯還援助烏克蘭

東部盧甘斯克州和頓內茨克州的分離主義份子，造成烏克蘭內外政治局勢動

盪，使得烏俄關係幾乎降到有史以來的最低點。 

 

透過烏克蘭的例子可以發現，國族認同的問題在當今烏俄關係的架構下扮

演了關鍵性的角色。這某種程度上要歸咎於烏克蘭與俄羅斯在歷史淵源與族裔

方面密不可分的關係：兩國除了同屬東斯拉夫人，擁有相近的語言與文化之

外，並在 1654 年締結盟約，開啟了長達數百年的民族融合。在後共時期，烏克

 
4 Steven Erlanger, "The World; Learning to Fear Putin's Gaze," The New York Times, available at: 

https://www.nytimes.com/2001/02/25/weekinreview/the-world-learning-to-fear-putin-s-gaze.html 

(2001), accessed: Jan. 1, 2020. 
5 Jan Maksymiuk, "Russia afraid of Ukraine's de-Russification?," The Ukrainian Weekly, available at: 

http://www.ukrweekly.com/old/archive/2000/090005.shtml (2000), accessed: Jan. 2, 2020. 
6 РБК-Україна, "Рада отстранила Януковича и назначила выборы президента на 25 мая 2014 г., » 

режим доступу: https://www.rbc.ua/rus/news/rada-otstranila-yanukovicha-i-naznachila-vybory-

prezidenta-22022014171100 (2014), останній перегляд: січ. 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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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選擇與俄羅斯劃清界線，尤其在國族認同的議題上，對烏克蘭的國族建構相

當重要。烏克蘭嘗試與俄羅斯區隔，導致了兩國間的矛盾紛爭日益加劇，也演

變成烏克蘭俄裔族群與烏克蘭裔族群之間的衝突。因此，欲讓烏俄關係在未來

趨向正常化，勢必要釐清兩國之間的國族認同問題，並找出合適的解決辦法。

這除了需要對兩國的政治、歷史、文化背景有所理解之外，更要能夠察覺其中

隱含之意義。 

 

藉由分析烏克蘭國族認同在不同時期之演變，有助於了解其歷史脈絡及轉

變，並為研究提供一個有用的起點。再者，國族建構以及認同的形塑是一個不

斷變動的過程，因此也必須特別探討烏克蘭國族認同的演進過程，並達到相輔

相成之作用。最後，試圖找出國族認同對兩國關係之影響。由於當今國際情勢

瞬息萬變，尤其是烏克蘭發生了諸如親歐盟示威運動、克里米亞獨立公投、頓

巴斯戰爭、國家語言法案爭議等事件，相關議題的研究也應該從烏克蘭國族認

同的視角出發。 

 

二、 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研究烏克蘭國族認同之演進過程，特別著重於近代國族認同的形

塑與轉變，並檢視變遷中的歷史因素、國內因素與國外因素來嘗試找出烏克蘭

認同分歧的原因以及影響。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文欲探討下列問題： 

 

（一）烏克蘭在中世紀與近代的歷史發展為何？ 

（二）蘇聯時期烏克蘭國族認同的演變過程為何？ 

（三）後共時期烏克蘭國族認同的演變過程為何？ 

（四）烏克蘭的內部分歧是否會影響國族認同的建構？ 

（五）烏克蘭國族認同會朝向族裔還是公民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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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繼蘇聯共產主義政權垮台後，後共新興獨立國家成為近年來學術研究的重

點標的。其中，圍繞著國族建構與國族認同之研究也不勝枚舉。筆者爬梳並彙

整了國內外不同學者之相關著作，並將影響烏克蘭國族認同因素的代表性文獻

進行分類。 

 

一、 烏克蘭國族認同之歷史因素 

歷史在形塑國族認同方面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尤其是對前蘇聯加盟共和國

來說更是如此。烏克蘭學者 Taras Kuzio 曾說道，當歷史書寫（historical 

writing）與解讀有所出入時，便會直接影響到國族認同、國內政治以及外交政

策。東斯拉夫的三個民族―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之間的關係就符

合此例。三者中又以俄羅斯與烏克蘭對其民族起源的基輔羅斯繼承者地位有所

爭議。Kuzio 歸納出烏克蘭對基輔羅斯歷史書寫的四種觀點並進行比較：俄羅

斯派主要存在於沙皇俄國時代，隨後在後蘇聯時期的西方俄羅斯史學中佔據主

導地位。其論述否定了烏克蘭族與白俄羅斯族的民族性，而只是俄羅斯族的次

級群體。蘇聯派史學觀點出現於蘇聯時代，即便有限度地承認烏克蘭民族的存

在，但主張要和俄羅斯人進行民族統一。蘇聯解體後出現了烏克蘭派與東斯拉

夫派兩種重要觀點。烏克蘭派在國家獨立後成為主流學派，帶有強烈的烏克蘭

民族主義色彩，主張基輔羅斯是古老烏克蘭民族的國家。東斯拉夫派是對其他

三個學派的反動，重視歷史解讀在學術上的客觀性，而非政治立場。俄羅斯派

與蘇聯派的核心概念為，俄羅斯是東斯拉夫民族中最主要的國家，並在基輔羅

斯崩潰後成為其繼承者。這個觀點因為威脅其獨立國家地位而未受到烏克蘭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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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支持。7 

 

Lilia Tomaichuk 則是分析了烏克蘭在國家建構和國族認同的形成過程中，

將歷史神話化（mythologization of history）以及利用民族符號作為權力的手

段。烏克蘭是一個有著古老且複雜民族發展歷史的國家，並吸納了東斯拉夫、

西斯拉夫和波羅的海文化的元素。因此，歷史的政治化和對歷史真相的訴求是

後共政治菁英在執行國家政策過程中的有力工具。神話的創造是建立在民族符

號策略的基礎上，它再現了烏克蘭民族歷史道路的獨特性的神話，特別強調其

英雄主義和苦難。Tomaichuk 認為，國族認同作為一種建構物，不應僅僅是語

言、歷史、傳統和符號的結合。後共國家很可能會基於「歷史宿命的統一」

（unity of historical destiny），而不採用西歐的「國家-民族建構」（state-nation 

building）模式來形塑國族認同。Tomaichuk 還提及，另一個在認同形成的過程

中可以使用的概念是積極認同和生活品質，即把國族認同的內容從歷史神話和

民族化領域轉移到民間和社會經濟渠道。政治穩定將緩解衝突的緊張局勢，且

有助於民族的非政治化、歷史的非神話化，以及培養國家公民對自身過去的尊

重態度。8 

 

Andreas Kappeler 也將俄羅斯帝國與蘇聯殖民的歷史遺緒（legacy）視為解

釋後共時期的關鍵事件之一，並在當代跨及到了政治領域當中。他認為俄羅斯

與烏克蘭的歷史存在一種複雜的關係。Kappeler 分析了烏克蘭在俄羅斯帝國與

蘇聯中的角色，以「記憶之戰」（war of memory）來形容俄烏之間不相容且相

互對立的歷史敘事的較量。透過這樣的競爭過程，一個民族能夠劃定自己與其

他民族的界限，這對烏克蘭的國族認同至關重要。俄羅斯帝國與蘇聯敘事主張

 
7 Taras Kuzio,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y Writing in Ukraine," Nationalities Papers 34, no. 4 

(2006): 407-27. 
8 Лилия В. Томайчук, "Мифологизация истории как инструмент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Украине и В Беларуси," Terra Humana, no. 3 (2012): 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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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與烏克蘭經歷了共同的歷史與記憶。兩個民族的統一無論是對俄羅斯國

族建構的過去或是現在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烏克蘭民族論述與前者站在對立

面，主張兩國的歷史是分開的。烏克蘭國家從基輔羅斯開始，經歷 17 世紀的哥

薩克酋長國，終至現代的獨立國家。烏克蘭人僅有兩個世紀位於俄羅斯人的統

治之下，更多時候是受到波蘭與立陶宛等歐洲思想與文化的影響。9 

 

另外一項影響國族認同的歷史因素是發生於 1930 年代初期蘇維埃烏克蘭的

饑荒現象，又被稱為烏克蘭大饑荒（Holodomor）。10烏克蘭大饑荒是烏克蘭在

蘇聯時期歷史上之重大事件，並深刻烙印在許多烏克蘭人的歷史記憶中。它不

僅成為當今政治與文化辯論方面的核心議題，也是烏克蘭國族建構的過程主要

分歧點之一。如 Andrea Graziosi 所言，對於烏克蘭大饑荒議題可以大致分為兩

派立場。其中一派人支持種族滅絕（genocide）的論調，認為烏克蘭大饑荒是

為了消滅烏克蘭農民，並改變蘇維埃烏克蘭的社會結構的人為事件；然而，另

一派人雖認同 Joseph Stalin 政策的犯罪性質，但認為要將烏克蘭大饑荒當作一

個複雜現象來探討。畢竟在整個蘇聯的框架下，蘇維埃哈薩克以及蘇維埃俄國

的伏爾加河下游地區的死亡人口比例更勝蘇維埃烏克蘭。此兩派觀點雖都具有

一定程度上的正確性，卻無法站在對方之立場換位思考。因此，Graziosi 彙整

了烏克蘭、俄羅斯與西方學者的相關著作，並認為有必要區別該事件的普遍情

形和例外以及 1931-1932 年與 1932 年 9 月後饑荒發生的性質。11 

 

Alexander Motyl 則強調了烏克蘭大饑荒如何遭到政治菁英利用而進入當代

 
9 Andreas Kappeler, "Ukraine and Russia: Legacies of the Imperial Past and Competing Memories,"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5, no. 2 (2014): 107-15. 
10 Holodomor 一詞在烏克蘭語中的意思為「以飢餓滅絕」（морити голодом）。烏克蘭大饑荒的

主要涵蓋範圍包括蘇維埃烏克蘭和蘇維埃俄羅斯境內的庫班（Kuban）、頓河（Don）等哥薩克

人群聚地。各界對烏克蘭大饑荒受害者的人數無法取得共識，整個蘇聯由於飢荒而死亡的人數

介於六至八百萬之間，其中有大約三至五百萬名烏克蘭人，因此被視為是策畫好的行動。 
11 Andrea Graziosi, "The Soviet 1931-1933 famines and the Ukrainian Holodomor: Is a new 

interpretation possible, and what would its consequences be?,"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27, no. 1/4 

(2004): 9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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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對話當中，並說明其對烏克蘭歷史的重新改寫，進而成為烏克蘭認同與

蘇聯-俄羅斯認同之間的對立。12特別是在前總統 Viktor Yushchenko 執政時期，

烏克蘭大饑荒之議題在烏克蘭國族建構的歷史部分中佔據了核心地位。

13
Mykola Riabchuk 也同意前者之觀點，認為對烏克蘭大饑荒的爭論反映出了該

國的分裂性特徵，對烏克蘭的過去存在兩種相互對立的看法、歷史論述以及國

族認同。14今日對烏克蘭大饑荒的探討已經被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本文之重點

不在追求烏克蘭大饑荒的歷史真相，而是更加著墨於其對烏克蘭國族認同之影

響。 

 

綜上所述，烏克蘭國族認同與其歷史是高度且緊密相關的，也正是由於烏

克蘭複雜的歷史背景，加深了該國內部烏克蘭派與俄羅斯派之間的歷史記憶的

較量。其中，又以基輔羅斯的繼承國以及蘇聯時期的嚴重饑荒的討論最備受爭

議。此外，在後共時期烏克蘭國族建構的過程中，歷史也被當作政治角力的工

具。透過利用民族符號與歷史的神話化，政客動員烏克蘭內部對歷史有不同詮

釋的族裔群體，進而提升到國際層面，成為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的衝突。然而

筆者認為，在探討烏克蘭國族認同的歷史因素時，不能陷入二元對立的架構之

下，而是要爬梳比較兩派對過往歷史的敘事觀點，這也是本文要關注的重點之

一。 

 

二、 烏克蘭國族認同之內部因素 

烏克蘭獨特的歷史背景對其今日國內顯著的地區分歧具有一定程度之作

用，主要的分歧囊括了語言、宗教以及族群等方面，各自對國族認同產生不同

 
12 Alexander J. Motyl, "Deleting the Holodomor: Ukraine Unmakes Itself," World Affairs 173, no. 3 

(2010): 25-33. 
13 David R. Marples, "Ethnic Issues in the Famine of 1932–1933 in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61, 

no. 3 (2009): 506. 
14 Mykola Riabchuk, "Holodomor: The Politics of Memory and Political Infighting in Contemporary 

Ukraine," Harriman Review 16, no. 2 (200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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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在語言分歧方面，Abel Polese 研究了後共時期的語言政策在烏克蘭國

族建構中的作用，藉由調查 1991 年以來體現在烏克蘭語言政策中的政治意願，

並解釋這些政策如何影響該國的國族認同。一開始烏克蘭語與俄語被視為平

等，但隨後成為唯一的國家語言，並加以發展和保護。鑒於烏克蘭語也可能是

該國最重要的身份界限，Polese 認為語言可能成為烏克蘭建國計劃中最重要的

問題。15而 Stephen Shulman 也提及，烏克蘭國族認同的基礎是建立在烏克蘭族

裔和烏克蘭語言文化作為該國的主要整合力量。16 

 

Volodymyr Kulyk 則是審視了後共時期烏克蘭語言多樣性與該國政治分裂之

間的關係。他認為，語言和文化態度不僅會受到日常交際的影響，也會受到對

特定語言認同之影響。當代烏克蘭的語言認同尤其體現在人民的母語當中，並

在後共時代為政治菁英所利用。人民會對擁護自身語言的候選人和政黨表示支

持。日常語言的使用也和政治態度有很大的關聯，語言使用也會強烈影響民眾

對特定政治問題的看法，進而導致政治分歧與社會分裂。Kulyk 的分析表明，

語言認同是預測烏克蘭公民態度和政策偏好僅次於語言使用的一個有力因素。

因此，在界定語言群體和衡量社會的語言多樣性時，應特別將語言認同和語言

實踐納入考量。17 

 

有別於大多數學者依照語言偏好以及意識型態只將烏克蘭語言群體分為兩

個互斥的極端，Stanislav Shumlianskyi 基於上述分類進而區分出四種模式：烏

語擴大派（Maximalist Ukrainophiles）、烏語實用派（Pragmatic Ukrainophiles）

與俄語至上派（Supremacist Russophiles）以及俄語平等派（Equalistic 

 
15 Abel Polese,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Ukraine: Was It Really Nation-Building?," Studies of 

Transition States and Societies 3, no. 3 (2011): 36-50. 
16 Stephen Shulman, "The Contours of Civic and Ethnic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 Ukraine," Europe-

Asia Studies 56, no. 1 (2004): 38. 
17 Volodymyr Kulyk, “Language identity,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political cleavages: evidence from 

Ukrain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7, no. 3 (2011): 6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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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ophiles）。他分析了這四種模式，主要集中在每種模式的兩個主要特徵上。

第一個是語言群體捍衛的描述，由於代表群體的定義也隱含了對其他群體的描

述，因此，總體上它也能為社會提供某種語言分組模式。第二個特徵是語言模

式的方案或議程，即語言狀況的預期結果，朝預期方向改變當前狀況的行動計

劃，以及確定負責執行方案的人。Shumlianskyi 認為，由於不存在明確界定的

語言群體，有關語言的政治討論不是語言結構的徵兆，而是語言結構的主要動

力。關於語言的激烈政治辯論不是由不同的利益或群體態度所驅動的，而是由

保護語言的衝突議程所驅動的。語言領域中的緊張局勢不僅在於從語言（俄語

或烏克蘭語）的角度出發，並在語言分組的議程上相互衝突，而且還在於所代

表的群體的認同甚至存在的競爭。
18
 

 

宗教分歧方面，Alexei D. Krindatch 探究了後共時期烏克蘭的宗教機構在轉

型社會中日益增加卻充滿爭議的作用。他首先比較了當代烏克蘭與俄羅斯的宗

教條件，並提到蘇聯解體後烏克蘭的政治變革，以及該國東正教神職人員所發

起建立一個新的全國性獨立的烏克蘭東正教教會的願望。先前歸屬於俄羅斯東

正教會的烏克蘭總主教區（Ukrainian Exarchate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分裂成為三個彼此對立的教會：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 of the Moscow Patriarchate, UOC-MP）、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

區（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 of the Kiev Patriarchate, UOC-KP）以及烏克蘭自

主正教會（Ukrainian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 UAOC）。同時，烏克蘭還

存在不同教派的天主教會，使得該國具有複雜的宗教組成與緊張的教會關係，

而烏克蘭東西部在宗教信仰、宗教組成的差異與宗教認同的作用對於理解當今

該國教會間的緊張關係是至關重要的。19
Gretchen Knudson Gee 也同意烏克蘭西

 
18 Stanislav Shumlianskyi, "Conflicting Abstractions: Language Groups in Language Politics in 

Ukra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10, no. 201 (2010): 135-61. 
19 Alexei D. Krindatch, "Religion in Postsoviet Ukraine as a Factor in Regional, Ethno-Cultural and 

Political Diversity," Religion, State & Society 31, no. 1 (2003): 3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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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東部在宗教方面存在明顯差異。他調查了烏克蘭地理、民族性和宗教之間

的關聯性，並認為該國宗教信仰方面的差異遵循了地理和種族的模式。Gee 還

提及，蘇聯時期對於國家的不滿能夠藉由宗教和語言的形式表達。在當今的背

景下，宗教繼續做為不滿的標誌，並轉移到了俄羅斯和傾向俄羅斯的政治人物

身上。20
 

 

學者趙竹成則是藉由烏克蘭東正教會脫離莫斯科牧首區宣布自主

（Autocephaly）一事，探討烏克蘭東正教會與國族認同以及該國政治與宗教之

間的關係。其研究資料表明，烏克蘭的教會認同與對俄羅斯的態度高度吻合，

這種現象導致了形塑烏克蘭國族認同與樹立國家自主性方面的困難。對此，李

寧也提及，烏克蘭國內的宗教衝突不僅僅歸咎於教派的分裂，而是牽涉到烏克

蘭與俄羅斯之間國族認同方面的矛盾與衝突。21趙認為，由於宗教信仰係一國凝

聚國族意識的原生條件之一，加上教會與國家在傳統上緊密相關，烏克蘭政府

在烏克蘭東正教會獨立中扮演著相當重要之角色。他歸納出了烏克蘭東正教會

當前兩個主要的問題分歧：一、烏克蘭目前並不存在如俄羅斯的統一東正教

會；二、烏克蘭東正教會的獨立性與政治方面獨立性不一致。因此，烏克蘭東

正教會尋求獨立於俄羅斯正教會並非出自宗教信仰本質上的差異，而是在更大

程度上由於政治方面意識形態的差異。22 

 

在族群分歧方面，Karina Korostelina 指出，由於自 1991 年以來對國族及國

族認同概念的缺乏，使得烏克蘭認同的形成充滿矛盾和爭議性。她藉由分析並

地圖製作（mapping）獨立 20 年後烏克蘭社會中廣泛存在的國族認同概念，並

 
20 Gretchen K. Gee, "Geography, Nationality, and Religion in Ukraine: A Research Note,"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34, no. 3 (1995): 383-90. 
21 李寧，2020。「東正教會在俄國公共外交所扮演的角色」，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5。 
22 趙竹成，「教會自主與國族建構：烏克蘭東正教會的「獨立」進程」，問題與研究，第 60

卷，第 1 期（2021），頁 3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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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出五種論述類型，分別為雙重認同論述（dual identity）、親蘇論述（pro-

Soviet）、捍衛烏克蘭認同論述（fight for Ukrainian identity）、承認烏克蘭認同論

述（recognition of Ukrainian Identity）以及多元文化-公民論述（multicultural-

civic）。其中每個論述皆包含三項特點：一、結構連貫且具有強大的內在邏輯和

合法性論證；二、與特定權力和道德觀念的連結；三、與其他論述相對立。這

些特徵確保了沒有任何一種論述能夠獨佔，抑或不存在一個普遍接受的折衷論

述。Korostelina 認為，唯有展開論述之間系統性的對話，才能建立烏克論述的

共同基礎，進而發展出一個具現代公民概念，且無關宗教、種族或語言差異的

凝聚性國族認同。23
 

 

Paul S. Pirie 敘述了烏克蘭的東部和南部地區獨特的族群組成，並將重點放

在民族和人口因素，因為這些因素對該地區特定的民族政治動態（ethnic-

political dynamics）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他認為，要對這些地區的國族認同進

行研究，必須試圖了解該國人口中不同的民族歸屬，並調查是由於哪些社會力

量而促成這些認同的發展。Pirie 提出了這樣的假設：異族通婚（inter-ethnic 

marriage）、語言使用和城市化都是導致混合自我認同的因素。他反對以「非俄

羅斯，即烏克蘭」以及人口普查式的分類方式來研究烏克蘭的國族認同，而應

該考慮各種不同因素，以建構更有意義的國族認同圖景。24
 

 

謝國斌則是系統性地分析烏克蘭的族群結構、語言偏好、歷史背景以及領

導人的政治立場，以嘗試理解烏克蘭的族群問題。其研究結果發現，烏克蘭的

族群問題主要能呈現為烏克蘭族與俄羅斯族的相互對立，而這兩大行為者的對

立又能涵蓋國族認同、民族主義、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對俄羅斯語、烏克蘭化的

 
23 Karina V. Korostelina, "Mapping National Identity Narratives in Ukraine," Nationalities Papers 41, 

no. 2 (2013): 293-315. 
24 Paul S. Pirie,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48, no. 7 (1996): 107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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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程度等差異，其中對極端對立的烏克蘭民族認同與俄羅斯民族認同做了詳

盡的闡述與比較。另外，謝也特別關注克里米亞和外喀爾巴阡州（Zakarpattia 

Oblast）民族主義的發展，特別是前者在 2014 年宣布脫離烏克蘭獨立。他認

為，烏克蘭除了要解決內部的分裂勢力，也要對抗外部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俄羅斯的挑戰。25謝確實針對了烏克蘭族群問題的不同面向進行深刻探

討，但他仍過度簡化了俄羅斯族和俄羅斯的立場。 

 

綜上所述，影響烏克蘭國族認同的內部因素大致可以體現在語言、宗教以

及族群等三個方面的差異。三者不僅有某種程度上的相關性，也反映出烏克蘭

國族認同的碎片化與地區化性質。即便對烏克蘭國族認同的探討仍離不開烏克

蘭民族認同和俄羅斯民族認同的分歧，本文會延續相關文獻的發現，並朝向公

民國族認同（civil national identity）的模式來研究。 

 

三、 烏克蘭國族認同之外部因素 

國族認同不僅會受到國家內部的轉變，也會因外在環境的變化而受到影

響。就當代烏克蘭而言，這指的是蘇聯解體和烏克蘭危機等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或所謂的歷史分水嶺所帶來之影響，包括了社會制度的轉型、外交政

策的制定以及地緣政治的戰略三個面向。 

 

首先在社會制度方面，Shulman 表明了，大多數的研究中明顯缺乏有關國

族認同如何影響人們對民主和經濟自由化改革的看法。由於獨立後的烏克蘭無

論是在民主化還是市場化方面都未取得實質的進展，他試圖透過調查烏克蘭大

眾態度的性質來研究該國的政治經濟改革並發現，其中能對公眾態度產生巨大

影響的是烏克蘭國族認同的爭議性辯論。藉由 2001 年的烏克蘭全國民意調查，

 
25 謝國斌，「烏克蘭的族群政治」，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1 卷，第 3 期（2015），頁 1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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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lman 分析了人們對特定認同的支持是否會影響他們對改革的偏好。數據資

料表明，烏克蘭國族認同促進了對自由主義政治和經濟價值觀的支持，同時削

弱了對非民主政治制度的支持。26 

 

張弘則是研究了蘇聯解體後烏克蘭社會轉型下的國族認同，將國族認同的

重新建構視為當代民族國家的國家建構過程之一。他認為，社會轉型導致了烏

克蘭內部的社會分歧與國族認同的危機，進而阻礙了該國的民主發展。張弘提

到，經過長時間的民族融合，烏克蘭和俄羅斯已是兩個關係緊密之民族，兩國

間不存在著嚴重的民族矛盾和仇恨。然而，烏國政治人物在選舉時操弄歷史、

文化和語言議題並試圖動員選民，加劇了國內兩極化矛盾衝突。本來就不存在

單一相對的國族認同，而應該是多樣化和完整的國族認同。政治領導人的言行

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家認同的型塑中發揮關鍵性的作用。27 

 

其次在外交政策方面，Ilya Prizel 針對波蘭、俄羅斯以及烏克蘭三個國家進

行比較研究。他認為國族認同與對外政策之間的互動是各個政體的關鍵因素，

對新興或重新出現的國家特別重要，因為民族主義和國族認同是維繫社會的力

量。然而，國族認同既不是一成不變的，也不是不可改變的，而是不斷地被重

新定義且一定程度上是由外交政策所決定的。改變一個政體的國族認同的最常

見因素是他者性（Otherness）的蛻變或完全消失，例如蘇聯的解體。28
Kuzio 也

擁有相似的觀點。烏克蘭如何界定「他者」，也會對各種國內和外交政策問題的

辯論產生影響。他主張透過外交政策，一國能在國際上和國內與其他國家進行

區別，這在國族和國家建構中發揮重要作用。29
 

 
26 Stephen Shulm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Public Support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in 

Ukraine," Slavic Review 64, no. 1 (2005): 59-87. 
27 張弘，「社會轉型中的國家認同:烏克蘭的案例研究」，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第 6 期

（2010），頁 1-9。 
28 Ilya Prizel,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Nationalism and Leadership in Poland, Russia 

and Ukra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9 Taras Kuzio, "Identity and Nation-Building in Ukraine: Defining the ‘Other’," Ethnicities 1, n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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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R. Burant 強調了政治菁英做為外交事務決策者對外交政策的重要

性，對比了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對和歐洲或俄羅斯這兩個極端進行整合的看法與

政策，並以歷史角度檢視烏克蘭的國族認同問題。他提到，當今烏克蘭與俄羅

斯人的兄弟關係持續存在的一個指標體現在基輔當局奉行的外交政策。其一方

面尋求融入獨立國協，與俄羅斯建立密切的雙邊關係（在非聯盟的情況下），另

一方面則保持烏克蘭或歐洲之間的政治距離。烏克蘭會援引與俄羅斯的歷史淵

源和文化親情作為這種政策的理由。然而，對烏克蘭而言國族地位的一個指標

是尋求加入歐洲機構的外交政策，並為此組建排除俄羅斯的區域聯盟，同時在

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建立文化和政治距離。因此，若在烏克蘭政治菁英中缺乏

試圖將國家融入歐洲機構的強烈國族地位，那麽在烏克蘭的普通民眾中也不可

能存在這種意識。30
 

 

國內專門研究烏克蘭的學者大多以地緣政治角度來切入。紀舜傑以民族發

展、民主轉型以及地緣政治的三重角度來研究烏克蘭的國族認同。他提到，學

術界許多文獻都以東西部差異的分類方法來過度簡化烏克蘭的國族認同問題。

然而，國族認同的問題不在有無，而是在於差異與其原因。烏克蘭的認同問題

在未被廣泛接受的民族性加上獨立後失敗的民主轉型，提供了俄羅斯干涉烏克

蘭的機會與條件。31楊三億則說明在歐盟與俄羅斯的權力競逐下，位於兩者之間

緩衝地帶的烏克蘭的命運對歐洲整合至關重要。他把焦點放在烏克蘭的對外政

策與國家發展之走向，提及了內部改革與外部環境的重要性。他認為國族認同

會影響社會穩定，進而影響一國的外交政策。烏克蘭若能就國族認同問題達成

 
(2001): 349. 
30 Stephen R. Burant,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Identity: A Comparison of Ukraine and Belarus," 

Europe-Asia Studies 47, no. 7 (1995): 1125-44. 
31 紀舜傑，「烏克蘭的國家認同-民族, 民主, 與地緣政治之作用」，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1

卷，第 3 期（2015），頁 15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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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方能明確定義國家利益，並制定符合利益的外交政策。反之，則會造成

社會分歧，進而影響外交政策之制定。32況正吉和宋鎮照也就外部環境的利益競

爭分析烏克蘭危機發生的緣由。作者先交代了烏克蘭危機的背景，並從國內層

次的差異因素談論到國際舞台的影響因素。他們認為，烏克蘭的作為有限，經

過烏克蘭危機及進行中的頓巴斯戰爭，必須找尋合適的解決辦法。33 

 

Valentina Feklyunina 則是從社會建構主義的角度來分析國家之間的關係。

她探討了軟實力與集體認同的作用，並將其用於分析烏克蘭危機爆發前的俄烏

關係。軟實力是由集體認同的不斷重新談判而產生。透過調查一國所投射的集

體認同在多大程度上被另一國的不同群眾所接受抑或拒絕，並考察這些群眾影

響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的能力，進而評估一國相對於另一國軟實力的影響。自

2008 年末期至 2010 年初期，俄羅斯積極向外輸出所謂俄羅斯世界（Russkiy 

Mir）的戰略，即利用一種基於俄羅斯語言、文化和共同歷史的群體認同來影響

該國與烏克蘭的關係。然而，Feklyunina 的研究發現表明，俄羅斯世界的影響

在根本上是有限的，因為它是基於一個以俄羅斯為中心的認同，這與烏克蘭其

中一種主要認同論述在本質上是不相容的，而與另一種認同論述僅有部分的相

容性。儘管俄國加強對烏克蘭的公共外交活動，卻沒辦法也不可能改變莫斯科

與基輔當局關係中的心理知覺（psychological milieu）。34
 

 

自從 2014 年爆發了烏克蘭危機後，學界開始針對烏克蘭親歐盟示威運動以

及克里米亞脫烏入俄的事發原因及後續影響進行了為數可觀的研究。Volodymyr 

Kulyk 探討了親歐盟示威運動的抗議遊行以及俄羅斯侵略對烏克蘭國族認同的

 
32 楊三億，「前蘇聯地區內部改革與對外政策偏好關係: 以烏克蘭, 白俄羅斯與摩爾多瓦為

例」，問題與研究，第 48 卷，第 3 期（2009），頁 97-121。 
33 況正吉、宋鎮照，「從國內政治與國際因素分析烏克蘭危機」，全球政治評論，第 53 期

（2016），頁 41-66。 
34 Valentina Feklyunina, "Soft Power and Identity: Russia, Ukraine and the ‘Russian World (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2, no. 4 (2016): 77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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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他表明，烏克蘭的國族認同發生了巨大變化，由於俄國對克里米亞的兼

併和頓巴斯持續進行的戰爭，國族認同變得比其他領土和非領土認同更為重

要。烏克蘭性（Ukrainianness）的真正意義也發生改變，體現在對俄羅斯國家

以及人民的疏遠和對烏克蘭民族主義的廣泛擁護上。即便全國各地的民意並不

一致，但主要的分界線已經向東位移到頓巴斯和鄰近的東南部地區之間。此

外，Kulyk 還分析了烏克蘭國族認同的兩個主要面向的近期變化，即國族認同

相對於人們擁有的其他認同的顯著性，以及人們對自己屬於烏克蘭國家的歸屬

所賦予的含義。顯著性不僅將根據地域性認同，而且還將根據性別、宗教、職

業和政治觀點等其他社會認同進行衡量。他的調查內容不局限於與烏克蘭人所

認知的民族文化差異相關的層面，也包括對其主流的社會政治特徵的看法。
35
 

 

綜上所述，烏克蘭獨立後的國族認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因素的影

響，而且這些外部因素在很多時候涉及到該國的民主經濟轉型、對俄羅斯的政

策以及烏俄關係的變化。烏克蘭雖已採行民主的政治體制和自由市場經濟，但

是成效不彰。此外，在面臨俄羅斯的行動，烏克蘭也未能有效地處理。經過

2014 年的危機，烏克蘭國族認同確實得到加強，但仍舊處於不穩定的狀態。因

此，本文會更加關注近幾年在社會制度、外交政策與地緣政治方面的事件。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 研究途徑 

國族與認同問題的相關研究大多被置於原生論（primordialism）、工具論

 
35 Volodymyr Kulyk, "National Identity in Ukraine: Impact of Euromaidan and the War," Europe-Asia 

Studies 68, no. 4 (2016): 588-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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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mentalism）以及建構論（constructivism）三種架構下進行論述。原生論

觀點主張，國族認同來自於血緣、種族、語言、宗教或是文化等一出生就已經

被決定的特徵。國族認同透過從下而上的方式產生，代代相傳且不允許個人的

選擇及改變。每個人天生會與具有相同民族認同的個體分享根深蒂固的情感；

工具論觀點強調了理性的層面，認為國族認同是達成目標的人為建構的手段。

國族認同取決於個人對所處情境的關係、概念或感情。例如國家或政黨等組織

為了達成其政治目的而操弄民族認同。第三種―建構論觀點則是當代政治學的

主流觀點，其概念與原生論相對，主張國族認同是由個體所處的外在社會所建

構的，我們抑或可以將此概念理解為社會學家 Bennedict Anderson 所提出的

「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他在其著作中提及，國族認同
36
並

非與生俱來，而是本質上由個體所處的外在環境建構而來的。37因此，認同會隨

著所處環境的更迭而轉變。個體會藉由長時間所經歷的直接或間接的社會過程

來形塑獨特的認同。38 

 

筆者同意建構論之主張，因此採用了社會建構理論（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與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作為本文之研究途徑，以下分別進行說明。 

 

（一）社會建構理論 

社會建構理論結合了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以及社會建構主義

（social constructionism）兩個相似的概念。在試圖理解社會世界的過程中，兩

者一致認同知識是被建構的（constructed），而非被創造的（created）。社會建構

論與社會建構主義在眾多研究中被交替使用，但兩者仍然有所差別。 

 
36 針對國族認同之概念解釋，請詳見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37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2006), 133. 
38 閻小駿，當代政治學十講（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2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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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建構論提出，個人透過認知過程從心理上建構經驗的世界，知識是透

過個體間的互動過程並在個體當中發展的，著重於個體的現實經歷。社會建構

論與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正統觀念的不同之處在於，主張世界不能直接被認

識，而是由思維強加給它的世界來直接知道。它代表了一種認識論的視角，關

注的是如何認識，進而關注如何發展意義。39
Alexander Wendt 將社會建構論視

為一種結構性的理想主義。他表明，社會建構論的一項基本原則是，人們對包

括其他行為者在內的對象的行為，是基於對象對他們而言的意義。40社會建構主

義關注的則是知識的本質和建構，以及知識如何經過個人的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而被建構，因此對個人內部的認知過程不感興趣。
41
現實是社會定

義的，但這種現實指的是日常生活的主觀經驗，是如何理解這個世界，而不是

指自然界的客觀現實。42
Thomas A. Schwandt 認為，這就是建構主義的核心概

念。43 

 

Berger 和 Luckmann 認為，社會同時被視是為主觀和客觀現實的存在。前

者是透過人與社會世界的互動帶來的，而這個社會世界又影響著人們並導致常

規化（routinization）和習慣化（habitualization），從而構成一種理所當然（take-

for-granted）的現實。任何經常重覆的行為都會被鑄成一種模式，不費吹灰之力

就可以重現。這就使人們可以自由地進行創新，而不是一切重新開始。久而久

之，習慣化的意義就會被嵌入到常規中，形成一種普遍的知識儲備（storage of 

 
39 Richard A. Young and Audrey Collin, "Introduction: Constructiv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onism in 

the Career Field,"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64, no. 3 (2004): 373-88. 
40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6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 
41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no. 2 (1992): 397. 
42 Tom Andrews, "What Is Social Constructionism?," Grounded Theory Review 11, no. 1 (2012): 39-

46. 
43 Thomas A. Schwandt, "Three Epistemological Stances for Qualitative Inquiry: Interpretivism, 

Hermeneutics, and Social Constructionism,"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 Norman K. 

Denzin and Yvonna S. Lincoln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0), 18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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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此外，社會建構主義斷言，知識具有歷史和文化的特殊性，語言

是構成而不是反映現實，既是思想的前提，也是社會行動的一種形式。重要的

是，社會建構主義不僅僅是說某種東西是社會建構的，它還指向了這種建構的

歷史和文化位置。44本文將透過社會建構理論的觀點來研究烏克蘭國族認同的產

生、形塑以及影響。 

 

（二）社會認同理論 

社會心理學家 Henri Tajfel 和 John Turner 共同提出了社會認同理論，是群

際行為（intergroup behavior）研究方面的代表性理論之一。45社會認同是指人們

對自身社會地位的認識而產生的主觀定義，源自於個人對屬於一個或多個社會

團體的認識，以及該成員身份具有的價值和情感意義（emotional significance）。

46社會認同理論強調，個體會對群體進行分類、認同和比較，並藉由尋找群體中

的認同來界定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舉例而言，當一個具有工人階級概念的人

開始將自己視為工人階級，其社會認同便已經形成。47這種社會認同融合了自我

的心理表徵和對某個群體的認知成見（cognitive stereotype）。48 

 

社會認同的概念還包含了自我歸類（self-categorization）以及情感

（affect）。自我歸類指的是個體對群體的認同，並將自己視為其中一員。情感

則是指對這種認同感或對所屬群體的情緒依附（emotional attachment）。49這類

型的情緒是正向的，會表現為個體對所屬群體的自豪感、愛慕以及對群體成員

 
44 Peter L.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45 Henri Tajfel and John C. Turner,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Key Readings, ed. John T. Jost and Jim Sidanius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4), 

276-93. 
46 Henri Tajfel,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e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55. 
47 William B. Gudykunst, Bridging Differences: Effective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4), 77. 
48 Pamela Johnston Conover, "The Influence of Group Identifications on Political Perception and 

Evalua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46, no. 3 (1984): 760-85. 
49 Tajfel and Turner,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27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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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義務感，即便群體成員彼此素昧平生。50透過對不同社會群體分類、認同和比

較的過程，個體能意識到自己與特定群體的成員擁有相似的想法、感受和興

趣，進而區分出內團體（in-group）及外團體（out-group）。人們傾向於放大內

團體的相似性以及外團體的差異性。若把這個概念帶到國族認同的問題上便能

很好理解。透過對自身國族的認同，人們會參與群體間的比較，並傾向於貶低

非所屬的團體。51這與國族認同的概念極為類似。憑藉承認如血統和命運等共通

點，人們能夠認同一個民族並形成一個內團體，同時會將認同為不同民族的人

視為外團體。52本文將以社會認同理論中界定我群與他者的概念來探討烏克蘭的

國族認同。 

 

（三）歷史制度主義 

歷史制度主義係為政治學研究中新制度主義的其中一項分支，關注時間順

序（time sequence）和路徑如何影響制度以及如何塑造社會、政治、經濟方面

的行為與變化，並強調任何結果的可能性。53歷史制度主義者傾向聚焦於較長的

時間範圍，以了解具體事件發生的原因。他們不接受歷史必然以直線式的方式

發展，而是嘗試找出在何種條件下歷史會遵循某種特定的軌跡。54 

 

歷史制度主義的核心概念包括了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與制度變

遷。路徑依賴說明了關鍵時刻的發生會導致一種回饋機制（feedback 

mechanism）被觸發，從而加強了特定模式在未來的重覆出現。這使得採取特定

路徑後會難以逆轉，儘管該路徑產生了較差的效果。55制度變遷則是說明了外部

 
50 Ibid. 
51 Ibid. 
52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Nevada: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8-15. 
53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Making Global Market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7, no. 4 (2010): 609-38. 
54 Ira Katznelson and Barry R. Weingast, Preferences and Situations: Points of Intersection between 

Historical and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5), 1-26. 
55 Paul Pierson,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 no. 2 (2000): 2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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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或社經環境的巨變可能會導致制度的潛在變化。由於外在的改變影響了

既有制度中原有的行動者既定的目標或策略轉移。這種改變可能造成制度瓦

解，抑或形成有限的漸進式的改變。56本文將借助歷史制度主義的路徑依賴與制

度變遷概念來探討烏克蘭國族認同的演變過程，並側重歷史角度來細究其持續

與變遷，其中會特別著重於第二章之歷史概況說明。 

 

綜合上述三種研究途徑，可以將本文之研究途徑具體呈現如下：首先，認

同會經由個體間以及個體與社會的互動而被建構。其次，透過區分出內團體

（我群）與外團體（他者），進而形塑出國族認同。由於國族認同是不斷被建構

的，並可能在歷史演進中產生變化（制度變遷）或者維持不變（路徑依賴）。 

 

 
56 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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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研究國族認同不得不考慮到其包含的層面極為廣泛，舉凡從一國過去的歷

史事件至當代的貿易和政治往來，以及相關的媒體報導與期刊文獻均須納入資

料參考。故本文使用了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以及歷史研究法

（Historical method）來實行綜合分析。各項研究方法之具體使用詳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係藉由對蒐集到之相關資料進行系統性的分析，再給予研究者

個人的觀點和見解。57其目的在於了解文獻的實質內容或闡明其中可能揭示的更

深層含義。58能夠評估和審視的文獻包括各種形式的書面或電子資料，如專書或

期刊、會議記錄、新聞報導、政府或組織文件。分析文獻資料需要經過尋找

（finding）、選擇（selecting）、評定（appraising）、綜合（synthesizing）等步

驟，再組成研究所需的主題、類別或案例。59當情況或事件無法藉由直接觀察或

詢問來調查時，也需要文獻資料來佐證。60考量到不同國家學者的觀點不盡相

同，筆者所參考的文獻來源涵蓋了烏克蘭、俄羅斯與歐美及其他地區國家學者

所發表之書籍、學術期刊與論文著作，並輔以官方發布之統計資料、報紙評論

之報導來分析撰寫，以避免偏頗特定角度和立場。 

 

（二）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聚焦在已經發生的事件，利用科學方法來蒐集過往的歷史事

 
57 Glenn A. Bowen, "Document Analysis a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9, no. 2 (2009): 27. 
58 Jane Ritchie et al.,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ce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3), 35. 
59 Adri Labuschagne, "Qualitative Research: Airy Fairy or Fundamental," The Qualitative Report 8, 

no. 1 (2003): 101. 
60 Martyn Hammersley and Paul Atkinson, Ethnography: Principles in Practice, 2 ed. (London: 

Routledge, 1995),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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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除了要對資料的真實性與價值進行考究，還要過系統性的分析和統整，找

出其中的變化與因果關係，以達成詮釋過去、展望未來之目的。61很重要的一點

是，史料的來源無法被創造，而是需要從現有資料中尋找。依據史料的流傳方

式可以分為口述傳說、文字紀錄與實務；依據與事件的關係可以細分為直接與

間接史料；以及依據留存的動機可以區別為有意義與無意義史料。62 

 

本文試圖檢視從基輔羅斯時代至現代烏克蘭國認同之演變，特別留意過去

歷史所發生之關鍵時刻，並透過分析歷史資料，從中找出影響因素。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範圍 

（一）概念界定 

在談論國族認同之前，有必要先區分本文中「民族」與「國族」的概念。

許多學者將 nation 譯作民族或國族，但兩者在意義上仍有差別。施正鋒認為，

相較於國族，民族一詞容易帶有原生血緣及少數族群的色彩，國族一詞則是更

加注重國家與族群之間的關係連結。63前者強調的是客觀的文化性因素，在意義

上趨近於英語中的族群（ethnic group）的概念；後者強調的是主觀的政治性因

素，表達族群必須透過建立一個主權國家來達成其目標。因此，為了避免概念

上的混淆，本文在敘述特定概念時會使用相應的詞彙，例如在闡明認同與國家

之間的關聯性，會將 nation 和 national identity 分別譯作「國族」與「國族認

 
61 謝寶煖，「歷史研究法及其在圖書資訊學之應用」，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第 62 期（1999），

頁 35-37。 
62 同上，頁 44-46。 
63 施正鋒，「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現況、以及挑戰」，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1 卷，第 4 期

（2015），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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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本文採用建構論研究途徑，故列舉其代表學者對國族的探討。Anderson 嘗

試對 nation 一詞的複雜概念進行詮釋。他主張，國族是一種人為想像的政治共

同體，在本質上是有限且主權獨立的。國族的想像性質來自於成員心中對彼此

意象的存在，即便他們並沒有在真實世界中相遇；國族的有限性質說明了，無

論國族的規模是大是小抑或是不斷變動，都是有邊界的；國族的主權性質則代

表，國族對自身自由的追求需要憑藉主權國家來實現。國族是一個共同體，成

員間彼此意識到這個特點，並願意為了這個共同體共患難，儘管他們並不是真

正平等的。
64
Ernest Gellner 則提及了理解國族概念的兩種定義：文化與主觀認

定。文化方面的定義表明，是否同為一個國族是建立在是否分享同一種文化體

系，具體囊括了思想、社會行為、表達與溝通方式；而主觀認定方面的定義則

主張國族塑造了個體，唯有在彼此承認同屬一個國族的情境下，才具有意義。

這個範圍也包括了相互遵守特定的共同規範及義務。65若結合上述代表性的概念

界定，國族是指彼此想像擁有血緣宗教、語言文化、習慣與生活方式等共同特

徵，並共享集體歷史、記憶以及有限邊界、獨立主權的政治共同體，而國族認

同便是為了解答「他們屬於哪一個國族」的問題。 

 

國族認同不僅是一種自我認同，更是一種集體認同。66它表達個體對某個民

族的認同或歸屬情感，也可指一個人與一群人對從屬於一個國家的主觀感受，

無論其是否具有該國合法公民之身份。國家認同（state identity）則是與前者相

異的概念，指的是國家本身的定位，是對於國家的認同。國家認同著重的是國

家，個人只是隸屬於國家的個體。67
Anthony Smith 視國族認同為一個多面向的

 
64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6-7. 
65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6-7. 
66 施正鋒，自我認同與民族認同的追尋，台灣建構叢書(台北：翰蘆，2013 年)。 
67 施正鋒，自我認同與民族認同的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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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multidimensional concept），並將其分為族裔與公民兩個層面進行探討。

他列舉了國族認同具備的五項基本屬性：（一）歷史領地或故土；（二）共同神

話與歷史記憶；（三）共同的大眾文化；（四）所有成員的共同法律權利與義

務；以及（五）可供所有成員自由移動的共同經濟。68江宜樺又將國族認同的內

涵分為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制度認同三個層面。族群認同是建立在對特定族

群的血緣聯繫及族裔認定之上；文化認同是建立在對分享共同特徵與集體記憶

的心理歸屬之上；制度認同是建立在肯定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的公民價值之

上。由於國族認同時是一個多面向的概念，不同人可能擁有不一樣的解讀。在

討論國族認同時，必定會牽涉到這三個認同層面。69  

 

（二）對象與時間界定 

以族裔認同的視角來看，烏克蘭國族（Ukrainian nation）的界定方式能根

據「是否為烏克蘭族」、「母語是否為烏克蘭語」以及「是否擁有烏克蘭的歷史

與文化知識」來評斷。然而，該評斷標準有可能將符合該定義之海外烏克蘭僑

民或非烏克蘭裔人口皆納入研究範圍之內。倘若以公民認同的視角來看，1990

年蘇維埃烏克蘭在爭取獨立時所發表的國家主權宣言（Declaration of State 

Sovereignty of Ukraine）說道：「凡是常住於烏克蘭領土，無論其族裔出身或語

言偏好為何，皆具有烏克蘭公民身份，並共同構成烏克蘭人民」。70該評斷標準

雖強調國家公民的概念，卻又忽略烏克蘭的民族特徵。 

 

社會學家 Danylo Sudyn 則認為，上述兩種標準都忽略了個體獲得和確認其

國族認同的主動積極性（proactiveness）。他引用了社會學中認同取得的概念，

將烏克蘭國族認同區分為先賦性（ascriptive）和後天性（accquired）。在建立烏

 
68 Montserrat Guibernau, "Anthony D. Smith on Na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0, no. 1/2 (2004). 
69 江宜樺，「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5 期（1997），頁 83-121。 
70 Encyclopedia of Ukraine (1993), Vol. 5, s.v. "Ukrainians," by Volodymyr Kubijovyč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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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蘭國家以前，族裔性和先賦性的烏克蘭認同特徵較為重要，然而，在國家獲

得獨立地位之後，烏克蘭國族認同則逐漸被視為是自覺行動和積極主動的公民

立場的結合。71本文主要探討的是烏克蘭國族作為一個如烏克蘭國家主權宣言所

述之政治共同體的概念，同時也會著重 Sudyn 所敘述的後天性特徵。 

 

在時間範圍方面，考量到國族認同會伴隨外在環境的改變而不斷建構，對

烏克蘭的歷史進程進行詳細分析至關重要。具體而言，本文之時間架構可以涵

蓋從西元 862 年至 2021 年，即始於基輔羅斯建國，終至烏克蘭獨立之期間，由

於烏克蘭國族認同是一個較為近代的概念，因此，本文會將研究的重點放在蘇

聯與後共兩個時期之烏克蘭國族認同轉變。筆者將烏克蘭國族認同之演變過程

分為三個時期進行探究。首先為中世紀與近代時期，時間設定從 862 年至 1917

年；第二個時期為蘇聯時期，時間設定從 1918 年至 1991 年；最後為後共時

期，時間設定從 1992 年至 2021 年。 

 

二、 研究限制 

承研究範圍之內容，本文所要探討的為烏克蘭境內公民之國族認同演變，

因而排除了如俄羅斯（包含 2014 年後之克里米亞）、加拿大與波蘭等主要海外

烏克蘭社群。由於越來越多人選擇在國外生活，國族認同可能會伴隨時間推移

而逐漸消失，並可能受到更具包容性之超國家認同（supranational identity）的

挑戰。72此外，本文之時間範疇亙古通今，橫跨一千多年的時間。在檢視烏克蘭

過往歷史時，筆者會著眼於對國族認同至關重要之因素，以避免囊括過多資

訊，影響本文之撰寫。 

 
71 Danylo Sudyn, "Born or becoming Ukrainian?," The Ukrainian Weekly, available at: 

https://ukrainianweek.com/Society/227064?fbclid=IwAR1M7CgOJnxt7i5GacC7ZXpH6q2TY5_YdeO

eG_iNBRj9URmGUXeqF-_l-Ns (2019), accessed: Mar. 26, 2021. 
72 John G. Adair, David Bélanger, and Kenneth L. Dion,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1: 

Social, Personal, and Cultural Aspects (Hove: Psychology Press, 1998), 2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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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最初欲以田野調查法及訪談法作為本文之研究方法。受限於 2019 年新

冠病毒疫情爆發之影響，無法親自到訪烏克蘭進行實地考察、蒐集訪談資料，

本文會仰賴學術著作以及官方與民間之調查資料作為替代方案。然而，使用文

獻分析法可能會衍生文獻選擇上的偏頗。73本文引用之參考資料以歐美國家發佈

之學術期刊和專書為主要的資料來源，並輔以烏克蘭、俄羅斯之網路及新聞資

料進行額外補充。不可避免的是，烏克蘭與俄羅斯歷史觀之間存在著巨大差

異，並會造成立場與價值觀的相互對立。本文主要立基於烏克蘭學者的主流觀

點，但仍會採納俄羅斯學者的看法，盡可能維持客觀角度撰寫。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文共分為五個章節，各章節內以不同小節分別敘述。第一章為緒論，除

了會闡明研究背景和撰寫本文之動機目的之外，也會對相關文獻之整理與評

論、採用之研究途徑與方法、設定之研究範圍與限制以及章節安排進行說明。 

 

第二章會概述中世紀與近代烏克蘭的歷史發展，以幫助對國族認同出現之

背景有初步的認識。本章會先從基輔羅斯的出現開始介紹，並根據時間順序論

述烏克蘭在波蘭-立陶宛、哥薩克、奧匈與俄羅斯等不同政權下之歷史脈絡，其

中會詳加探討影響國族認同的歷史因素。 

 

第三章會探討蘇聯時期烏克蘭國族認同的形塑與演變，包括了 20 世紀初期

烏克蘭的短暫獨立、蘇維埃烏克蘭的崛起、蘇聯統治下的烏克蘭國族運動以及

 
73 Bowen, "Document Analysis a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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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國族主義之發展。本章亦會針對蘇聯的民族和語言政策在烏克蘭的實踐

詳細檢視。 

 

第四章主要會論述後共時期烏克蘭國族建構的進程，尤其聚焦在國家語

言、宗教差異、歷史記憶與對外政策方面的國族認同分歧。此外，本章也欲釐

清發生如橙色革命、克里米亞危機、頓巴斯戰爭等重大事件之原因與影響。 

 

第五章為結論，會總結本文之研究發現與成果，並為烏克蘭國族認同研究

領域提供後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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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烏克蘭之歷史概況 

 

在回顧歷史之前，筆者欲先介紹烏克蘭的地理背景。該國坐落於歐洲東

部，西臨摩爾多瓦、羅馬尼亞、匈牙利與波蘭等國，東接俄羅斯，國土面積大

約為六十萬三千五百平方公里。74烏克蘭整體為草原地形，在該國西部邊境豎立

著喀爾巴阡山脈（Carpathian Mountains）。主要的河川為聶伯河（Dnieper）、南

布格河（Southern Bug）以及頓涅茨河（Donets）。由於烏克蘭缺乏天然屏障的

保護，自古以來便受到鄰國的侵擾，因而匯集了豐富且複雜的文化。圖 2-1 為

2014 年烏克蘭危機發生前之該國行政區劃，總共包含了 24 個州（oblast），一

個自治共和國以及兩座特別城市，首都為基輔（Kyiv）75。在 2014 年以前，該

國南部還有克里米亞半島，是該國通往黑海的運輸要道。 

 

 
74 Державна Служба Статистики України, “ Статистичний збірник « Регіони України » 2019. 

Частина І, с. 15, ” режим доступу: 

https://ukrstat.org/uk/druk/publicat/kat_u/2019/zb/12/zb_ru1ch2019.pdf (2020), останній перегляд: 

чер. 8, 2021. 
75 除了學術研究中已約定俗成的字詞如 Crimea 和 Dnieper 之外，本文中提及烏克蘭地名、人名

以及姓氏等詞語時所使用之英語註釋會直接以烏克蘭語進行轉寫。詳細的烏克蘭語-英語轉寫系

統規範可參考烏克蘭最高議會通過之第 55 號決議：« Про впорядкування транслітерації 

українського алфавіту латинице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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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烏克蘭行政區劃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第一節 基輔羅斯的興衰 

 

烏克蘭76一詞源自於古東斯拉夫語（Old East Slavic）中的 Ѹкраина，用於

表示羅斯公國的邊界之地。77現今對於基輔的建立以及早期羅斯歷史的了解相當

有限，主要是透過 12 世紀基輔修道士所編纂的編年史《往年紀事》（The Tale of 

Bygone Years）而得知。但能夠確定的是，多數史料皆證明了，最早以國家形式

在烏克蘭實行統治的政權可以追溯至中世紀的基輔羅斯。根據《往年紀事》所

紀載，東歐平原最初的統治者並非斯拉夫人，而是來自北方的瓦良格人

（Varangian）。他們順著聶伯河而下來到東斯拉夫部族的土地並要求當地人納

貢。大約在 860 至 862 年，位於今日俄羅斯西北方的諾夫哥羅德（Novgorod）

 
76 「烏克蘭」首次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出現於 12 世紀的《希帕提安編年史》（Hypatian Codex），

並從 16 世紀開始出現於地圖上。直到 19 世紀，烏克蘭才被廣泛用於民族和政治領域。不同時

期對於該土地的稱呼方式有別，包括了（地理意義的）烏克蘭、南羅斯、小俄羅斯、魯塞尼

亞、（民族-政治意義的）烏克蘭等。考量到撰寫時的通順性，故除了在說明特定概念或表達之

外，本文皆使用烏克蘭一詞來稱呼。 
77 О. В. Ясь, Енциклопедія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Україна—Українці. Кн. 1 (Київ: Видавництво 

«Наукова думка»,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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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上的東斯拉夫部族趕走了北方人。然而，他們無法管理自己，部族間開始

爭吵和械鬥。因此，他們決定尋求這些外來民族的治理。瓦良格首領 Rurik 帶

著族人來到諾夫哥羅德，並在此地建立政權，對其餘東斯拉夫、芬蘭-烏戈爾部

族進行統治。此後，這些東斯拉夫人開始稱自己為羅斯（Rus’）。羅斯一詞被認

為具有斯堪地那維亞的根源。78起初，它是對瓦良格人的稱呼，後來演變成瓦良

格王公和人民的代稱，最後才成為整個東斯拉夫人國家的名稱。79 

 

西元 882 年，諾夫哥羅德大公兼攝政王 Oleh 進攻基輔，處死當地的瓦良格

統治者 Askold 和 Dir，並自立為基輔大公，標誌了基輔羅斯的開端。雖然在其

領導之下，基輔羅斯吸納更多東斯拉夫部族，並掌控了通往拜占庭的貿易航

線，外來的瓦良格人與本地的斯拉夫人之間發生衝突是時有所聞。912 年，

Oleh 的後繼者 Ihor 即位。他率軍遠征裏海和高加索地區，企圖開闢疆域。據

說，由於 Ihor 屢次要求收取貢稅，於是為反叛的東斯拉夫部族德列夫里安人

（Drevlians）所殺。當時，遺孀 Olha 成為基輔的攝政王，她決定對這些德列夫

里安人進行報復。1060 年代起 Ihor 和 Olha 之子 Svyatoslav I 開始親政，他擊敗

了伏爾加保加爾人（Volga Bulgars）和哈札爾人（Khazars），大部份的東斯拉夫

部族皆在此時承認基輔大公的統治地位。Svyatoslav I 還應拜占庭皇帝 John I 

Tzimiskes 之請託，攻打巴爾幹半島上的保加爾人，卻在事成後遭到埋伏的佩切

涅格人（Pechenegs）所殺。即便基輔羅斯統治著東歐平原的廣褒領土，仍難以

控制黑海北岸的大草原。Svyatoslav I 的去世象徵了基輔羅斯維京時代的結束。

先前的統治者不斷嚮往擴張公國的土地並屢次嘗試攻打拜占庭，但其後繼的統

 
78 Plokhy, Serhii 著，2019。曾毅譯，《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 （北京：中信出版社），頁 33。關於羅斯一詞的起源主要存有諾曼起源說

（Normanism）與反對諾曼起源的斯拉夫起源說。本著作採用的是前者的立場，同時也是烏克

蘭史學觀點對羅斯起源的解讀。對於羅斯詞意的詳細探討請參見 М. Н. Тихомиров, «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названий «Русь» и «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 »。 
79 王承宗，烏克蘭史—西方的梁山泊（台北：三民，2006 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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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逐漸開始專注於統治基輔羅斯本身的領土，以及降低對外族的依賴。80 

 

Svyatoslav I 死後，他的三位兒子開始爭奪王位繼承人。最先獲得王位的是

長子 Yaropolk I，他企圖鞏固自己的地位，謀殺了二弟，而年紀最小的

Volodymyr 逃往波羅的海。日後在瓦良格人的幫助下，他起兵推翻其兄長，奪

得基輔大公的位子。Volodymyr 執政時期又被稱作基輔羅斯的黃金時代。他將

家族成員分配到各地進行管理，以制衡其瓦良格部屬的權力和各統治集團的影

響力。Volodymyr 效法先人征戰，並下令在羅斯南方修築要塞，抵禦如佩切涅

格人等草原部落的侵擾。基輔羅斯的經濟和文化其執政時期得到發展。此外，

Volodymyr 最大的一個貢獻，便是在 988 年宣布以基督教
81
作為基輔羅斯的國

教。為了與拜占庭公主安娜聯姻，Volodymyr 以皈依基督教作為代價，藉此和

拜占庭建立聯盟關係。羅斯受洗後，君士坦丁堡牧首不僅在基輔設立了羅斯都

主教區（Metropolitan of Kyiv and all Rus'），羅斯人也能透過從保加利亞傳入的

古教會斯拉夫語（Old Church Slavonic）82轉寫譯本來理解希臘基督教經典。

Volodymyr 讓基輔羅斯成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份，對後世的烏克蘭、俄羅斯和

其他東歐國家具有決定性的影響。83 

 

基輔羅斯在 Volodymyr 死後又再次陷入動盪。其子 Yaroslav I 在新一輪的家

族鬥爭中贏得王位，成為新一任的基輔大公。在位期間他大力建設基輔羅斯，

下令大量修建教堂與修道院，並任命 Ilarion of Kiev 擔任都主教，他也是首位基

輔羅斯自己選出的主教。在 Yaroslav I 的治理下，基輔羅斯的教育和文化也得到

 
80 Paul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California: Greenwood Press, 2008), 21-22. 
81 基督教於西元 1054 年分裂成以羅馬為首的羅馬公教與以君士坦丁堡為首的希臘正教。因

此，傳入基輔羅斯的宗教即是所謂的東正教。 
82 古教會斯拉夫語是最早形式的斯拉夫書面語言，使用格拉哥里字母（Glagolitic alphabet）轉

寫。隨後拜占庭傳教士聖西里爾與聖美多德（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所創造西里爾字母

（Cyrillic alphabet），成為了斯拉夫人的文字。 
83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頁 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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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許多基督教著作被抄寫或翻譯，如第一部編年史《往年紀事》（Primary 

Chronicle），基輔羅斯的歷史寫作也是從此時開始的。該時期還誕生了古羅斯第

一部編纂法典《羅斯法典》（Rus’ Justice），為當時最重要的一部法律文獻。如

同前統治者，Yaroslav I 更加推廣政治聯姻，加強與其歐洲國家的聯繫。基輔羅

斯在其統治下達到巔峰，因而被後世尊稱為智者。84
Yaroslav I 的逝世成為了基

輔羅斯分裂的濫觴。根據《往年紀事》，為了避免親族相爭再次發生，他在生前

將土地分封給每個兒子。長子可以繼承大公，其他大公則需在基輔大公的下治

理自己的公國，並按長幼順序傳承王位。首先掌權的是 Iziaslav I，他與統治車

尼希夫（Chernihiv）的 Sviatoslav II 和統治佩列亞斯拉夫（Pereyaslavl）的

Vsevolod I 結盟，形成三人共同把持羅斯的局面。而他們各自的領土成為了羅

斯國土（Rus' Land）。85 

 

隨著大公之間的矛盾不斷加深，加上基輔羅斯南疆的波洛維茨人

（Polovtsian）時常進犯，該國的政治局勢日漸紊亂。Volodymyr Monomakh 被

認為是羅斯國土統一的推動者。1097 年，他召集羅斯大公在柳別奇（Liubech）

進行和談，規定大公的遺產只能在其公國領土內繼承。這一決定導致了基輔羅

斯逐漸封建化。然而，戰事並沒有就此結束。基輔羅斯在 Monomakh 去世後迅

速衰退，封建制度下的各公國之間展開鬥爭。大公們開始發展自己的貿易，並

在其統治範圍內尋求自主權，基輔的權威不斷降低，公國僅僅依靠著共同的宗

教文化與王朝聯繫來維持，但實際上卻是各自獨立且相互競爭。
86
1169 年被視

為是基輔時期的終結。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大公 Andrii Boholyubsky 派兵攻打

基輔，但他對基輔沒有興趣，反而大力建設了其公國的都城弗拉基米爾

（Vladimir）。基輔以外的公國逐漸崛起，到了 12 世紀末，基輔羅斯分已裂為

 
84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頁 33-35。 
85 同上註，頁 39-40。 
86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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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個公國。其崩潰的原因包括了長久以來的王位繼承問題、統治階層的利益鬥

爭，地方勢力的強盛以及對付外族威脅的無能。然而，這也被視為促進了包括

如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公國（近代烏克蘭的前身）、伏拉迪米爾-蘇茲達爾公國

（莫斯科公國與近代俄羅斯的前身）以及波洛茨克公國（近代白羅斯的前身）

等具備現代國家雛形政治體的興起。87 

 

西元 1237-1240 年成吉思汗之孫拔都率領蒙古人入侵羅斯，先是到了弗拉

基米爾邊境的梁贊（Ryazan’），最後到達了基輔。金帳汗國統治的直接影響是

與政治和宗教統一的瓦解。在所有分裂的羅斯公國當中，蒙古人只承認了弗拉

基米爾-蘇茲達爾公國和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公國（Kingdom of Galicia–

Volhynia）的統治地位。1299 年，羅斯的都主教座從基輔遷往了弗拉基米爾，

接著又輾轉到了莫斯科。這些跡象皆標誌著基輔羅斯的殞落。兩個公國皆繼承

了基輔羅斯的法律、語言及文化，但他們在蒙古人治理下各自發展。加利西亞-

沃里尼亞大公 Danylo 表面上對可汗效忠，以取得正當統治公國的耶爾律克

（Yarlyk）。由於承認金帳汗國為宗主國，加利西亞-沃里尼亞被破壞的程度無

其他地方嚴重，甚至還得到了復興經濟和建設領土的機會。實際上，Danylo 是

想聯合波蘭、匈牙利等國來對抗蒙古人，但他與其後繼者皆未取得成功。不

過，多虧了「金帳汗國統治下的和平」，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公國免受歐洲國家

的侵襲，並在內政方面完全獨立。然而，1323 年，加利西亞的 Andrii 和 Lev 意

外死亡，留里克王朝頓時無人後繼，王位於是落入波蘭與立陶宛扶植的大公手

裡。很快地，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公國便陷入戰爭狀態。1392 年，烏克蘭土地

上最後一個羅斯政權正式宣告滅亡。88 

 

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公國是基輔羅斯精神和文化的繼承者之一，更重要的

 
87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頁 40-42。 
88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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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該國同時也被視為是近代烏克蘭的前身。隨著該國和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

公國長期分治，兩個政治體的差異性逐漸擴大，導致在未來發展出不同認同。 

 

第二節 波蘭立陶宛與哥薩克政權 

 

加利西亞-沃里尼亞的政治自 14 世紀起逐漸受到西邊鄰國的干預。隨著最

後一位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大公 Yuri II Boleslav 在 1340 年遭到毒殺，開啟了波

蘭、立陶宛與匈牙利之間的領土爭奪戰。波蘭國王 Casimir III 與匈牙利國王

Louis I 結盟，宣布展開對加利西亞的侵略。他首先攻下了加利西亞首府利維夫

（Lviv），並逐漸掌握其餘地區。立陶宛則是在大公 Algirdas 與 Kęstuti 的領導

下，佔領了波洛茨克和平斯克（今日的白俄羅斯），並在 1362 年的藍水戰役

（Battle of Blue Waters）中大敗韃靼人後取得基輔，成為了當時烏克蘭大部分土

地的統治者。Casimir III 離世後，由於波蘭的皮雅斯特王朝絕嗣，政權交由

Louis I。從 1370 年至 1387 年，加利西亞實際上由匈牙利王室所控制。89
1385

年，立陶宛大公 Jogalia 為了取得波蘭王位及兩國的軍事合作，決定與波蘭女王

Jadwiga 進行聯姻，史稱克雷沃聯合（Krewo Union）。立陶宛皈依了天主教，而

Jogalia 被加冕為波蘭國王，兩國成為一個共主邦聯國家。在匈牙利人被波蘭和

立陶宛聯軍從加利西亞驅逐後，雙方的戰爭在 1392 年告終。加利西亞併入了波

蘭，而沃里尼亞併入立陶宛。此後，兩國又建立了一系列的聯盟關係，為日後

波蘭與立陶宛的一體化奠定基礎。90 

 

波蘭與立陶宛在統治方面相當不同。政治與文化上的波蘭化為魯塞尼亞91人

 
89 Christopher M. Hann and Paul R. Magocsi, Galicia: A Multicultured L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 185. 
90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頁 54-61。 
91魯塞尼亞一詞源自於拉丁語中對羅斯土地之稱呼。自從加利西亞-沃里尼亞被併入立陶宛和波

蘭之後，該詞被用於描述境內東斯拉夫人民相關事物的名稱，如魯塞尼亞語、魯塞尼亞人。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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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henia）帶來相當大的衝擊。波蘭政府雖然給與羅斯貴族和波蘭貴族什拉

赫塔（szlachta）相等之政治權利，但對其宗教的寬容度較立陶宛人低。由於波

蘭是天主教國家，規定了貴族必須要是天主教徒，信奉東正教的菁英無法享受

任何特權。此外，波蘭統治的加利西亞地區之官方語言也被改為拉丁語。由於

貴族在政治上更常使用拉丁語、波蘭語和教會斯拉夫語，使得魯塞尼亞語成為

了農民的通用語言（lingua franca）。相反地，立陶宛人對斯拉夫人的治理沒有

得到強烈的抵抗，主要出自幾個原因：（一）立陶宛人願意讓魯塞尼亞菁英組織

政府並參與政治事務；（二）立陶宛對魯塞尼亞的舊有制度表現寬容，允許魯塞

尼亞人信仰東正教，並讓魯塞尼亞語成為政府之官方語言；（三）立陶宛將國名

改為立陶宛、羅斯和薩莫吉希亞大公國（Grand Duchy of Lithuania, Rus' and 

Samogitia），顯示出對羅斯人利益的尊重。92甚至連立陶宛人自身的文化也受到

其影響。他們與羅斯人通婚，接受了東斯拉夫人的名字。屬於異教信仰的立陶

宛人也受到東正教的薰陶。這樣的統治模式使得羅斯人的文化傳統暫時得以保

存。然而，到了 15 世紀中後期，波蘭對立陶宛以及魯塞尼亞的控制逐漸加強。

此時的波蘭已經完全併吞了加利西亞與西波多里亞，兩者分別成為了波蘭王國

的魯塞尼亞省（Ruthenian Voivodeship）和波多爾省（Podolian Voivodeship）。

1471 年，基輔與周邊地區也正式成為波蘭王國的一部份。先前魯塞尼亞人在立

陶宛大公國治下所享受的權利不復存在，在文化方面，亦無法抗衡強勢的波蘭

文化。 

 

15 世紀晚期，莫斯科公國的崛起對波蘭與立陶宛構成了巨大威脅。當 Ivan 

III 於 1476 年帶領金帳汗國統治下的羅斯人獨立，此時的莫斯科公國已經吸納

了包括諾夫哥羅德、特維爾（Tver’）和普斯科夫（Pskov）等公國的領土，形

 
塞尼亞語在語系分類上應歸類於古東斯拉夫語的一個分支，並逐漸演變成古烏克蘭語和古白俄

羅斯語。 
92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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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個統一的俄羅斯國家。此後，莫斯科開始向接壤的立陶宛大公國出兵，

甚至對先前不屬於該國的羅斯土地提出領土要求。此外，立陶宛也時常受到來

自南方的韃靼人攻擊。他們來自於黑海沿岸的韃靼人克里米亞汗國（Crimean 

Khanate），為金帳汗國崩解後的殘存政權，並在 1475 年成為鄂圖曼土耳其的

附庸國。由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導致東羅馬帝國滅亡，自此莫斯科便

開始以第三羅馬自居，國號也改為俄羅斯沙皇國（Tsardom of Russia）。1558

年，Ivan IV 進攻立陶宛邊境的立窩尼亞，並導致了立窩尼亞戰爭（Livonian 

war）的發生。16 世紀的立陶宛不僅國力由盛轉衰，還陷入了與俄羅斯沙皇國

之間的土地爭奪。因此，波蘭與立陶宛議會決定就兩國合併的事宜進行談判，

最後在波蘭國王兼立陶宛大公 Sigismund II Augustus 的強行通過下，將立陶宛

擁有的魯塞尼亞土地劃入波蘭管理，盧布林聯合（Union of Lublin）生效，波蘭

立陶宛聯邦（Rzeczpospolita）於 1569 年宣布成立。93 

 

波蘭立陶宛聯邦（以下稱波立聯邦）係當時歐洲政治中一股重要的力量，

在 16 世紀下半葉多次擊敗俄羅斯沙皇國。波立聯邦為貴族民主制的封建國家，

設立了由貴族所組成的眾議院瑟姆（Sejm），國家君主透過推舉選出。94該國貴

族擁有相當大的權力，有時候甚至能左右國家政策。名義上，波蘭與立陶宛貴

族享有同等權利，但在政治上仍是由前者來主導。貴族當中也有不少魯塞尼亞

人，他們為了保住原有的財富和權力，選擇放棄原有的宗教。儘管如此，部分

魯塞尼亞貴族也在此時發展了自身教育及文化方面的事業。
95
盧布林聯合對當時

的魯塞尼亞人或今日的烏克蘭來說皆具有重大意義。首先，波立聯邦涵蓋了今

日烏克蘭的全部國土，而根據議會上的邊界劃分，大部分土地變由波蘭政府直

接管轄，許多貴族因此大量遷入，魯塞尼亞人又再次面臨波蘭化的威脅。然

 
93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頁 62-63。 
94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35. 
95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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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次波蘭政府在宗教方面採取了折衷方案。貴族在 1596 年推動布列斯特聯

合（Union of Brest），打算成立一個保存東正教儀式，但同時向羅馬教皇效忠的

教會，該教會又被稱為東儀天主教會（Eastern Catholic Churches）。烏克蘭土地

上的東正教教派就此分裂，但同時也促成了保衛傳統東正教文化的團體出現，

如基輔神現兄弟會（Kyiv Epiphany Brotherhood）。其次，波立聯邦的建立也帶

來了大規模的草原開墾活動，並出現了眾多波蘭地主。早在基輔羅斯時期，羅

斯便存在許多農奴，而在立陶宛和波蘭的統治下，魯塞尼亞農奴則屬與最低階

級。由於盧布林聯合免除了地主的軍事及封建義務，並給予其如貴族一般的龐

大權利，加上地主成立的議會通過一系列對農民不利之法案，農民不但需無償

提供勞動，還被剝奪了人身自由。
96
 

 

即便波立聯邦實施了全國性的農奴制度，但它並非觸及到國土的每個角

落。16 世紀初，波立聯邦與克里米亞汗國之間的荒原地帶出現了一批游牧群

體，他們被稱為哥薩克（Cossack）。97當時他們大多打劫聶伯河與黑海沿岸的韃

靼人，因此受到波立聯邦的支持，甚至有些哥薩克被雇用來保護邊境安全。隨

著愈來愈多魯塞尼亞人為了逃離地主的奴役，或是不願接受宗教迫害而遷徙到

該區域。因此，哥薩克的群體逐漸擴大，開始在基輔和車爾卡瑟（Cherkasy）

等地形成定居地。1559 年，波立聯邦政府也開始採取行動，指派基輔總督

Konstanty Ostrogski 進行管理。到了該世紀 70 年代，波立聯邦出於對人力的需

要，決定將哥薩克人納入軍隊當中，於是出現了聽命於國家的註冊哥薩克

（Registered Cossacks），他們被派駐到邊界協防，或是加入戰爭的行列。這些

註冊哥薩克享有軍官身份，不僅不須繳稅，也不受地方政府的直接管轄，甚至

還分配到了土地。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能加入軍隊編制，那些無法註冊的哥薩

 
96 王承宗，烏克蘭史—西方的梁山泊，頁 51-56。 
97 哥薩克一詞在不同語言中代表的意義不盡相同，而不同地區對哥薩克的時間紀載也有出入，

最早的紀錄出現於今日的中亞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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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人，便繼續在南方的邊境作亂。98而未註冊的哥薩克便在聶伯河下游的險灘附

近建立起半軍事的要塞，名為札波羅結西奇（Zaporozhian Sich）。哥薩克人以西

奇為中心建立定居地、教堂和學校。西奇的領導人被稱為阿塔曼（Ataman）或

是黑特曼（Hetman），在作戰時帶領哥薩克。此外，每當要進行重要決策時，

札波羅結哥薩克會召開全體大會拉達（Rada），以進行表決。99札波羅結西奇不

但是哥薩克的軍事和行政中心，同時也是一個避難所，若有哥薩克人遭受侵襲

或迫害，他們會逃向西奇尋求幫助。100 

 

自 16 世紀末起，哥薩克人已經開始叛亂，此時他們的政治意識尚未萌芽，

多半是出自於對生活條件的不滿。地方官員起初還能靠私人軍隊壓制，但伴隨

越來越多農民加入哥薩克，叛亂的規模也不斷擴大。到了 17 世紀，哥薩克人逐

漸轉為控訴波蘭的宗教迫害，並開始爭取自治的權利。大部分的哥薩克起義都

被政府軍隊鎮壓，直到發生一場歷史性的起義行動，不只改變了東歐的政治版

圖，也改變了烏克蘭的發展軌跡。哥薩克軍官 Bohdan Khmelnytsky 由於財產遭

到貴族剝奪，向政府求助無門，他於是逃往札波羅結西奇，並被推舉為黑特

曼。1648 年，Khmelnytsky 帶領著札波羅結哥薩克和同盟的韃靼人聯軍接連擊

敗了波蘭軍隊。由於受到哥薩克士氣的鼓舞，各地人民也揭竿起義，攻擊地主

和天主教牧師。經過一年，Khmelnytsky 已經掌握了烏克蘭中部的基輔、布拉

茨拉夫（Bratslav）和車尼希夫（Chernihiv）。他在此建立起哥薩克的自治政

權，並得到波蘭王室的承認。哥薩克酋長國（Cossack Hetmanate）的位置正好

位於當時被稱作烏克蘭的草原地區，並在未來以該名稱為人所知。101 

 

接下來幾年，札波羅結哥薩克和波蘭軍隊持續交戰。Khmelnytsky 的聲望

 
98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頁 71-73。 
99 周雪舫，「論哥薩克人的形成」，輔仁歷史學報，第 11 期（2000），頁 1-21。 
100 王承宗，烏克蘭史—西方的梁山泊，頁 61-63。 
101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頁 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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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以往，有些哥薩克選擇倒戈投靠波蘭，有些則東渡聶伯河到了被稱為斯洛

博達烏克蘭（Sloboda Ukraine）的俄羅斯領土。然而，起義行動最終沒有成

功。哥薩克人很大程度上仰賴韃靼人的軍事聯盟，Khmelnytsky 原先想將哥薩

克酋長國變為鄂圖曼土耳其的附庸國，以換取其庇護。另一方面，鄂圖曼土耳

並不打算真的派出軍隊協助，且克里米亞汗國也不願哥薩克人取得對波蘭人的

完全勝利。以哥薩克人的角度來看，他們必須消滅波蘭，於是黑特曼決定尋求

俄羅斯的支持。1654 年，以 Khmelnytsky 為首的哥薩克軍官與沙皇的使節

Vasiliy Buturlin 簽訂佩列亞斯拉夫條約（Treaty of Pereiaslav）。哥薩克人宣誓效

忠沙皇，並保障哥薩克人的權利，俄羅斯一方接受該條件，但不允許更多談判

空間。迫於軍事協助的需要，哥薩克仍然同意了條約的內容。
102
自此哥薩克酋

長國領土便被納入俄羅斯的勢力範圍之內。 

 

佩列亞斯拉夫條約並未帶來和平和哥薩克人實質上的自治，而是帶來衝突

的延續。烏克蘭歷史上的毀滅時期（The Ruin）始於 1657 年 Khmelnytsky 的離

世，此時哥薩克人仍佔據著聶伯河兩岸的土地，但彼此之間的意見卻開始出現

分歧。Ivan Vyhovsky 成為新的黑特曼，他認為需要和波蘭達成和解，導致與親

俄羅斯立場的札波羅結哥薩克發生內戰。1658 年，Vyhovsky 與波蘭簽訂哈佳奇

條約（Treaty of Hadiach），不但沒有得到執行，反而引來沙皇軍隊的攻擊。很

快地，俄國和波立聯邦陷入爭奪烏克蘭的局面。雙方於 1667 年根據安德魯索沃

停戰協議（Truce of Andrusovo）承認，波立聯邦獲得聶伯河右岸的西烏克蘭土

地，而俄羅斯沙皇國則獲得左岸包含基輔的東烏克蘭土地。然而，此舉引發哥

薩克的不滿，並將鄂圖曼土耳其的軍隊也帶入烏克蘭，造成右岸人口大量向外

移出，成為了一片焦土。毀滅時期一直持續到 1686 年才結束。103 

 

 
102 同上註，頁 95-99。 
103 同上註，頁 1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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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薩克人在今日的烏克蘭被視為是捍衛自由的象徵，而歷史上的哥薩克酋

長國也被視為是烏克蘭的雛形。然而，Kubicek 認為，哥薩克人並非現代意義

上的烏克蘭人。由於哥薩克並非烏克蘭所獨有，而且哥薩克也不是單一民族的

群體。104再者，並非所有烏克蘭人都是哥薩克。烏克蘭人仍主要是繼承於加利

西亞－沃里尼亞公國的魯塞尼亞人，而其中只有少數人加入了哥薩克。105無論

是在地理上、社會上或種族方面，哥薩克都與魯塞尼亞人並不完全一致。烏克

蘭哥薩克的歷史發展有三種特點：（一）最初作為對抗韃靼人和土耳其而為波立

聯合所雇用。（二）參與了魯塞尼亞人反抗波蘭地主以及宗教迫害。（三）對建

立烏克蘭國家有相當大的貢獻。106因此，本文認為，哥薩克人不是一個民族，

哥薩克酋長國也未具備現代國家的條件，但不可否認的是，以 Khmelnytsky 為

首的札波羅結哥薩克的努力，確實對未來烏克蘭在國家與認同方面的建構有深

遠之影響。 

 

第三節 俄羅斯與奧匈帝國的統治 

 

17 世紀上半，哥薩克人夾雜在列強之間的處境，猶如當今的烏克蘭，而伴

隨烏克蘭土地在 1686 年後被聶伯河一分為二，大部份的哥薩克人都位於沙皇的

控制之下。此時的哥薩克土地上還存在著三個不同程度自治的群體，分別為哥

薩克酋長國、札波羅結西奇以及斯洛博達烏克蘭。哥薩克酋長國在俄羅斯帝國

的正式名稱為小俄羅斯107，但部分居民則自稱為烏克蘭。名稱上的差異顯示出

 
104 烏克蘭哥薩克的組成以魯塞尼亞人為主，其餘還有波蘭人、摩爾多瓦人、俄羅斯人以及韃靼

人等。 
105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38. 
106 王承宗，烏克蘭史—西方的梁山泊，頁 58。 
107 根據《俄羅斯大百科全書》，小俄羅斯一詞最早被用於 14 世紀，指涉當時的加利西亞教座

（Metropolis of Halych），之後又變為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公國的代稱。該名稱也被黑特曼

Khmelnytsky 所使用，在左岸烏克蘭併入俄羅斯後被固定下來，並開始失去教會意涵，成為了

烏克蘭土地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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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哥薩克酋長國內部話語和意識型態方面的分歧：一部份的人把哥薩克酋長

國與小俄羅斯連結在一起，並在日後發展出大、小俄羅斯人的概念；而另外一

部份的人則把哥薩克酋長國視為一個獨特的政治體，並發展出近代烏克蘭的概

念。108 

 

Ivan Mazepa 是繼 Khmelnytsky 之後最著名的黑特曼，他從 1687 年開始管

理左岸的哥薩克。Mazepa 受到沙皇 Peter I 的重用，不僅幫助俄羅斯的軍事行

動，還弭平了國內的哥薩克和底層農民的叛亂。隨著 Peter I 發起改革，強化了

中央集權，哥薩克人的權利實際上日漸萎縮。1700 年，大北方戰爭（Peter The 

Great）開打，俄羅斯與瑞典為了爭奪波羅的海的所有權而展開大規模的軍事活

動。Mazepa 所領導哥薩克軍對也投入戰爭的行列，但他們同時也傷亡慘重。

1708 年，瑞典聯合波蘭準備攻向左岸烏克蘭的波爾塔瓦（Poltava）。Mazepa 求

沙皇派兵援助哥，卻遭到婉拒。為了避免遭到毀滅，加上哥薩克人內部對俄羅

斯積怨已深，Mazepa 選擇帶著少數願意支持他哥薩克人加入瑞典一方作戰。

1721 年，瑞典-哥薩克聯軍在波爾塔瓦戰役中為俄羅斯軍隊擊敗，瑞典國王

Charles XII 與 Mazepa 逃到摩爾多瓦，大北方戰爭劃下句點。戰勝國的俄羅斯實

力大增，將國名改為俄羅斯帝國。109 

 

經過 Mazepa 失敗的起義，哥薩克人的權利被大幅限縮，哥薩克酋長國不

僅被完全併入俄羅斯帝國，由俄羅斯官員組成的小俄羅斯部（Collegium of 

Little Russia）進行管理，小俄羅斯觀點的認同也在未來一個世紀在哥薩克人中

佔據主導地位。此後，烏克蘭的出版、經濟、選舉以及教會皆由俄羅斯正式接

管。俄羅斯並不滿足於此，繼續向其餘烏克蘭土地擴張。1765 年，右岸烏克蘭

移民所定居的斯洛博達烏克蘭被設為行省。1775 年，札波羅結西奇也遭到俄國

 
108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頁 111。 
109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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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摧毀，哥薩克首領被流放，該地區成為新俄羅斯省（Novorossiya 

Governorate）的一部份。Catherine II 在其統治的二十年中，逐漸將哥薩克整合

至俄羅斯帝國的體制之內。她正式取消哥薩克酋長國的自治權，並廢除舊有哥

薩克軍團的行政和軍事體系，哥薩克部隊也被納入了帝國的常備軍。同化過程

並沒有導致叛亂要得益於許多哥薩克人的支持，他們認為併入帝國是註定之

事。此外，該時期的哥薩克部隊紀律嚴明，哥薩克人也開始享有公共設施，但

也同時帶來了農奴制。在取得俄土戰爭的勝利後，俄羅斯又獲得了對克里米亞

的控制，並於 1783 年將其併入該國版圖。110 

 

另一方面，波立聯邦統治的右岸烏克蘭也不得安寧。雖然在 1686 年的永久

和平條約確立了波蘭政府對該地的控制權，但由於該地在 1671 年至 1699 年之

間實際上由鄂圖曼土耳其所管轄，加上 18 世紀初 Mazepa 與其繼任者 Pylyp 

Orlyk 對統一哥薩克國家的企圖，波蘭直到 1714 年以後，才又有貴族返回右岸

烏克蘭進行開墾。上個世紀就存在的農奴制度與天主教力量又再度出現。即便

當地的哥薩克勢力已逐漸式微，魯塞尼亞農民反抗波蘭地主的事件仍層出不

窮。111波立聯邦從 18 世紀下半葉開始走向衰弱，當時甚至有俄羅斯軍隊駐紮，

以便協助波蘭在烏克蘭土地平亂。而俄國的西進之舉，引發了普魯士的不安。

1772 年，俄羅斯、普魯士以及奧地利三國決議共同瓜分波立聯邦的土地，而該

國最終也在 1795 年從地圖上消失。俄羅斯帝國獲得了整個右岸烏克蘭土地和沃

里尼亞；烏克蘭的西南部的加利西亞則落入奧地利和匈牙利的統治。
112
該事件

對於烏克蘭而言，消除了聶伯河兩岸的族群邊界，但烏克蘭人將受到來自俄羅

斯統治的挑戰。 

 

 
110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頁 125-33。 
111 王承宗，烏克蘭史—西方的梁山泊，頁 93-94。 
112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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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對烏克蘭人的統治被視為是壓迫性的。烏克蘭人在波立聯邦或哥薩

克時期享有的自治權和民主制度被取消，他們必須服兵役、為地主從事農務及

勞動，而沙皇則擁有最高統治權威，主宰了政治和教會。由於在文化和語言方

面的高度接近，烏克蘭被認為是與俄羅斯同源且不可分割的土地。俄羅斯帝國

時期也開始了俄羅斯化政策，但並未制訂一個全面性的計畫，而是大多集中在

限制性的措施上。針對長期受到波立聯邦的統治而大多信奉天主教或東儀天主

教的右岸烏克蘭人，俄羅斯當局起初對後者表示一定寬容，但自從該教派支持

1830 年代的波蘭人起義後，遭到禁止和查封。然而，政府並沒有要求強制信奉

東正教，例如帝國境內為數眾多的猶太人被安置在西部省份，並保留自身的文

化特色。俄羅斯化也包括了教育方面，烏克蘭最初的兩所大學皆以俄語授課。

烏克蘭菁英若想進入俄羅斯帝國政府任職，則必須先捨棄小俄羅斯的農民身

份。因此，許多操烏克蘭語或親烏克蘭的菁英階層日漸消失。儘管如此，烏克

蘭文化也並非未得到發展。113 

 

東歐的民族運動大致被分為三個階段：（一）知識份子開始蒐集本族的歷史

文件、民謠和工藝品等民族創作；（二）民族語言開始被用於文學創作和教育活

動當中（三）出現推動民族自治或獨立的本族政治性組織或團體。18、19 世紀

俄羅斯帝國境內的烏克蘭聚居地也在這三個階段下形成了烏克蘭的民族文化復

興。114早在 1798 年，Ivan Kotliarevsky 便以烏克蘭方言（vernacular）進行創

作，其家鄉波爾塔瓦所使用的語言也成為標準烏克蘭語的基礎，並在將來為烏

克蘭土地上不同的烏克蘭方言使用者所接受。從 19 世紀開始，各種有關烏克蘭

語和小俄羅斯語的著作相繼出版。Oleksii Pavlovsky 在 1818 年出版了《小俄羅

斯方言語法》（Grammar of the Little Russian Dialect），讓烏克蘭方言有了自己第

一套的語法系統。1819 年，Mykola Tsertelev 則編纂了第一部烏克蘭（小俄羅

 
113 Ibid., 53-56. 
114 王承宗，烏克蘭史—西方的梁山泊，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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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民歌集。作為哥薩克人的後裔，這些作家的創作很大程度上受到哥薩克人

的歷史、文化和語言所影響，成為烏克蘭民族鬥爭的先驅。115 

 

到了該世紀 30、40 年代，有關烏克蘭的創作活動逐漸帶有政治意涵。烏克

蘭知識份子秘密成立了聖基里爾與美多德兄弟會（Brotherhood of 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討論如廢除農奴制的反政府話題。由於該組織遭到祕密警察滲

透，最終被當局取締。聖基里爾與美多德兄弟會的成員中又以 Taras Shevchenko

最為著名。他不僅是一位烏克蘭詩人，更被視為是當代烏克蘭語的奠基者，其

創作描繪了烏克蘭人受到波蘭人和俄羅斯人的壓迫形象，並探討了有別於俄羅

斯的烏克蘭民族認同。1861 年，烏克蘭歷史學家 Mykola Kostomarov 組織了赫

羅馬達（Hromada）推廣烏克蘭的民族意識，並出版了俄羅斯帝國第一部以烏

克蘭語撰寫的政治期刊。116該組織成員不僅以烏克蘭語發表作品，也身穿烏克

蘭民族服飾。帝國政府注意到了烏克蘭民族運動對期待帶來的威脅，於是便開

始採取應對措施。1863 年，俄羅斯內政部長 Pyotr Valuyev 禁止烏克蘭語的宗

教、教育和政治書籍出版，而 1876 年沙皇 Alexander II 頒布埃姆斯政令（Ems 

Ukaz），禁令擴大至所有的烏克蘭語書籍，以及烏克蘭語戲劇和歌曲的演出。

政府也關閉了任何涉嫌提倡烏克蘭民族和語言的組織，導致了參與赫羅馬達的

活動家遭到流放。117即便 19 世紀的烏克蘭民族復興運動未能獲得大規模的響

應，卻開啟了烏克蘭國族建構的先河。 

 

奧屬加利西亞是唯一一塊未被俄羅斯帝國統治的烏克蘭土地，也是未來烏

克蘭國族主義的發源地。早在 16 世紀，哈布斯堡王朝統治的奧地利已儼然是一

個歐洲大國。18 世紀末，該國參與了瓜分波蘭的行動，取得了對西烏克蘭的控

 
115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頁 138-41。 
116 王承宗，烏克蘭史—西方的梁山泊，頁 112-13。 
117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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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1774 年又進而從鄂圖曼土耳其手上併吞布科維納（Bukovina）地區。該國

的民族組成相當多元，除了主體的德意志人以外，還包括了波蘭人、猶太人、

匈牙利人與魯塞尼亞人等等。加利西亞的魯塞尼亞人大多是農民階級，另外也

有少數的東正教神職人員，他們屬於領導階級。魯塞尼亞人時常遭到當地波蘭

貴族的蔑視，基本上被排除在經濟與政治活動之外。他們透過罷工來反抗地

主，甚至有些人放棄鬥爭，而選擇移民至海外。118與俄羅斯帝國不同的是，哈

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表現出更大的包容性。奧地利政府並不打算同化烏克蘭土地

上的人民，或是打擊東儀天主教會。即便如此，魯塞尼亞人仍繼續受到殘留的

波蘭化的主導。該國的初等教育在 1818 年以前尚由波蘭語所壟斷，而高等教育

只有德語和波蘭語。由於魯塞尼亞人缺乏經濟資源、政治意識和共同語言，在

19 世紀早期難以凝聚民族認同。 

 

1834 年在加利西亞出現了名為魯塞尼亞三一社（Ruthenian Triad）的文學

組織，他們也受到俄羅斯帝國內民族復興的啟發，也收集了當地民間歷史與歌

曲，並使用烏克蘭方言創作詩集。此後，展開了加利西亞的烏克蘭民族運動。

受到 1848 年歐洲民族之春（Spring of Nations）的自由主義革命影響，帝國境

內的波蘭人趁勢要求獲得公民自由與自治地位。為了制衡高漲的波蘭民族主

義，當時的加利西亞總督扶植了魯塞尼亞人在利維夫成立魯塞尼亞最高議會

（Supreme Ruthenian Council）。119該機構對魯塞尼亞認同以及烏克蘭國族主義的

形塑相當重要，它主張魯塞尼亞人與波蘭人、俄羅斯人不同，並要求奧地利當

局承認其獨特性。這被視為是加利西亞烏克蘭民族主義的首次表達。但伴隨革

命運動遭到鎮壓，波蘭菁英又再次在加利西亞取得優勢，而魯塞尼亞最高議會

也在 1851 年被奧地利政府解散。革命結束的同時也帶來實質性的改革，奧地利

當局決定廢除農奴制度與開放農民的參政權，魯塞尼亞人因而被帶入帝國政治

 
118 Ibid., 66-67. 
119 Ibid., 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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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舞台。120
1868 年，民族運動家在利維夫成立了啟蒙會（Prosvita），致力於烏

克蘭語推廣歷史與文化教育等事業。與傳統魯塞尼亞教士階層的主張不同，這

些民粹派活動家主張，魯塞尼亞人並非屬於一個更廣泛的俄羅斯民族，而是一

個涵蓋兩個帝國內的所有烏克蘭民族。1893 年，奧地利政府確立了作家

Panteleimon Kulish 所建立的烏克蘭書面文字作為加利西亞學校的教學語言，為

塑造烏克蘭民族認同提供一個良好背景。121 

 

在 1848 年革命浪潮發生前，加利西亞的魯塞尼亞菁英所在意的，是在親波

蘭主義和羅斯愛國主義之間做出選擇。前者所代表的意義是接受魯塞尼亞人是

東斯拉夫人，但是其語言是波蘭語言的分支，宗教信仰則是東儀天主教；而後

者則主張，魯塞尼亞人的語言是東斯拉夫語言的分支，宗教信仰是東正教。但

親波蘭主義在 19 世紀下半葉已不再吸引魯塞尼亞人。122他們發展出兩派認同觀

點，其中一派是親俄派，強調魯塞尼亞人與俄羅斯帝國的小俄羅斯人之間的共

通點，並認為俄羅斯是對抗波蘭的堅實斯拉夫盟友；另外一派則被稱為民粹派

（narodovtsi），接受與小俄羅斯人的相似性，但認為自身有別於大俄羅斯人。

這兩種認同觀點用 John-Paul Himka 的話來說，就是多重忠誠（mutiple-

loyalty）和排他主義（exclusivism）。123若從聖基里爾與美多德兄弟會以及魯塞

尼亞最高議會幾乎在相同時間成立一事來看，雖然烏克蘭的政治活動家分隔兩

地，但他們的確在追求國族建構的努力中仍然保持緊密的聯繫。受限於埃姆斯

政令，當時俄羅斯帝國的烏克蘭作家甚至來到加利西亞發表自己的作品。而在

東邊盟友的幫助下，民粹派最終贏過親俄派。124到了該世紀末，帝國知識份子

的意識形態發生轉變，他們拋棄先前使用的魯塞尼亞人，轉而使用烏克蘭作為

 
120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頁 152-54。 
121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71-72. 
122 王承宗，烏克蘭史—西方的梁山泊，頁 123-24。 
123 John-Paul Himka, "The Basic Historical Identity Formations in Ukraine: A Typology,"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28, no. 1/4 (2006): 483-500. 
124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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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民族稱謂。該轉變與世紀初的民族表達不同，現在他們以實現烏克蘭獨立為

民族運動的最終目標。125 

 

除了加利西亞，奧匈帝國境內還有兩塊存在認同爭議的烏克蘭土地，即布

科維納和外喀爾巴阡地區。布科維納的地理位置介於今日的烏克蘭與羅馬尼亞

之間，歷史上曾屬於加利西亞-沃里尼亞、摩爾達維亞（Moldavia）以及鄂圖曼

土耳其。雖然該地魯塞尼亞人佔據了大部分人口，但與加利西亞的狀況一樣，

菁英還是以羅馬尼亞人為主。雖然該地區的羅馬尼亞民族主義在 19 世紀中期達

到鼎盛，但未受到奧地利當局的支持，此後則被烏克蘭民族主義所取代。外喀

爾巴阡地區位於喀爾巴阡山南部，由於地處偏遠，加上山脈阻斷外部的聯繫，

發展出了不同於俄羅斯及烏克蘭的認同―盧森尼亞（Rusyn）認同。126該地原先

是基輔羅斯的領土，自 1015 年後一直由匈牙利統治，直到哈布斯堡王朝出現。

在文化方面，外喀爾巴阡地區以匈牙利文化為主流，尤其在 1867 年奧地利與匈

牙利達成了折衷方案後，兩國成為一個二元君主制的帝國。當地更是積極推行

馬扎爾化（Magyarization）政策，直到 1914 年以前都是匈牙利語獨大的局面。

127因此，布科維納和外喀爾巴阡地區的烏克蘭認同較為薄弱。 

 

19 世紀下半葉，烏克蘭土地上的經濟與社會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該

變革源自於俄羅斯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失敗，半島上的城市塞瓦斯托波爾

（Sevastopol）落入法國手中。該事件後，沙皇意識到帝國急需實現經濟、社會

和軍事方面的現代化，才能追趕上西歐的強盛國家，並保住克里米亞。於是，

俄羅斯便著手開始修築鐵路事業。1865 年鋪設了首條鐵路路線，到了該世紀

末，鐵路已經遍佈在利維夫、敖得薩（Odesa）、哈爾基夫（Kharkiv）、莫斯科

 
125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71. 
126 Ibid., 74-75. 
127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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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聖彼得堡等帝國重要城市之間。莫斯科-塞瓦斯托波爾的鐵路還帶動了東部與

南部烏克蘭的經濟發展，將北方的糧食產地與南方的沿岸港口連結起來。鐵路

建設又間接帶動了東部與南部烏克蘭的快速工業化與城市化。自俄羅斯在 1861

年解放農奴後，該國冒出了大量的勞動人口，加上本地土壤貧瘠，正好能補足

東部與南部烏克蘭快速工業化所需的大量人力。因此，來自俄羅斯南部地區的

農民紛紛移入烏克蘭城市，導致城市中的俄羅斯人數量顯著上升。他們不僅成

為了該國第一批工人階級，也佔據了主要的行政職位。農民遷徙的浪潮也出現

於當時的奧屬烏克蘭，他們大多移居海外，以便獲得比國內更優越的工作條

件。此外，西部烏克蘭也是該國猶太人主要聚居地。烏克蘭土地的工業化除了

振興當地的經濟，也促進了當地城市的興起。而這些受益的工人，在將來會成

為 1917 年革命中不可或缺的力量。128 

 

不論是俄羅斯帝國還是奧匈帝國的烏克蘭民族組織，其努力對喚醒烏克蘭

的民族意識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真正使烏克蘭農民和工人獲得更多權

利的是政治性團體。1890 年代起，烏克蘭菁英所組建的政黨相繼成立。在俄羅

斯帝國內的烏克蘭政黨主要有三大派系，分別為支持社會（民主）主義的斯比

爾卡（Spilka）、代表自由派的烏克蘭知識份子所組成的烏克蘭激進民主黨

（Ukrainian Radical Democratic Party）以及繼承小俄羅斯觀點的保皇派政黨—俄

羅斯人民聯盟（Un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129另一方面，在加利西亞也出現

了烏克蘭激進黨（Ukrainian Radical Party）、烏克蘭民族民主黨（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和烏克蘭社會民主黨（Ukrain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130這些政黨嘗試動員群眾，號召他們起來反抗，以達成其政治目標。 

 

 
128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頁 162-71。 
129 同上註，頁 177-78。 
130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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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 年初，俄羅斯帝國聖彼得堡發軍隊鎮壓工人的請願遊行，史稱血腥星

期日，該事件很快地在帝國內部引發了工人階級的大規模罷工行動。為了穩定

局勢，沙皇 Nicholas II 發表了十月詔書（October Manifesto），賦予俄羅斯人民

公民權利。而俄羅斯政府也在此時解除了對烏克蘭語著作的禁令，促使了諸如

第一份烏克蘭語報紙《拉達》（« Rada »）和其他出版刊物在俄屬烏克蘭的發行

數量急速增長。發生在 1905 年至 1907 年俄羅斯帝國的烏克蘭民族運動得以浮

上檯面，而其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加利西亞的經驗。烏克蘭歷史學家 Mykhailo 

Hrushevsky 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1894 年，他從基輔來到加利西亞不僅著有

《烏克蘭-羅斯史》（« History of Ukraine-Rus' »），該著作是一部不同於以往俄

羅斯史觀敘事的經典著作，而且在 1899 年，他與著名詩人 Ivan Franko 共同成

立了烏克蘭民族民主黨。131他呼籲烏克蘭知識份子加入政黨行列，主張烏克蘭

應該在民主聯邦體制下的俄羅斯進行自治。然而，隨著第一次俄國革命在 1907

年陷入衰退，俄羅斯民族主義趁勢而起，沙皇政府又開始逮捕國內的烏克蘭社

會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烏克蘭的政治運動家並未取得實質成功，但他們初步

將政治理念傳達給帝國人民的嘗試是極具意義的。132 

 

20 世紀初的世界局勢猛然驟變，而烏克蘭人則是首當其衝，位於變革的最

前線。第一次世界大戰133於 1914 年爆發，並將奧匈和俄羅斯帝國拉入戰事當

中。烏克蘭人分別加入各自陣營展開對抗，同時也因為其位於戰線的中心而傷

亡慘重。長年的戰事對兩個帝國造成了不小的打擊，並進而導致了第二次俄羅

斯革命以及奧匈帝國解體的發生。下一章將會繼續探究這些事件為烏克蘭人與

烏克蘭所帶來的變化。 

 
131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頁 178-82。 
132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62-63. 
133 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導火線是奧匈帝國皇儲法蘭茲·斐迪南大公在賽拉耶佛

（Sarajevo）遭到波士尼亞-塞爾維亞人所槍殺，但真正原因追根究底是整個歐洲高漲的民族主

義所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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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烏克蘭一詞在中世紀的只是一個地理概念，代表著基輔羅斯之邊境領土，

它的意義在於劃分東斯拉夫民族與外族的界線。在數代大公的建設下，基輔羅

斯在全盛時期成為東歐的基督教大國，但國家內部的王權爭奪和蒙古民族的西

進使其分崩離析，羅斯人的後裔就此分治於不同政權。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公國

繼承了基輔羅斯的部份遺產，並在金帳汗國的和平統治下得以保存。 

 

隨著波蘭和立陶宛的崛起，羅斯人開始受到天主教和貴族的壓迫。他們被

稱為魯塞尼亞人，是不同於波蘭人和俄羅斯人的存在。他們逃向東歐草原，成

為了反抗統治階級的哥薩克人，期盼能夠獲得平等和自治的權力。而他們的努

力並未實現，聶伯河兩岸的分裂與哥薩克政權的瓦解標誌著烏克蘭人再次受到

奴役。 

 

奧匈與俄羅斯帝國時期的統治，創造出被視為烏克蘭人前身的兩批政治菁

英。受到世界革命浪潮的啟發，展開一段文化復興的時期，並從中發掘了民族

意識。此時的高壓統治已經無法阻擋烏克蘭對民族自治的追求，伴隨著第一次

世界大戰爆發和帝國的殞落，他們的目標越趨明顯。 

 

烏克蘭在慢慢歷史長河中經歷了從地理概念逐漸轉變為民族稱謂的過程。

這個過程中的每個階段都受到不同文化、宗教和語言的影響，不斷建構出未來

烏克蘭的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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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蘇聯時期之烏克蘭國族認同演變 

 

20 世紀對烏克蘭國族認同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俄羅斯和奧匈帝國在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遭逢崩解，原先受到帝國政權統治的小俄羅斯人與魯塞

尼亞人獲得了建立獨立國家的機會。然而，無產階級勢力也隨著革命的開始而

崛起，使得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必須相互對抗。雖然出現了歷史上第一個

烏克蘭國家，但其僅短暫存在於地圖上。很快地，蘇維埃政權掌握了東歐局

勢，烏克蘭在其統治下又經歷了分治和領土統一。烏克蘭國族主義在蘇聯是不

被允許的存在，但它仍以地下形式日漸發展，並隨著國家的開放化而浮上檯

面。儘管蘇聯設法實施強制性的民族政策來消除各民族間的差異，並建構一個

泛民族性的認同，但最終仍在 1980 年代末期的國族運動當中宣告失敗，導致聯

盟的解體。本章節將先從蘇聯形成的歷史背景開始敘述，探討其民族和語言政

策，並交代烏克蘭國族主義之發展。 

 

第一節 蘇維埃政權之建立 

 

1917 年至 1920 年間被稱作烏克蘭歷史中的革命時期，整個烏克蘭土地的

局勢被捲入帝國的動盪和混亂當中。革命的濫觴始於 1917 年 3 月 8 日的俄羅斯

帝國，當時在首都彼得格勒（Petrograd）134爆發了工人和士兵的武裝遊行，沙

皇 Nicholas II 被迫退位，結束了俄羅斯帝國的統治。該事件發生後，俄國形成

了以國家杜馬（Duma）官員成立的臨時政府對抗代表工人和農民階級的彼得格

勒蘇維埃（Soviet）的局面。此時的烏克蘭人民彷彿也看見了革命的契機，原先

轉往地下的國族主義與社會主義者也恢復其政治活動。他們先是建立起烏克蘭

 
134 彼得格勒即今日俄羅斯聖彼得堡（Saint-Petersburg），該城市在 20 世紀期間數度更名，於

1991 年後恢復舊名聖彼得堡。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737

 

53 
 

自己的議會機構―中央拉達（Central Rada），由 Hrushevsky 擔任主席和各個烏

克蘭政黨派出代表。中央拉達除了提倡停戰和解決土地等問題，同時也和俄國

臨時政府進行交涉，爭取烏克蘭的自治地位。由於帝國軍隊中烏克蘭人宣誓效

忠，中央拉達於該年 6 月單方面通過自治，並設立了以 Volodymyr Vynnychenko

為首的總秘書處（General Secretariat），行使內閣職務。135儘管中央拉達嘗試擴

大自身規模，它仍無法顧及全部烏克蘭人的利益。相反地，社會主義因更看重

工人權利而在烏克蘭東部擁有龐大的民眾支持，烏克蘭農民則在乎經濟利益勝

過自治。136因此，人民開始支持蘇維埃政權。 

 

1917 年 11 月，由 Lenin 領導的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Bolshevik）

推翻俄國臨時政府，正式創建了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以下稱蘇維埃

俄國）。作為回應，中央拉達也宣布其統轄的烏克蘭九個省137脫離帝國獨立，國

名為烏克蘭人民共和國（Ukrainian People's Republic），並擴大其行政領域。138

和俄羅斯的情況一樣，烏克蘭的工人、農民和士兵也成立了自己的蘇維埃，並

在全烏克蘭蘇維埃代表大會（All-Ukrainian Congress of Soviets）中競逐權力。

由於俄國布爾什維克拒絕承認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他們打算藉由操控

烏克蘭各地的蘇維埃來奪取政權，並在烏克蘭東部的哈爾基夫扶植一個忠於自

己的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Ukrainian Soviet Republic）。139在布黨的號召下，集

結蘇維埃俄國與烏克蘭本地的軍隊聯合攻打中央拉達，並於隔年 2 月接管基

輔。相較於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布黨軍隊不僅擁有較完備的軍事實力，其激進

的社會改革也受到大部份工人階級的支持。140 

 
135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79-82. 
136 Andrew Wilson, The Ukrainians: Unexpected Nation, 4 ed.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24-26. 
137 9 個省分別為基輔省、波多利亞省、沃倫省、車尼希夫省、波爾塔瓦省、哈爾基夫省、卡特

琳娜斯拉夫省、赫爾松省以及塔夫利省（未包含克里米亞）。 
138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83. 
139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頁 192。 
140 王承宗，烏克蘭史—西方的梁山泊，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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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拉達被迫轉移至西部的日托米爾（Zhytomyr），並在 1918 年 2 月和德

國、奧地利簽訂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141。烏克蘭

人民共和國以供應糧食為代價，換取德奧兩國的軍事保障。根據該條約，同盟

軍派兵攻打位於基輔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由於無法對付德奧的軍事進攻，布爾

什維克撤出烏克蘭，被迫承認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地位。142事實上，中央

拉達政府必須仰賴德國的協助才得以存活，這使其有權干預烏克蘭的政治。鑒

於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無法履行給予糧食的承諾，1918 年 4 月德國安插了哥薩克

後裔 Pavlo Skoropadsky，以黑特曼政權來取代中央拉達，並恢復沙俄時代期的

土地制度。由於德軍以暴力手段強行徵收糧食，黑特曼政權受到烏克蘭農民的

強烈抵抗。Skoropadsky 希望藉由與反對派政黨進行談判來鞏固權力，卻為時已

晚。1918 年底，同盟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敗退，德軍也開始從烏克蘭撤離。

143
Vynnychenko 與國族主義者 Symon Petliura 於是共同組織了烏克蘭指導局

（Directorate of Ukraine），發動對黑特曼政權的軍事政變，並奪回對基輔的控

制。自此，包括烏克蘭在內的前俄羅斯帝國領土範圍內爆發了內戰。 

 

奧匈帝國的崩解也為加利西亞的烏克蘭國族主義者提供了一個有利的機

會。當時的烏克蘭國族運動家有兩大目標：一、分割奧屬加利西亞以實現烏克

蘭部份自治；二、在俄羅斯帝國內建立一個獨立的烏克蘭人國家。144隨著第一

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總統 Woodrow Wilson 提出了十四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促使前奧匈帝國境內的烏克蘭議會與政黨代表決定趁勢謀求獨立。他

們推舉了 Yevhen Petrushevych 為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West Ukrainian People's 

 
141 此處指的是烏克蘭人民共和國與同盟國所簽署的條約，並非蘇維埃俄國與同盟國簽署的同名

條約。 
142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頁 193。 
143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83-85. 
144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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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總統。145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實際控制的烏克蘭人聚居地僅有加利西

亞東部，布科維納與外喀爾巴阡地區則是由羅馬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別佔

據。由於加利西亞同為戰後復國的波蘭所要求的領土範圍，隨即開始了當地烏

克蘭人與波蘭人之間的武裝衝突。波蘭軍隊很快地奪下加利西亞首府利維夫，

使得甫建國的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只好東遷。為了獲得俄羅斯帝國烏克蘭人的

支持，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和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於 1919 年初決議進行合併，前

者成為了統一烏克蘭國家的西部省份，但仍保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此時的烏

克蘭受到西邊的波蘭軍對與東邊的紅軍夾擊。由於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和烏克

蘭人民共和國抱持著不同的政治目標，他們無法達成實質的合作，也使得該地

區的衝突未能得到解決。
146
 

 

合併後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由指導局擔任政府內閣之角色。烏克蘭共產

（布）黨（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s) of Ukraine, CP(b)U）曾私下和指導局進

行密談並承認其權威，但很快地便展開攻勢。1919 年 2 月，紅軍再次挺進基

輔，並宣布成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對烏克蘭領土進行管轄，而指

導局則不得不撤往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所在的西部地區繼續作戰。

147
Vynnychenko 請辭後，Petliura 成為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元首和軍隊司令。起

初，他打算與俄國軍官和哥薩克組成的白軍聯手攻打紅軍，但白軍宣稱要恢復

統一的俄羅斯國家，否定了烏克蘭獨立的訴求，Petliura 於是決定向白軍宣戰。

1919 年 7 月，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軍隊不敵波蘭的攻勢，東渡前往 Petliura

的陣營。到了該年底，烏克蘭軍隊已遭受巨大折損，加上指導局的內部分裂，

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已無法統治烏克蘭。因此，Petliura 轉而尋求波蘭人的支持，

並承認其對沃倫和加利西亞地區的權力。另一方面，白軍也逐步為紅軍所攻

 
145 王承宗，烏克蘭史—西方的梁山泊，頁 133-35。 
146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86-87. 
147 王承宗，烏克蘭史—西方的梁山泊，頁 1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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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並往南退守至克里米亞。自 1920 年開始，戰事演變為波蘭與蘇維埃俄國之

間的對抗，兩國最終在該年 10 月協議停戰，隔年 3 月由蘇維埃俄國、蘇維埃烏

克蘭和波蘭第二共和國共同簽署里加和約（Peace of Riga），波方確立了蘇維埃

政權的合法性，而蘇方則同意賠款，並將東加利西亞、沃倫以及波多利亞西部

劃歸波蘭。148（邊界劃分如下圖 3-1 所示） 

 

圖 3-1 里加和約後烏克蘭領土劃分圖 

 

資料來源：Liber, George O.,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Urban Growth, and 

Identity Change in the Ukrainian SSR 1923–1934.”. 

 

整個俄國內戰與烏克蘭革命以條約的簽訂和大規模死傷劃下句點。烏克蘭

獨立的目標最終並未實現，Plohy 認為其關鍵原因要歸咎於國族意識的薄弱以及

國族運動的不成熟。這兩者又和地方主義息息相關。不論是奧匈或俄羅斯帝

國，其內部烏克蘭人的國族建構具有顯著差異，即便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和烏

 
148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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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蘭人民共和國欲共同對抗外敵，也很難取得共識。此外，國族運動未能普及

到社會上各個階層，尤其是城市地區為數眾多的非烏克蘭裔人口，使得烏克蘭

革命終將面臨失敗的命運。149
1920 年下半，烏克蘭土地基本上已落入俄國布爾

什維克的控制之下，並交由其分支烏克蘭共產黨進行管理。兩國更在該年 12 月

底締結聯盟，加強軍事與經濟方面的整合。150
1922 年 12 月 30 日，由俄羅斯、

烏克蘭、白俄羅斯與外高加索聯邦四國代表於莫斯科宣布共組一個社會主義國

家—蘇聯（USSR）。151烏克蘭作為其中一個加盟共和國，名義上保留了準國家

（quasi-state）的形式，聯盟條約也保障了其對農業、司法、教育和衛生的權

利。然而，Lenin 絕任何會影響政權的權力下放。蘇聯採行的是共產黨專政，由

共黨菁英所組成的蘇聯領導階層實際掌管了各加盟國的軍事和政治決策權。
152
 

 

革命並未讓烏克蘭人建立起一個穩定且獨立的國家，相反地，人民反而陷

入了更加分裂的情勢。蘇聯擁有大部份的烏克蘭人土地，但仍有為數眾多的烏

克蘭人作為少數民族居住在波蘭、羅馬尼亞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光是波屬

加利西亞和沃倫便有 500 萬人之多。此外，烏克蘭人和波蘭人之間自波立聯邦

時代以來的仇恨並沒有隨著政權更替而消失，反倒是因 20 世紀初革命浪潮的催

化而加劇。波蘇戰爭結束後，波蘭曾向國際聯盟保證，會實現境內烏克蘭民族

的自治與文化自由，其中包括了烏克蘭語在社會上的使用，以及東正教教堂的

保存等。顯然地，這些承諾並未兌現。153分裂的狀況一直持續到到第二次世界

大戰結束後，其餘烏克蘭人居住的地區才被納入蘇聯的版圖，所有烏克蘭人土

 
149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頁 208。 
150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 29 декабря. Союзный рабоче-

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 между РСФСР и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СР, утвержденный VIII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м 

съездом Советов, и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е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к регламенту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х съездов 

Советов, ”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docs.historyrussia.org/ru/nodes/12808-29-dekabrya-soyuznyy-

raboche-krestyanskiy-dogovor-mezhdu-rsfsr-i-ukrainskoy-ssr-utverzhdennyy-viii-vserossiyskim-

sezdom-sovetov-i-dopolnitelnoe-postanovlenie-k-reglamentu-vserossiyskih-sezdov-sovetov (1920),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июн. 26, 2021. 
151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91. 
152 D. Zisserman-Brodsky, Constructing Ethnopolitics in the Soviet Union: Samizdat, Deprivation and 

the Rise of Ethnic Nationalism (New York: Palgrave, 2003), 20-21. 
153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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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才形成統一。 

 

第二節 蘇聯政策與認同建構 

 

蘇聯係一個奉行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多民族聯邦國家，反對資產階級以及

任何基於民族的政治意識形態，但誠如 Rogers Brubaker 所言，蘇聯政權以各種

方式對民族主義進行鎮壓，其本身卻非反民族的（antinational）。154例如，蘇聯

按照民族組成劃分加盟共和國155的做法，便是出於對各民族權利的尊重，即便

不是所有民族都獲得了加盟共和國或自治共和國之地位。執政當局之所以鼓勵

蘇聯公民形塑自身的民族認同，也是希望進而降低人民的反抗情緒，鞏固共黨

統治的穩定。本節要探討的是，蘇聯的民族和語言政策在蘇維埃烏克蘭的實

施，以及蘇聯在其統治後期嘗試進行的一個由上而下的蘇聯人（Soviet people）

認同建構。 

 

一、 蘇聯的民族政策 

蘇聯的民族政策是最初基於 Lenin 的政治理念。他認為，應該要推動一個

全面性的計劃，以滿足國內非俄羅斯裔人民的民族期望，進而防止他們為了追

求自治權利而發動叛亂。共黨的首要任務，便是同前朝殘餘的大俄羅斯沙文主

義（Great Russian chauvinism）進行鬥爭。156在 1923 年的第 12 屆俄共（布）代

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宣布在各加盟共和國實施本土化政策（Korenizatsiya），

其具體內容包括讓加盟共和國人民參與國家的司法、文化和教育機構之工作，

 
154 Rogers Brubaker, Ethnicity without Group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53. 
155 1922 年蘇聯成立時由四個加盟共和國所組成。到了 1940 年，該國已包含 15 個加盟共和

國。 
156 Максим Семёнов, “ Красные отцы украинской нации - Большевики хотели укрепить власть 

на окраинах. Так появились настоящие украинцы, ” Lenta.ru,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s://lenta.ru/articles/2018/09/23/ukrideology3/ (2018),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июл. 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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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這些機構當中使用民族語言。促成該政策出台的另一項重要因素是，當局

希望緩解外國烏克蘭群體對對蘇聯成立以及消除加盟共和國的獨立外交關係的

負面看法。157蘇維埃烏克蘭的本土化政策始於烏共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批准，烏

克蘭共產黨要求當地單位必須任用烏克蘭人，公家機關也應該使用烏克蘭語，

並促進烏克蘭文化之發展。因此，該政策又獲得烏克蘭化（Ukrainizatsia）政策

的別名。 

 

本土化政策充分體現在黨和國家機器的層面。蘇聯政府提拔烏克蘭菁英擔

任幹部職位，例如 Vlas Chubar 被選為蘇維埃烏克蘭人民委員會（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 of the Urkainian SSR）主席，而 Lazar Kaganovich 也獲選烏

共總書記，在未來成為 Stalin 的親信。由於這些幹部當中，鮮少有人能熟練地

說烏克蘭語，烏克蘭共黨內部以及國家機構自 1925 年開始進一步加深了烏克蘭

化的實行。任職官員必須通過烏克蘭語的考試，否則會遭到解雇，這使得俄羅

斯裔人口數量的減少，烏克蘭人基本上成為蘇維埃烏克蘭之主導民族。158烏克

蘭共產黨內部的組成結構也發生了轉變。1922 年時，烏共黨員的數量有將近八

成為俄羅斯裔和猶太裔。因此，蘇維埃烏克蘭在成立初期被形容是一個外來政

權。159烏克蘭化促進了烏克蘭裔共產黨員數量的大幅增長。到了 1933 年，烏克

蘭裔黨員的佔比已提高至六成。160 

 

烏克蘭化影響的範圍並非僅限於蘇維埃烏克蘭內部。蘇聯當局試圖向外輸

出社會主義革命，因此，他們也將目標放在波蘭的烏克蘭工人與農民身上。 

1923 年，由於協約國承認波蘭對東加利西亞的併吞，該國針對烏克蘭人實施高

 
157 О. С. Рубльов, Західноукраїнська інтелігенція у загальнонаціональних політичних та 

культурних процесах:(1914-1939) (Київ: Інститут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НАН України, 2004), 91. 
158 Л. І. Кормич and В. В. Багацький,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и від найдавніших часів І до XXI століття 

(Харків: Одисей, 2001). 
159 Serhy Yekelchyk, Ukraine: Birth of a Modern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90. 
160 王承宗，烏克蘭史—西方的梁山泊，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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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統治，與當時蘇維埃烏克蘭的情況形成對比。蘇聯的目的即是向波蘭的烏克

蘭人表明，唯有蘇維埃烏克蘭才能提供實現民族追求的條件。起初，西烏克蘭

人對本土化政策仍持謹慎態度，認為這是有限度的民族實現。隨著烏克蘭學者

格魯舍夫斯基被赦免流放而回到蘇維埃烏克蘭後，他展開了全烏克蘭科學院

（All-Ukrainian Academy of Sciences）與舍甫琴科協會在文化與科學方面的合

作，對分治不同政權的烏克蘭人產生積極作用。當時西烏克蘭的親蘇派知識份

子視蘇維埃烏克蘭為制衡波蘭的獨立烏克蘭國家。由於受到波蘭人的統治壓

迫，加上出於對文化復興事業的付出願景，有些人產生移居蘇維埃烏克蘭的想

法。蘇聯方面樂見其成，並提供專業性工作做為改善經濟條件的激勵因素，鼓

勵西烏克蘭人移民。
161
 

 

波屬西烏克蘭也存在否定蘇聯本土化政策的聲音，例如國族運動領袖 Vasyl 

Mudry 對本土化政策予以批判，認為布爾什維克所提倡的烏克蘭化只是形式上

且是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只不過是另一個俄羅斯帝國的控制工具。相反地，

在烏克蘭存在著另一種自發性的精神上的烏克蘭化。當時西烏克蘭最具影響力

的政黨—烏克蘭民族民主同盟（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也認

為，烏克蘭化政策的推行一方面要歸咎於民族主義對蘇聯政府的壓力，並非真

正要促進加盟共和國的民族文化發展。另一方面，烏克蘭民族民主同盟同時也

肯定本土化政策對蘇維埃烏克蘭的貢獻。162因此，我們可以同意，無論是在國

內或國外環境下，烏克蘭化政策對不同群體而言都具有不同的代表意義，同時

也反映出內部的矛盾差異。 

 

在蘇聯的統治下，本土化政策在蘇維埃烏克蘭的經歷蓬勃發展。該政策的

 
161 Данило Кравец,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большевиков советской Украины в 

западноукраин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1920-х гг.," Legea şi Viaţa 269, no. 5/3 

(2014): 11-12. 
162 Ibid.,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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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除了要降低俄羅斯文化的影響力之外，也是回應非俄羅斯人的民族情感，

而政策的擴大使得先前唯獨知識份子才具備的國族意識也被塑造出來。163某種

程度上來說，烏克蘭化的成功也得益於其大多關注文化領域，而未牽涉到政治

議題。這不僅能夠鼓勵烏克蘭認同的形塑，也不影響蘇聯中央集權統治的事

實。164然而，對少數民族主義的支持導致反蘇情緒增加，於是本土化政策在

1930 年代開始遭遇挫折。 

 

Lenin 逝世後，Stalin 在共黨內的政治鬥爭中勝出，成為新一任蘇聯領導

人。他決定將國家發展目標轉移至蘇聯的快速工業化，為此需要先進行農業的

集體化，以供給足夠的糧食。鑒於蘇聯糧食的很大部份是由蘇維埃烏克蘭生

產，讓該加盟共和國實現農業集體化成為蘇聯共產黨的緊迫任務。對農業集體

化的抵抗大多發生在蘇維埃烏克蘭，相較之下，俄羅斯人因支持政府的決策而

被視為是忠誠的民族群體。這使得蘇聯的民族政策到了 1930 年代中期發生戰略

性改變，從原先的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轉為針對非俄羅斯民族主義進行對抗，

特別是烏克蘭民族主義。165此外，新的民族政策中也更加強調俄羅斯人在意識

形態和文化層面的重要性。統治菁英將俄羅斯人視為是民族的黏著劑，並積極

鼓勵他們進行移民到國家邊界，確保他們成為共黨政權的支持基礎。166 

 

在推行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布爾什維克認為，實行上的阻礙一部份是來

自於烏克蘭當地富農（Kulak）階級
167
的反抗，遂而採取強制性手段。政府當局

 
163 Volodymyr Kulyk,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ies and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Ethno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nd Language Practice in Ukraine," in Historical Legacies of Communism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ed. Mark Beissinger and Stephen Kotk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08. 
164 王承宗，烏克蘭史—西方的梁山泊，頁 147。 
165 Taras Kuzio, "Stalinism and Russian and Ukrainian National Identities," Communist and Post-

Communist Studies 50, no. 4 (2017): 290. 
166 Андрей Н. Щербак, Лилия С. Болячевец, and Евгения С. Платонова,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колебания маятн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no. 1 (2016): 106. 
167 在新經濟政策的開放環境下造就一批相對富有的農民階級。然而，蘇聯對富農的定義沒有一

個明確的準則。起初是以個人年收入高於 300 盧布，以及是否雇用農民協助耕種為基準，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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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對富農課以重稅，但很快地便將他們劃為階級敵人，成為了共黨批鬥的對

象。中央下達去富農化（Dekulakization）的命令，將這些富農流放至中亞或西

伯利亞一帶。蘇共中央要求烏克蘭農民入國家集體農場（Kolkhoz），並根據政

府規定的配額生產糧食，不得買賣或占為己有。強制實施農業集體化的後果

是，1932 至 1933 年在包括烏克蘭、俄羅斯以及哈薩克等糧食生產地發生大規

模的饑荒現象，最終導致整個蘇聯有數百萬人喪命。不過，蘇聯當局宣稱饑荒

並未發生，而是只有在部份地區出現糧食短缺的情況。饑荒發生的原因一方面

要歸咎於不可抗的糧食歉收以及中央政府強制徵收鉅額的糧食，而另一方面，

饑荒被烏克蘭人視為是 Stalin 用來消滅烏克蘭民族主義根基的一種手段。168 

 

烏克蘭大饑荒對烏克蘭人造成深刻且劇烈的影響，是蘇維埃烏克蘭人的共

同記憶。大約有將近三至五百萬烏克蘭人死於這場饑荒，即便倖存，他們也拒

絕說母語、拒絕崇尚傳統習俗。對於其是否應歸類為種族滅絕，至今仍爭論不

斷。Stalin 的本意也許不是要透過製造饑荒來消滅所有烏克蘭人，但他確實視不

支持當局政策的烏克蘭農民為對政權的威脅。這能夠說明 Stalin 對烏克蘭人因

農業集體化和去富農化造就的死亡情形的消極作為。他利用了這場饑荒來消滅

違抗蘇聯中央的烏克蘭民族勢力，並把他們改造成一個可靠、受當局信賴的且

去民族化的蘇維埃民族。169 

 

Stalin 也對反抗蘇聯的知識份子進行打擊。烏克蘭民族運動家 Hrushevsky

與眾多學者被控訴具有民族主義和反抗蘇聯的傾向，因而被判處流放或關入古

拉格勞改營（Gulag）。蘇維埃烏克蘭的重要文化機構如科學院、研究中心等也

都被共黨當局進行清算。1934 年，蘇共官員 Sergei Kirov 於列寧格勒遇刺。

 
中央糧食徵收額度的擴大，凡是擁有的農民皆被視為是富農。 
168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102-03. 
169 Norman M. Naimark, Stalin's Genocid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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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lin 名義上要對反革命和顛覆份子進行整肅，實際上則是藉此事件對共黨內部

的反對派發動清算，被稱為大清洗（Great Pruge）。1935 年至 1938 年，整個蘇

聯範圍內都籠罩著恐懼的氛圍，軍方與高階官員皆遭到槍決。在蘇維埃烏克

蘭，秘密警察大規模逮捕烏克蘭人，他們通常被冠上階級和意識形態敵人的稱

號。農民和共產黨員經常被指控密謀發動反蘇維埃和民族主義的抗爭，其下場

通常是遭到處決。除了平民和工人也淪為大清洗的對象，也出現對文化和宗教

菁英的廣泛鎮壓。東正教會被迫關閉，教會人員面臨流放的命運。該時期估計

有數百萬人遭到槍決或接受再教育。170政府在大清洗中透過逮捕、處決和驅逐

行動，摧毀自由思想的知識份子，並用意識形態正確的官員取代他們，同時也

扼殺了烏克蘭想像的共同體的形塑。
171
 

 

伴隨著蘇聯民族政策中俄羅斯化的增長，俄羅斯人在蘇聯意識形態中的主

導優勢得到了官方的認可，成為了其他民族仿效的對象。自 1936 年至第二次世

界大戰期間，俄羅斯人被官方視為整個蘇聯的主導民族，並肩負著帶領其他兄

弟民族的任務。為了幫助落後的民族兄弟追趕上蘇聯發展的進程，俄羅斯會義

不容辭地幫忙。172因此，先前不被當局所接受的俄羅斯傳統象徵，例如東正教

會，在此時又恢復其優越地位，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達到鼎盛。173
Stalin 將

對階級敵人的鬥爭訴諸於對民族群體的鎮壓之上，而這些被驅逐的民族在官方

眼中等同於剝削者階級。174從 1941 年到 1944 年，他以與納粹德國通敵和反蘇

聯為由，流放了克里米亞韃靼人、烏克蘭人與其他民族至西伯利亞及中亞。二

次大戰爆發時，烏克蘭成為德軍和蘇軍對抗的戰場。克里姆林宮為了籠絡烏克

蘭人，對其民族要求相對開放。二戰結束後，蘇聯民族政策卻更加朝向大國俄

 
170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105-06. 
171 George O. Liber, "Imagining Ukrain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 Emergence of an Integrated 

State Identity, 1926–1994,"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4, no. 2 (1998): 197. 
172 Kuzio, "Stalinism and Russian and Ukrainian National Identities," 290. 
173 Zisserman-Brodsky, Constructing Ethnopolitics in the Soviet Union: Samizdat, Deprivation and the 

Rise of Ethnic Nationalism, 24-25. 
174 Ibid.,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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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民族主義，其特點便是強調俄羅斯人在戰爭中的貢獻。在文化和教育領域

基本上也是以俄羅斯化為主。此時的官方觀點認為，俄羅斯人在世界新秩序中

的作用是不可否認的。因此，共產主義的傳播等同於俄羅斯影響力的傳播，俄

羅斯文化、語言和文學的作用也不容置疑。175  

 

1945 年後，蘇聯獲得了加利西亞、布科維納和外喀爾巴阡的土地，並將其

併入蘇維埃烏克蘭的領土範圍之內。政府連同利用了居留許可證、工作證以及

護照制度，將東邊的烏克蘭人與西邊的烏克蘭人進行區隔管理，旨在避免人民

從烏克蘭民族意識較高的地區向民族意識較低的地區流動。儘管仍有一些東烏

克蘭學生在西烏克蘭就學，但由於求職的困難性和住房的稀少性，鮮少有人能

永久性地搬遷到另一個地方。此外，地方報紙的發行也成為政府區隔措施的手

段。整個蘇維埃烏克蘭都能買到蘇聯中央和共和國的報紙，然而，地方報紙只

會在該城市販售。換言之，在利維夫無法買到哈爾基夫的報紙，反之亦然。這

種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對蘇維埃烏克蘭的資訊流通構成了阻礙，進而影響共同

體的建構。176 

 

蘇維埃烏克蘭所面臨的威脅也不曾停止。1946 年，由 Stalin 委派的蘇共中

央委員會主席 Andrei Zhdanov 提出了文化一致化的決策，要求在科學、文學與

藝術等文化領域的創作須符合共黨的意識形態。蘇維埃烏克蘭的作家受到當局

的嚴密監控，並遭到強烈批評。多數西烏克蘭人信奉的希臘天主教會也被迫要

和俄羅斯東正教會進行合併。177此外，由於蘇維埃烏克蘭範圍內的再度實施了

集體化，該加盟共和國又再次出現饑荒的現象。經歷過饑荒、大清洗與第二次

 
175 Щербак, Болячевец, and Платонова,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колебания 

маятника?," 107. 
176 Liber, "Imagining Ukrain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 Emergence of an Integrated State Identity, 

1926–1994," 197. 
177 Prizel,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Nationalism and Leadership in Poland, Russia and 

Ukraine,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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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戰的摧殘，烏克蘭人已無法公開對抗蘇聯的領導階層，而對蘇維埃烏克

蘭的迫害政策一直要到 Stalin 逝世後才得到好轉。 

 

1953 年，烏克蘭背景蘇共總書記的 Nikita Khrushchev 成為蘇共總書記。他

不僅譴責 Stalin 的作為，還嘗試對其進行修正。後 Stalin 時期的蘇聯民族政策

包含了三項要素：反史達林主義、本土化以及潛在的俄羅斯化。新的領導人不

僅反對實行恐怖統治與極端民族政策，還特赦了 Stalin 時期被驅逐的少數民

族。178
Khrushchev 任內最著名的功績之一，便是在 1954 年以慶祝烏俄友誼 300

週年的名義將克里米亞半島劃入蘇維埃烏克蘭的領土當中。這項舉動在一個蘇

聯的架構內部並不具有太大的政治意義，但卻在未來非常深刻地影響烏俄關係

的發展。因此，Khrushchev 執政時期又被稱為蘇聯的解凍（Thaw）時期。 

 

Khrushchev 的民族政策旨在打造一個同質化的蘇聯社會，並將重點放在文

化和語言的俄羅斯化。儘管看似帶有自由主義的色彩，蘇聯民族政策的關鍵原

則並未發生結構性的改變。民族主義和脫離中央控制的行為仍會遭到當局鎮

壓。1962 年，烏克蘭知識份子因呼籲實現憲法保障脫離蘇聯的權力，而被指控

犯下叛國罪。該事件使得相關官員遭到懲處，而 Khrushchev 也放棄先前的分權

政策，再次轉為中央集權統治。179
Khrushchev 的繼任者 Leonid Brezhnev 執政初

期，本土化又再次被納入當局的民族政策。與 1920 年代不同的是，此時的本土

化政策並非關注文化或語言層面，而是著重於政治層面。除了提拔加盟國的主

體民族擔任地方黨組織和權力機構的職位之外，當局還要求其展示政治忠誠並

維護社會穩定。這時的蘇聯民族政策又被視為信任地方幹部的妥協政策。整個

蘇聯的民族機構在 Khrushchev 與 Brezhnev 執政時期再次得到良好發展。本土

 
178 Щербак, Болячевец, and Платонова,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колебания 

маятника?," 107-08. 
179 Zisserman-Brodsky, Constructing Ethnopolitics in the Soviet Union: Samizdat, Deprivation and the 

Rise of Ethnic Nationalism,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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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策帶動了民族文化與國家建設的投入，民族大學、科學研究機構以及出版

社等紛紛出現，民族知識份子也有更多參與政治事務的機會。180 

 

到了 1970 年代，蘇聯民族政策出現了矛盾的現象。一方面，本土化政策依

然持續，但另一方面，俄羅斯化逐漸增強，也開始了對地方民族主義的打擊。

181鑒於 Khrushchev 對蘇聯的開放進行了首次嘗試，越來越多的民族主義者開始

反對政府的民族政策，並公開或地下地組織起民族運動團體。因此，Brezhnev

也實行所謂的民主集中制。此時，俄羅斯人的特權地位又再次顯露，引發了加

盟共和國民族主義者的不滿。然而，蘇聯當局只透過微不足道的讓步和鎮壓，

不僅沒有消除民族主義的情緒，反而使其更加堅定。Brezhnev 後的三位蘇聯領

導人基本上都不太重視民族問題，並遵循舊有的民族政策路線，以宣傳、脅迫

和鎮壓等手段來對付被視為思想偏差的民族主義者。182
1980 年代， Mikhail 

Gorbachev 上台後，推行了全面的政治改革，這直接影響到蘇聯中央與地區之

間的權力平衡。整個蘇聯範圍內的民族運動候選人都參與了加盟共和國的選

舉，並要求更大的自治權和民族復興。公開性（Glasnost）與本土化政策的結

果，使得加盟共和國建立起自身的國家機構、母語以及國族認同。到了 1991 年

時，加盟共和國已具備準主權國家的條件，莫斯科的控制也無約束力，蘇聯的

瓦解已經無可避免。183 

 

蘇聯的民族政策如同一個鐘擺，在強硬政策與和緩政策之間來回擺盪。蘇

聯政府嘗試在多數與少數人的利益之中達成平衡，體現在其高度反應性。蘇聯

 
180 Щербак, Болячевец, and Платонова,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колебания 

маятника?," 108. 
181 Ibid., 109. 
182 Zisserman-Brodsky, Constructing Ethnopolitics in the Soviet Union: Samizdat, Deprivation and the 

Rise of Ethnic Nationalism, 31. 
183 Щербак, Болячевец, and Платонова,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колебания 

маятника?,"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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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前朝實施的結果而變動的。184經歷過內戰的民族

主義動員，蘇聯初期試圖向各民族妥協，建立民族平等的聯邦國家。Stalin 則是

崇尚大俄羅斯民族主義，針對其他民族進行壓迫。Khrushchev 與 Brezhnev 時期

則又避免極端統治，但強調俄羅斯人的重要性，並透過建構一個蘇聯人的超民

族認同來鞏固其統治。然而，這種認同未能有效維持，並終究讓步於民族主

義。到了 Gorbachev 的改革開放，蘇聯雖然沒有停止俄羅斯化，但同時也支持

民族發展，最後成為導致蘇聯解體的關鍵因素之一。藉由爬梳蘇聯歷史中民族

政策的變動，能夠了解蘇聯看待民族議題的觀點與決策，有助於理解烏克蘭國

族認同形塑過程中的蘇聯統治之影響。 

 

二、 蘇聯的語言政策 

語言政策除了能反映出國家對語言問題的態度，同時也能作為民族自治程

度的依據。對一個多民族國家而言，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建立統一的國家語言，

以促進不同民族間的交流與相互理解。然而，語言問題是和民族問題聯繫在一

起的。國家也有可能出於維持政權穩定或保護特定民族群體，而改變其語言政

策的內容，以達成某種程度上的妥協。185布爾什維克在掌權初期，為了避免其

政權受民族問題影響，Lenin 提倡了蘇聯國家語言的多元化。這體現在第一部蘇

聯憲法當中。該法第 34 條規定俄語、烏克蘭語、白俄羅斯語、喬治亞語、亞美

尼亞語和突厥-韃靼語為全聯盟通用之語言，所有官方法律與決議都須以上述語

言出版印刷。186 

 
184 Ibid., 120-21. 
185 М. А. Арутюнова, "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стат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СССР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25: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no. 1 (2012): 155-56. 
186 КПСС, “ Конституция (Основной Закон)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утверждена II Съездом Советов Союза ССР от 31 января 1924 г.) (с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и 

дополнениями) (прекратила действие), ” Сайт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едерации,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s://constitution.garant.ru/history/ussr-

rsfsr/1924/red_1924/185480/chapter/caed1f338455c425853a4f32b00aa739/ (1924),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авг. 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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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年，蘇共中央宣布實施本土化政策，加強民族語言的使用與推廣。考

慮到讓人民能夠培養語言知識與識字能力，並將民族語言擴大至大眾層面，當

局進行了語言的標準化編纂並設立了文化機構。1925 年，烏克蘭語被允許使用

於官方標誌和大眾廣告上，而烏克蘭語著作也廣泛在該國各地發行。1927 年，

蘇維埃烏克蘭的公共事務中已有 70%是以烏克蘭語進行。1933 年，烏克蘭語報

紙已佔了當地將近 90%的印刷出版物。在教育方面， Mykola Skrypnyk 所領導

的人民教育委員會成為了烏克蘭化的先驅。烏克蘭化初期，有三分之二的烏克

蘭人屬於文盲。至 1929 年為止，已經有 83%的小學和 66%的中等學校以烏克

蘭語做為教學語言，而到了 1934 年，這些人只剩下不到 8%，烏克蘭人的識字

率顯著提升。187蘇聯當局大力推廣非俄羅斯語言在各加盟共國內的教育、大眾

媒體以及藝術文化領域的使用，但必須建立在「民族主義的形式，社會主義的

本質」的原則之上。換言之，在該原則的範圍內，每個人能夠使用自身的民族

語言表達任何事物及想法。188
  

 

即便本土化政策促進了民族語言的復興，它也招致不少批評。語言方面烏

克蘭化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是與去俄羅斯化的同時進行的。儘管有許多烏克蘭

農民遷移到城市地區，他們大部份仍使用俄語作為工作語言。因此，在俄語更

為盛行的城市地區（尤其是東、南部），本土化政策受到蘇維埃烏克蘭的俄羅斯

人和俄羅斯化的城市人口的消極抵抗。俄羅斯人作為蘇維埃烏克蘭的少數民

族，不僅沒有自己的行政單位和俄語學校，他們甚至被要求強制使用非母語的

烏克蘭語。與其說本土化政策讓烏克蘭語在蘇維埃烏克蘭的公共生活領域中佔

據主導地位，不如說在蘇維埃烏克蘭形成了一種雙語環境，其中俄語在城市地

 
187 Семёнов, “ Красные отцы украинской нации - Большевики хотели укрепить власть на 

окраинах. Так появились настоящие украинцы ”. 
188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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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掌握了經濟、工業和政治領域的優勢，而烏克蘭語則是在農村地區的文化領

域佔了上風。189此外，如 Oleksandr Shumsky 的民族共產主義者（national 

communist）也跨越了民族與共產主義之間的敏感界線。他主張應該強制對蘇維

埃烏克蘭的俄裔族群執行烏克蘭化，並爭取比以往更大的政治與經濟自治權。

Shumsky 與其他持相同政見者的訴求令蘇聯共黨中央感到不滿。190 

 

Stalin 掌權後，蘇聯的語言政策開始出現雙重性特徵。就意識形態方面而

言，Lenin 的語言多元化方針並未改變，法律條文也維持使用民族語言的權力。

然而，在政治實踐方面，俄語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從 1933 年開始，布爾什維克

加強了俄語在蘇聯公共事務中的使用。俄語以外的其他民族語言的教育和文化

機構面臨廢除，以民族語言工作的機構也大為減少。191
1930 年代下半期，蘇聯

的文化和語言領域也出現俄羅斯化的現象。1938 年，政府以培養人民普遍的語

言能力為由，在「關於在各加盟共和國及地區學校中強制教授俄語」（«On the 

compulsory study of the Russian language in schools of national republics and 

regions».）的決議中，將俄語列為全蘇聯學校的必修科目，確立其在教育中的

地位。192許多少數民族語言的文字被強制以西里爾字母轉寫，俄語的慣用語也

被引入，取代本土語言的表達。193在大清洗期間，蘇維埃烏克蘭有眾多烏克蘭

語教師、學者、甚至學生被當局逮捕或免職，使得教育方面的去烏克蘭化得到

加強。 

 

在二戰結束後蘇聯對語言問題的政策特點為：俄語的持續擴大與民族語的

 
189 Terry 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

1939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122-23. 
190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100. 
191 Kulyk,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ies and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Ethno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nd 

Language Practice in Ukraine," 210. 
192 Арутюнова, "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стат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СССР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160. 
193 Zisserman-Brodsky, Constructing Ethnopolitics in the Soviet Union: Samizdat, Deprivation and the 

Rise of Ethnic Nationalism,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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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限縮。政府當局鼓勵俄羅斯人移民至其他加盟共和國定居，俄語作為通用

語的使用得到加強。在蘇維埃烏克蘭有大批俄羅斯人遷入到城市地區，對城市

人口的語言偏好產生影響。即便烏克蘭人在 1933 年後佔了蘇維埃烏克蘭中部和

東南部城市人口的大多數，根據蘇聯人口普查中的母語類別顯示，烏克蘭語並

未擁有相應的主導地位。194隨著國家的快速工業化，越來越多烏克蘭農民遷徙

到城市尋找工作機會。由於在俄羅斯帝國時代，烏克蘭東部的工業城市就已高

度俄羅斯化，蘇聯統治下的烏克蘭工業部門之檔案文件也皆使用俄語。這一批

新興工人階級必須學會俄語，加快了蘇維埃烏克蘭俄羅斯化的速度。195然而，

語言同化並非是人口變化與城市化的必然結果，蘇維埃烏克蘭人受到俄羅斯化

的程度並未和該國俄羅斯人口的比例直接相關。
196
因此，不能單純將人口變化

與城市化的程度視為是評估俄羅斯化程度的指標，而是必須考慮到過往的歷史

經驗與語言政策的內容。儘管如此，烏克蘭語仍存在於文化和象徵性實踐的領

域，不過其規模逐漸日漸萎縮。 

 

另一方面，在二戰後才加入蘇聯的西烏克蘭地區所受到的俄羅斯化程度相

對較低。加利西亞的烏克蘭人自 19 世紀以來皆使用烏克蘭語，即使在烏克蘭革

命後位於波蘭的統治底下，烏克蘭語仍然沒有遭到限制。布科維納烏克蘭人的

情況基本上與前者大致相同。外喀爾巴阡地區在烏克蘭革命發生前則是經歷了

匈牙利的同化政策，但在捷克斯洛伐克統治時期，烏克蘭認同擊敗魯塞尼亞認

同和俄羅斯認同，烏克蘭語也恢復其官方地位。
197
統一西烏克蘭的土地之後，

蘇聯政府允許烏克蘭語在西烏克蘭地區的教育、媒體和其他領域繼續存在，這

要歸咎於當地激進烏克蘭國族主義的抵抗。相反地，若在西部以外的蘇維埃烏

 
194 Liber, "Imagining Ukrain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 Emergence of an Integrated State Identity, 

1926–1994," 190-91. 
195 Kulyk,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ies and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Ethno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nd 

Language Practice in Ukraine," 210. 
196 Roman Szporluk, "West Ukraine and West Belorussia: Historical Tradition,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Linguistic Assimilation," Soviet Studies 31, no. 1 (1979): 88. 
197 Ibid.,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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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蘭地區公開使用烏克蘭語，則會被視為是落後的象徵或帶有民族主義的意

味。 

 

自 Nikita Khrushev 時代以來，文化和語言方面俄羅斯化的推行取得相當大

的進展，使俄羅斯人在教育、文化和大眾媒體方面佔有主導地位。越來越多的

蘇聯公民使用俄語，而學校教育也繼續受到政府施加的俄羅斯化壓力。1958

年，政府對教育政策進行了調整，從原先用民族語言做為教學語言改為由雙親

自由選擇。新的教育法案還規定俄語為蘇聯學校的必修課，而各加盟共和國的

民族語言則變為俄語學校的選修課。198此外，蘇聯政府還縮小了教授和使用烏

克蘭語的管道。到了 1960 年代，絕大多數學校都以俄語進行教學，出版社絕大

多數書籍都以俄語發行出版，絕大多數廣播與電視節目也都是以俄語播放的。

1961 年，在蘇共第 22 次代表大會上將俄語訂定為促進各民族熟悉蘇聯人民之

文化成就和世界文化的一種方式，並確立其作為蘇聯族際交流語言之地位。甚

至，非俄羅斯裔人民自發性掌握俄語的願望日趨強烈，俄語實際上成為蘇聯人

民的第二母語。199 

 

此外，蘇聯當局也藉由宣傳俄羅斯語言和文化的優越性，並創造了學習和

使用俄語的激勵機制，使得烏克蘭語被有效地邊緣化。200以出版業為例，1960

年代的烏克蘭語出版刊物的數量逐年減少，相較之下，俄語出版刊物的數量則

是持續增長，並能報導較為重要和有趣的內容。1965 年至 1980 年間，雖然俄

羅斯人佔蘇聯總人口的比例略微下降，但俄羅斯語的出版刊物數量實際上是增

加的。201許多蘇維埃烏克蘭的讀者逐漸對烏克蘭語出版刊物失去興趣，進而導

 
198 Kulyk,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ies and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Ethno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nd 

Language Practice in Ukraine," 211. 
199 КПСС, XXII съезд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7-31 октября 1961 год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Том 1. (Мосвква: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62), 217. 
200 Liber, "Imagining Ukrain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 Emergence of an Integrated State Identity, 

1926–1994," 192. 
201 Zisserman-Brodsky, Constructing Ethnopolitics in the Soviet Union: Samizdat, Deprivation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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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烏克蘭出版社面臨關閉。政府也對大眾媒體實施了嚴格的審查制度，並不斷

灌輸一系列的刻板印象和標誌性話題，其中包括了蘇聯人民的統一性，共產黨

對勞動階級的關懷和照顧，以及集體優先於個體等。凡是涉及民族問題的內容

皆沒有機會出現在報紙版面上。對烏克蘭語出版刊物的打擊隨著 Voldoymyr 

Shcherbytsky 的上台而比往年更加惡化。除了出版刊物的內容變得更加意識形

態化、去民族化以及俄羅斯化以外，當局同時也加強了烏克蘭語的限縮和助長

其自卑感。202 

 

蘇聯的電視台也為蘇維埃烏克蘭的去民族化和意識形態化發揮重要的作

用。如同出版刊物一樣，電視台也被用作政治宣傳的工具。電視台受到蘇聯政

府和共黨的嚴密監控，只能播放「正確的」、符合蘇共意識形態的訊息，例如歌

頌 Lenin 和共產黨的歌曲。蘇聯透過電視方面的政治宣傳，試圖消除民族間的

差異，並不斷輸出蘇聯人民的統一性和俄羅斯作為主導民族的概念。203蘇聯利

用審查制度，有效建立起對其政權有利的意識型態和價值觀念，這使得烏克蘭

的國族認同未能得到廣泛的發展空間。到了 1970 年代，蘇維埃烏克蘭的烏克蘭

語雜誌佔比更是從 46%降至 19%。204出於對政府控管的大眾謀體的不信任，許

多人轉而透過地下發行的秘密出版物（самиздат/self-publishing）來獲得資訊。

這些出版刊物普遍和官方持相異的論點，受到政府的關注。審查機構也協助監

視持不同政見者和政治移民的作品，它們被認為是有損蘇聯利益和意識型態錯

誤的。
205

 

 

 
Rise of Ethnic Nationalism, 32. 
202 Nadia M. Kindrachuk, "The Oppress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 Identity by the Soviet Mass Media: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Censorship 60’s and 70’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istoria i Polityka 35, 

no. 28 (2019): 105-07. 
203 Ibid., 108. 
204 Yekelchyk, Ukraine: Birth of a Modern Nation. 
205 Kindrachuk, "The Oppress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 Identity by the Soviet Mass Media: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Censorship 60’s and 70’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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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1977 年頒布的蘇聯憲法保證了人民使用母語的權利，但許多人出於泛

用性與未來發展性的考量而更傾向使用俄語。更何況在二戰結束後，蘇聯內部

的人流移動也得到發展，這促進了俄語在民族間的交流作用。由於人民在遷居

新地時，通常不易學習當地民族的語言，因此必須用最廣泛的交流語言來進行

溝通，學習俄語的動機大幅提高。當局採取積極措施來促進語言方面的俄羅斯

化，主要把重點放在改善非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的俄語傳播和教學。根據 1979 年

的全聯盟人口普查，有 13.0%的非俄羅斯裔人口宣稱俄語為其母語，而 49.1%

的人稱俄語為其第二語言。206
Arutyunova 分析比較了 1970 年、1979 年和 1989

年的蘇聯人口普查的統計數據，並證實了這個現象（見下圖）。207自 1970 年至

1989 年間，能流利使用俄語的人數顯著增加。1970 年代末期開始，共黨領導階

層更加努力在各加盟共和國擴大俄語的學習，對主體民族的語言使用產生顯著

影響。208蘇聯晚期的政策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是以犧牲民族語言為代價俄語的同

化現象。1978 年至 1979 年，當局在蘇聯的加盟共和國進一步擴大俄語學習的

規模，導致當地居民產生不滿情緒。他們試圖抵抗俄羅斯化的影響，並在日後

發展成民族運動。209 

 

 
206 Zisserman-Brodsky, Constructing Ethnopolitics in the Soviet Union: Samizdat, Deprivation and the 

Rise of Ethnic Nationalism, 28-29. 
207 Арутюнова, "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стат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СССР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160-61. 
208 Kulyk,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ies and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Ethno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nd 

Language Practice in Ukraine," 211. 
209 Щербак, Болячевец, and Платонова, "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колебания 

маятника?,"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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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蘇聯俄語掌握度長條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 Маргарита А. Арутюнова, «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стат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СССР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 161. 

 

自改革公開性實施開始，蘇聯中央對各加盟共和國的控制力與權威日漸減

少，正好給予民族菁英良好機會，利用語言問題來彰顯對國家主權的需求。

1989 年，烏克蘭共產黨頒布了《關於蘇維埃烏克蘭語言法》（« On the languages 

in the Ukrainian SSR »），規定烏克蘭語為加盟共和國之國家語言。作為回應，

蘇聯中央制定了更為嚴苛的語言政策。到了 1990 年 4 月，出台了《關於蘇聯民

族的語言》（« On the languages of Soviet nations »）法案，宣布承認俄語為蘇聯

之官方語言以及民族間的交流手段。政府之所以沒有賦予俄語國家語言的地

位，是擔心此舉措會招致加盟共和國反抗的聲浪。210 

 

 
210 Арутюнова, "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стат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СССР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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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聯最後一次的人口普查當中，全聯盟共有 57.2%的人口以俄語為母

語，但非俄羅斯裔人口僅佔了 6.5%。另一方面，共有 81.1%的烏克蘭人以烏克

蘭語為母語，且有 56.2%的烏克蘭人認為俄羅斯語為其第二語言。211蘇聯民族政

策在蘇維埃烏克蘭的實踐所產生的一個特殊結果是，民族文化認同和語言實踐

之間出現了巨大差異。這種差異是兩項政策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中一項是提倡

俄語作為整個蘇聯社會流動和民族融合的語言的使用，另一項是對加盟共和國

主體民族及相應之民族語言使用。前者早成非俄羅斯裔少數民族在日常生活中

使用俄語的人數增加，而後者則阻礙了與語言實踐和民族語言認同的一致性。

212由於加盟共和國中的公共話語和實踐仍然支持獨立民族的存在，其又是透過

區別「他者」的語言來鞏固的。因此，即使是一名在日常生活中只說俄語的烏

克蘭人，他仍然能夠藉由區別聯盟語言（俄語）和加盟共和國語言（烏克蘭

語）在使用上的差異，並宣稱烏克蘭語為母語，以保持自身的烏克蘭認同。213

蘇聯試圖透過長期推行俄羅斯化政策來限縮民族主義之發展，實際上卻是促使

了民族文化認同和語言實踐之間差異的形成。 

 

蘇聯的語言政策與民族政策息息相關，兩者皆反映出執政當局對民族問題

的處理態度。蘇聯的語言政策被廣泛認為是當局強行推行俄羅斯化的手段，透

過宣傳俄語作為民族交流的工具，以及強制規定在各領域使用俄語，期望改變

違抗政府的民族主義的出現。然而，統計資料表明，蘇聯各民族大致上還是認

同其民族語言為母語，儘管他們也都通曉俄語。俄語在蘇聯範圍內的廣泛使用

是人民為了進行交流和適應環境所做出的主觀選擇，再加上國家機器推行有目

的性的語言政策的相互作用之結果。可以確定的是，蘇聯語言政策的確語言使

 
211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СССР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СССР. По данным Всесоюзн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1989 г.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Финансы и статистика», 1991), 78-79. 
212 Kulyk,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ies and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Ethno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nd 

Language Practice in Ukraine," 202. 
213 Ibid., 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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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形產生影響，但卻不會造成民族認同的劇烈變化。這也是為何蘇聯統治末

期還會出現民族主義浪潮的現象。 

 

三、 蘇聯人的認同建構 

自從俄國的布爾什維克發動十月革命後，社會主義開始在整個東歐地區蔓

延開來。蘇聯不僅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同時也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一

個多民族、多文化，並以工人為主導力量的國家。為了消除民族問題並維持共

黨統治的穩定，蘇共的統治菁英決定建構一個基於社會主義價值的新的人民共

同體，即被後來許多蘇聯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所支持的「蘇聯人」的概念。蘇

聯人民共同體的出現，是由城市和農村的勞動者所組成的多民族群體，經過融

合（слияние/sliyanie）與和睦相處（сближение/sblizhenie）的過程後所導致的

結果。蘇聯人民有一個單一的蘇聯最高權力機構和國家行政機構，所有蘇聯人

民都有一個單一的聯盟公民身份。214此概念首次由 Khrushev 所提出。他認為，

蘇聯人擁有共同的祖國、社會主義經濟、社會階級、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以及

建設共產主義的目標，甚至在精神和心理層面上擁有許多共通點。215 

 

蘇聯人的建構是蘇聯共產黨最重要的執政目標之一。布爾什維克試圖打造

一個同質性的社會，居住在該社會中的人民擁有標準化的人格，並能夠對共黨

所指定任務完全執行。蘇聯人以集體主義為原則，個體應該要與所有人同在一

起，並表現得和所有人一樣。216這樣的特質使得個體的自由被剝奪，唯有融入

在共產黨統治下的集體生活之中，才能享受集體的自由。用 Nikolay Berdyayev

的話來說，「個體被視為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所需的一塊磚頭」，其充其量只是

 
214 Калтахчян, С. Тигранович, Собаки - Струна,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3-е издание 

Том 24, кн. I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76). 
215 КПСС, XXII съезд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7-31 октября 1961 год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153. 
216 Маргарита Н. Гребенок,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онструкт," 

Аналитика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no. 21 (20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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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工具。217此外，當局也主張蘇聯人當中各個階級、群體與民族的友好團

結，以強調蘇聯人在所有生活領域的共同性。因此，蘇聯人的概念便是避開了

敏感的民族問題，透過建構一個民族國家的典範來達成。218而這種建構新人類

的嘗試在當時是史無前例的。 

 

蘇聯人的意識型態認為，整個共同體的未來發展是朝向共產主義融合與非

民族化的社會結構。各民族都雖然都擁有自身的特點，但他們作為構成蘇聯人

的有機體組成是完全平等的。各民族間全面自由的和睦相處以及跨民族共同體

的出現與發展，標誌著社會主義時代社會進步的規律。各個社會主義民族的形

成和繁榮發展，是與各民族兄弟友好般的緊密合作、國際和跨民族勞動者共同

體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分不開的。蘇聯文化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

主義的形式、國際主義的精神」，它具有下列特點：首先，社會主義制度是形成

統一和多民族的蘇聯文化之根基，透過一個共同的意識形態、世界觀與價值

觀，將蘇聯內部不同民族團結起來。其次，蘇聯文化做為新的民族共同體之文

化，必須消除各民族文化發展中的不平等現象。這取決於蘇聯各民族文化和教

育程度的高低。唯有鞏固平等的民族文化發展，才能產生全蘇聯的共同認同，

並為各民族的和睦相處奠定基礎。再者，在蘇聯文化革命219進行的過程中，出

現了許多先前受到壓迫的民族共產主義者幹部。他們因受到社會主義與蘇聯成

立的現實而得到發展空間。220
 

 

蘇聯認同是基對領土和政治意識形態的認同，其在形式上並非依附於特定

民族，而是由不同平等的民族所構成，具有公民認同的制度性特點。但是，蘇

 
217 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Париж: YMCA Пресс, 1955), 124-

25. 
218 趙竹成，「認同的選擇—以「境外俄羅斯人」為案例的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2007），頁 59-60。 
219 蘇聯文化革命指的是發生在蘇維埃俄國以及蘇聯的革命活動，其目的旨在快速建成社會主

義。 
220 Гребенок, "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онструк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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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認同又和民族歸屬重疊（或取代），因而也帶有族裔認同的特徵。221蘇聯當局

意圖透過包裝在民族平等外衣下的俄羅斯化，使俄羅斯人與蘇聯人成為同義

詞。確實，俄羅斯人在蘇聯人的建構中扮演關鍵的角色，這能夠從許多方面得

到印證。公共話語認為，做為一名蘇聯人應該精通俄語並熟悉蘇聯及俄羅斯文

化。高等教育主要也以俄語進行，若民族學校的學生不具備足夠的俄語和文學

成績，他們的競爭力會較俄語學校的學生薄弱。俄羅斯認同和蘇聯性

（Sovietness）之間的制度性連結也導致各共和國的俄羅斯人和其他民族對主體

民族語言的研究缺乏興趣。加盟共和國官員的仕途取決於他的蘇聯性甚至是俄

羅斯性（Russianess），即俄語熟練程度、對黨的遺產和文化的瞭解程度等。許

多人認為學習主體民族語言沒有任何意義，而接觸民族文化、習俗、傳統在當

時的時空背景似乎也已經不合時宜。222如果不通曉俄語，便沒有發展蘇聯認同

的可能性。不過，蘇聯人對俄語的掌握程度並不意味著，他的忠誠不會受到當

局懷疑，或是被認為是反動份子。蘇聯公民的身份可能因政治原因而被撤銷，

並將該公民驅逐出境。223 

 

蘇聯人的概念在 1971 年的蘇共第 24 次代表大會上被進一步確立。當時，

執政的布里茲涅夫主張，蘇聯人是一個「新的歷史共同體」，並強調了俄羅斯人

在蘇聯人的建構中對民族統一的貢獻。224雖然蘇聯人作為一個政治上和意識形

態上的意義越來越受到歡迎，但蘇聯認同是本身就是一個有爭議且多面向的認

同。
225
對民族知識份子而言，蘇聯人只不過是美化政府對民族文化破壞的說

詞。對於蘇共中央一些政治和文化菁英而言，蘇聯應該保護斯拉夫人不受西方

 
221 М. Ю. Барбашин, "Совет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в этносоциальн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no. 7 (2012): 45. 
222 Ibid., 47. 
223 Ibid. 
224 Zisserman-Brodsky, Constructing Ethnopolitics in the Soviet Union: Samizdat, Deprivation and the 

Rise of Ethnic Nationalism, 27-28. 
225 Щербак, Болячевец, and Платонова,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колебания 

маятника?,"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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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的影響。就這個意義來看，蘇聯人時常等同於俄羅斯人和一個保守俄

羅斯文化的理想願景。226然而，官方所聲稱的民族團結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共黨

的專制統治、愛國主義以及共同的歷史與文化價值觀的產物。227官方認定的統

一的蘇聯認同也是遵循這個模式。無論是在經濟或是文化領域，各加盟共和國

的差異性遠大於相似性。 

 

蘇聯官方的歷史觀點時常隨政治方面的需要而改變。由於蘇聯的意識形態

準則是基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布爾什維克甫穩固權力時，便主張俄羅斯帝國

對少數民族的迫害。然而，到了 1940 年代末期，在俄羅斯成為蘇聯主導民族的

背景下，俄羅斯帝國的行為卻又被視為好的，此時的民族主義者則被冠上叛徒

和外國特工的名號。228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政府開始模糊烏克蘭人和俄羅

斯人的差異性，並恢復俄羅斯帝國時期的歷史觀點。該觀點核心原則認為，東

斯拉夫民族擁有共同起源，而俄羅斯是基輔羅斯最主要的繼承者。基輔羅斯被

視為是蘇聯的前身，而以俄羅斯為首的三個東斯拉夫民族構成了蘇聯人的根

基。這尤其反映在當局一系列的慶祝活動上，包括了 1954 年慶祝佩列亞斯拉夫

條約簽訂 300 週年、1982 年慶祝的基輔建城 1500 週年229以及 1988 年慶祝的羅

斯皈依基督教 1000 週年。這些活動都是要將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的聯合塑造成

不可避免和永恆的。230因此，烏克蘭脫離俄羅斯是一種反常現象，因為在語言

文化和歷史背景上相似的兩個民族一直渴望著統一。231  

 

 
226 Zbigniew Wojnowski, "The Soviet People: National and Supranational Identities in the Ussr after 

1945," Nationalities Papers 43, no. 1 (2015): 3. 
227 Гребенок,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онструкт," 3. 
228 Zisserman-Brodsky, Constructing Ethnopolitics in the Soviet Union: Samizdat, Deprivation and the 

Rise of Ethnic Nationalism, 25. 
229 根據烏克蘭歷史觀點，基輔是在西元 482 年由一位名叫 Kyi 的斯拉夫波利安人（Polans）與

其手足共同建立。 
230 Liber, "Imagining Ukrain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 Emergence of an Integrated State Identity, 

1926–1994," 192. 
231 Kuzio,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y Writing in Ukraine,"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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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認同的意識形態化意味著對國家制度、符號和機構的絕對服從。對當

局而言，蘇聯認同相較於民族主義認同能更少引起民族問題的一個認同選擇，

可以有效應對激進民族主義對政權的反抗。雖然蘇聯人顯示出對黨國體制的最

高忠誠，但到了 1980 年代，基於薄弱領土概念的蘇聯認同已不足以用共同的民

族歷史和命運共同體來支撐整個國家。與政治忠誠相聯繫，蘇維埃性並沒有成

為民族認同的制度性替代，因為其薄弱的領土特徵使其無法轉化為民族認同。

1980 年代，蘇維埃性薄弱的領土特徵阻礙了基於歷史領土、民族共同命運、傳

統和其他方面的認同的體制機制的使用。232蘇聯統治末期所面臨的問題，便是

其公民認同衰弱與喪失，而公民認同卻又是政治穩定與社會團結的保證。沒有

發達的公民認同，就不可能將公民凝聚在國家利益周圍。
233

 

 

1980 年代下半，戈巴契夫提出了公開性，希望改善國家機構運作與資訊流

通的透明度。該政策推行後，蘇聯中央的審查制度變得寬鬆，對共產黨以及社

會主義制度提出異議也變得可能，人民也開始對過去歷史上的空白點（blank 

point）進行研究。作為促成改革開放意識形態運動的關鍵因素，公開性有效地

破壞了當局所建構的蘇聯認同。234出現了針對蘇聯認同的攻擊，包括了對蘇聯

的蔑稱 Sovok 的廣泛傳播以及積極宣傳對蘇聯人概念的批評。被視為是蘇聯國

家核心的俄羅斯人也遭受波及，他們被認為帶有歷史罪責。此外，1980 年代末

期發生在蘇聯的自然與人為災害又更加打擊人民對政府的執政信心。235總的來

說，造成蘇聯認同陷入危機的並非單原因所造成，並由於其交互影響之下，將

蘇聯視為基於共產主義價值的意識形態建構的想法已經無法維持。236 

 

 
232 Барбашин, "Совет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в этносоциальн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47. 
233 Вадим А. Тураев, "Кризис совет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распад Ссср," Россия и АТР, no. 4 (90) 

(2015): 69. 
234 Ibid., 71. 
235 Ibid., 72-73. 
236 Ibid.,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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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聯 70 多年的統治當中，其現代化經濟工業建設和人民共同的歷史經歷

都對蘇聯認同的出現與鞏固造成積極影響。執政當局認為，在社會主義經濟與

政治的基礎上，共同的蘇聯精神逐漸出現，不同民族間的界線也逐漸消失，甚

至連複雜的民族問題也得到了解決。一個同時保有民族與國際主義特點的蘇聯

人精神形象的確被塑造出來，各民族代表宣稱自己為蘇聯人。然而，蘇聯人的

建構只是在表面上掩蓋了民族主義，實際上卻沒有根本地消除其影響力。237以

至於到了 1980 年代末期，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民族運動浪潮襲捲而來，最終成為

了壓垮蘇聯的最後一根稻草。 

 

第三節 烏克蘭國族主義之濫觴 

 

當代烏克蘭民族主義起源於 19 世紀中期的東歐民族革命。俄羅斯帝國瓦解

時，形成一了個新的烏克蘭身份，其政治目標已經從追求文化自由到捍衛主權

獨立。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出現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它意味著後 Mazepa 時期烏

克蘭與俄羅斯的首次公開分裂。不久前，一個獨立烏克蘭民族的概念才剛在烏

克蘭人聚居地上萌芽，而到了 20 世紀初，烏克蘭便得以出現在歐洲的政治版圖

上。238本節要探討蘇聯時期烏克蘭民族主義的發展，除了探究自十月革命初期

至蘇聯解體之演進過程，並將著重在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所發起的自下而上的認

同建構。 

 

一、 萌芽與復興時期 

1917 年的事件對理解烏克蘭國族運動之演變相當重要。當時，俄羅斯帝國

中央面臨政權動盪之際，而帝國邊陲的烏克蘭國族主義者趁勢提出了民族自決

 
237 趙竹成，「認同的選擇—以「境外俄羅斯人」為案例的分析」，頁 59。 
238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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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起初，烏克蘭人沒有受到來自俄羅斯的軍事干涉或佔領，中央不得不

將其作為一個特殊政治實體來看待。因此，烏克蘭在革命初期享有了短暫的民

主發展，並建立了自身的政治機構。同時，國族主義者面對的難題是，20 世紀

初的烏克蘭人主要還是農民，居住在生活條件較差的農業地區。加上帝國時期

對烏克蘭語言和教育的限制，大多數烏克蘭屬於文盲，對民族主義動員構成不

利因素。相反地，烏克蘭農村地區不像城市一樣受到高度俄羅斯化。很重要的

一點是，烏克蘭人擁有共同的階級身份，使其和波蘭人與猶太人有了明顯區

別。烏克蘭農民在種族問題和社會經濟問題方面的不滿結合在一起，並為國族

主義與民粹主義政治運動奠定了基礎。239
  

 

烏克蘭革命與俄國內戰時期，正是國族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之間的權力爭

奪。無論是烏克蘭人民共和國、黑特曼政權或指導局，都想代表烏克蘭建立國

家，卻都無法完全顧及所有烏克蘭人民與階層的意見。烏克蘭國族主義僅限於

農村地區，而烏克蘭的社會主義則在城市中沒有工人階級的支持。俄羅斯社會

主義的影響力在無產階級中具有優勢地位，對烏克蘭國族主義構成了嚴重威

脅。烏克蘭國族主義是一項單一階級的運動。烏克蘭人無論是在城市資產階級

或無產階級中的代表性都很低，尤其這些人都是烏克蘭社會中最俄羅斯化的一

個群體。240烏克蘭革命的失敗不是因為缺乏民眾基礎，而是因為其絕大多數的

農民選民所產生的組織問題和資源不足，使得烏克蘭國族主義最終要讓位於社

會主義。即便受到革命時期的劇烈影響，烏克蘭在制度與文化方面並非沒有任

何發展。1918 年短暫出現的 Skoropadsky 黑特曼政權為烏克蘭國家的建設與合

法性做出巨大貢獻。他不僅編製烏克蘭的國家部隊，還建設如科學院、國家圖

書館以及烏克蘭語學校等機構。這些成就為烏克蘭國家的鞏固打下良好基礎。

 
239 Steven L. Guthier, "The Popular Base of Ukrainian Nationalism in 1917," Slavic Review 38, no. 1 

(1979): 30-32. 
240 Ibid.,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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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雖然布爾什維克在烏克蘭取得勝利，它仍要對付殘存的國族主義勢力。

1920 年代初期，烏克蘭知識份子在正烏克蘭或俄羅斯政黨中佔有一席之地，加

上他們在革命前普遍反對無產階級，因此被當局視為是階級敵人。242共黨政權

遂推行本土化政策，給予烏克蘭語言文化的發展空間，並提高烏克蘭黨員在共

黨機構的份額。然而，蘇聯統治階層的目的在於，透過包裝於開放的本土化政

策打擊烏克蘭人的政治影響力。該時期顯示出了烏共（布）和俄共（布）之間

的對立。243前者作為後者的附屬組織，雖然在同意社會主義的問題上達成共

識，但就烏克蘭的國族問題，兩者抱有不同的看法。這使得烏共（布）並非完

全遵照中央的政策走向，並積極爭取建立蘇維埃烏克蘭自身的黨政機構。此

外，烏克蘭的宗教群體也對國族運動有所貢獻。由於官方意識形態在於打擊大

俄羅斯沙文主義，俄羅斯東正教會成為當局的首要目標。這使得烏克蘭神職人

員與國族主義者聯手，成立了烏克蘭自主正教會，致力於加強烏克蘭農民的國

族意識與反蘇宣傳。244然而，烏克蘭自主正教會的活動隨著蘇聯政權的穩固而

在 1930 年代遭到取締。 

 

在蘇維埃烏克蘭之外，近代烏克蘭國族主義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波蘭統治

下的加利西亞和沃倫地區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所影響。隨著里加條約簽署後，

西烏克蘭成為波蘭的領土，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活動轉入地下。他們打算建立

一個新組織以同時對抗蘇聯的布爾什維克和波蘭。1920 年，烏克蘭軍事組織

（Ukrainian Military Organization）在布拉格成立，並由民族主義者 Yevhen 

Konovalets 所領導。烏克蘭軍事組織宣布要透過烏克蘭人的革命來實現烏克蘭

 
241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頁 194。 
242 黃曼晴，2016。「1920-1930 年代烏克蘭國族運動」，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58。 
243 同上註，頁 63-64。 
244 同上註，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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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完全統一和獨立。烏克蘭軍事組織在西烏克蘭發起了武裝行動，該組織成

員進行了毀損、縱火和政治暗殺等活動。民族主義者的首要目標是針對波蘭的

佔領當局，因此有許多警察和官員遇害。另外、教育機構人員被視為是輸出波

蘭文化和意識形態的代理人。245
 

 

起初，國族主義者在波屬烏克蘭人中還算少數，因此波蘭政治家嘗試與大

多數烏克蘭人協議在一個國家內和平共存。例如 Tadeusz Hołówko 主張烏克蘭

人的文化自治和削弱波蘭文化的影響力，但他最終仍遭到殺害。246
1926 年，波

蘭將軍 Józef Piłsudski 透過軍事政變成為該國領導人後，政府對烏克蘭人的統治

更趨專制高壓。許多烏克蘭語學校被強制關閉，並改以波蘭語作為教學語言。

烏克蘭語出版物遭到嚴格審查，烏克蘭人甚至無法參與該國的政治事務。如同

波立聯邦時期一般，波蘭人口遷入烏克蘭農村以及對東正教的迫害又再次出

現，使得烏克蘭人開始抵抗華沙當局，烏克蘭國族主義者的勢力逐漸形成。 

 

加利西亞內部的左派烏克蘭人團體主張與蘇維埃烏克蘭進行合作，且他們

的行動受到蘇聯政府的暗地支持，畢竟當局也將波蘭視為眼中釘。而西烏克蘭

右派政治菁英則以國族主義者為代表，他們傾向對蘇聯發動武力抗爭。1929

年，由 Konovalets 所領導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UN）在維也納成立了，

其意識形態來自於 Dmitriy Dontsov 所提倡的完整民族主義（integral 

nationalism）。該思想視種族為最高原則，烏克蘭人必須保持純潔，俄羅斯人、

波蘭人及猶太人等少數民族不允存在於烏克蘭民族內部。Dontsov 批判了 19 世

紀的烏克蘭文化復興，並表達了對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藐視。他認為理性主

義與世界主義已經過時，必須透過激進的革命行動才能創造出新的烏克蘭人。

 
245 Максим Гладких, “ «Наша влада буде страшною!» Украинские националисты устроили 

террор в Польше. Их благословил сам Гитлер, ” Lenta.ru,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s://lenta.ru/articles/2018/09/30/ukrideology4/ (2018),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июл. 3, 2021. 
246 Гладких,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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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Dontsov 也曾在其文章指出，烏克蘭化不應該是由 Stalin 或 Lev Trotsky 所給

予的，而應該是由烏克蘭人自己發起的烏克蘭化。248
Dontsov 的烏克蘭民族主義

與其他民族主義不同的是，他提倡不和敵人進行談話，而是迅速採取激進行

動，以達成國家利益。他的思想演變為後來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十大戒律（The 

Decalogue of a Ukrainian Nationalist）的基礎。249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尤其受

到當時年輕族群的支持，並展開了暴力形式的活動。 

 

二、 戰爭與武裝對抗時期 

1934 年是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的分水嶺，標誌著領導階層的世代交替。新

一代的領導人是 Stepan Bandera。儘管他禁止了恐怖行動，但政治暗殺仍相當普

遍。烏克蘭人 Ivan Babij 和 Yakov Bachinsky 因被懷疑和波蘭人合作而被暗殺，

蘇聯駐利維夫外交官 Andrei Mailov 則因蘇聯 1930 年代發生的饑荒而遭到暗

算，波蘭內政部長 Bronisław Pieracki 則因積極反對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而遇害

身亡。1938 年，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領導人 Konovalets 遭到刺殺，導致烏克

蘭民族主義勢力分裂為兩派，其中一派為較為溫和派，由其戰友 Andriy Melnyk

接管職務，他主張繼續維持 Konovalets 的政策；另一派則是由 Bandera 為代表

的激進派，他主張採取果斷行動，應該徹底消滅猶太人和莫斯科人（moskal）。

250 

 

由於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的活動持續擴大，波蘭政府也開始採取反制措

施。該組織遭到當局禁止，任何與烏克蘭有關的事物都被嚴重破壞，也有眾多

烏克蘭人被毆打或關入集中營。然而，整個事件不但沒有平息，反叛反而愈演

 
247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92-94. 
248 Рубльов, Західноукраїнська Інтелігенція у загальнонаціональних політичних та культурних 

процесах:(1914-1939), 137. 
249 Гладких, “ «Наша влада буде страшною!» Украинские националисты устроили террор в 

Польше. Их благословил сам Гитлер ”. 
250 Гладких,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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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烈。但烏克蘭民族主義的受害者並非只有波蘭人。那些共產主義者、與波蘭

當局合作或甚至不同意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行動的烏克蘭人也成為攻擊的對

象。例如烏克蘭社會活動家 Sydir Tverdokhlib，他進入了瑟姆議會，認為爭取烏

克蘭人的文化和政治權力更為有效。但他也遭到民族主義者槍殺。251激進的烏

克蘭民族主義者不僅殺害了波蘭官員，還有那些不忠於解放運動的烏克蘭人。

1935 年起，波蘭政府決定和另一個有影響力的組織—烏克蘭民族民主同盟

（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Union）開啟合作，其領導人穆迪進入了波蘭的

瑟姆議會。 

 

烏克蘭軍事組織甫成立，便和德國情報部門發展合作關係。二次大戰爆發

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對德國寄予厚望，相信他們會幫助建立烏克蘭人的國

家。因此，民族主義者積極協助德國在波蘭進行顛覆和破壞行動，而德國人也

支持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對蘇聯和波蘭的行動。1930 年代，Konovalets 與納粹黨

領導人 Adolf Hitler 進行了會面，當時也有許多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前往納粹黨校

就讀。烏克蘭人也在德國的培訓機構和情報單位任職。蘇聯外交官 Mailov 被暗

殺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與德國之間的合作也引發蘇聯政府的關注。蘇聯情報

部門派出特務，暗殺了 Konovalets。252 

 

1939 年 9 月，由於德蘇兩國秘密協議入侵波蘭，介入了對西烏克蘭土地的

爭奪。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於 1939 年爆發，蘇聯軍隊很快地進入包含東加利西

亞、西波多利亞以及西沃倫的波屬西烏克蘭地區。當地烏克蘭居民選出了西烏

克蘭民族議會，並該年底宣布加入蘇維埃烏克蘭。當地的烏克蘭報紙被迫停

刊，並開始導入集體農場。加利西亞地區雖然也被併入蘇聯內部，卻獲得了相

對開放的統治。全部教會並未遭到取締，烏克蘭語也沒有被完全限制。由於無

 
251 Гладких, Ibid. 
252 Гладких,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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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正面對抗蘇聯政府，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轉入地下。253到了隔年，紅軍又佔領

了北布科維納與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地區，並將其併入蘇維埃烏克蘭。不

願受到蘇聯統治的烏克蘭人逃到了德國佔領區。在納粹政權的支持下成立了烏

克蘭中央委員會，作為當地烏克蘭人的自治政府。然而，德國人有自身的考

量。他們訓練烏克蘭祕密警察，容許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激進派的活動，並

吸收他們加入對蘇的戰事當中。254 

 

納粹德國於是在 1941 年對蘇聯發起軍事進攻。佔領利維夫的德軍受到當地

烏克蘭人的歡迎，視其為蘇聯統治的解放者。很快地，與德國當局合作的烏克

蘭民族主義者組織激進派也宣布了成立獨立的烏克蘭國家，其領導人為

Yaroslav Stetsko。烏克蘭希臘天主教宗 Andrey Sheptytsky 也對此事表示支持。

然而，西烏克蘭人獨立建國的嘗試到頭來並未成功。德國人隨後逮捕了烏克蘭

民族主義者組織激進派領導人 Bandera 和 Stetsko，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溫

和派民族主義者也在日托米爾遭到刺殺。不僅如此，納粹德國還對其烏克蘭佔

領區內進行屠殺活動。佔領當局還下達搜捕和處決共產黨員、吉普賽人與猶太

人的命令，而也有當地的烏克蘭人與德軍通敵，協助完成該任務。最為駭人的

為 1941 年 9 月發生的娘子谷大屠殺（Babi Yar Massacre）。烏克蘭人的處境也十

分嚴峻，不僅建立只服務德國人公共設施，佔領當局還接管了集體農場，打算

將烏克蘭改造成農業殖民地。此外，更有超過 200 萬烏克蘭工人被強制遣送去

德國進行勞動服務，他們被稱為客籍勞工（guest worker）。基本上，納粹德國

實施的是政治恐怖和經濟剝削的政策，這使得西烏克蘭人決定轉向蘇聯。255 

 

德國佔領區的烏克蘭人開始進行反抗。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激進派不僅

 
253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107. 
254 王承宗，烏克蘭史—西方的梁山泊，頁 151-53。 
255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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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了烏克蘭起義軍（Ukrainian Insurgent Army）與德軍作戰，同時還對佔領區

內的非烏克蘭裔（尤其是波蘭人）進行血腥屠殺。256隨著德軍在德蘇戰爭中逐

漸敗退，紅軍在庫爾斯克戰役中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並收復烏克蘭土地。到了

1944 年 10 月，包括加利西亞、沃倫、北布科維納以及外喀爾巴阡地區等西烏

克蘭地區已全部被納入蘇聯，並交由蘇維埃烏克蘭進行管轄。即便烏克蘭仍舊

未能獲得獨立地位，需要聽命於莫斯科的共黨統治菁英，但長久以來各國分治

的烏克蘭領土終究得以統一。Stalin 也特別為蘇維埃烏克蘭成立了虛有其表的國

防部和外交部，並藉此讓該國在聯合國中獲得席次。不過，西烏克蘭人對蘇聯

的支持並沒有持續很久，他們先前從未經歷過布爾什維克的統治，而共產黨控

制了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此外，蘇聯政府也著手修復戰爭中被摧毀

的東烏克蘭工業建設。在西烏克蘭，如同 1928 年一樣，當局實施了五年計畫，

並恢復了農業集體化，但其嚴重程度較 1932-1933 年的東烏克蘭輕微。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活動轉入地下，但他們

並未放棄發起武裝對抗。這次政府當局在西烏克蘭部署維安部隊，並取締了當

地的希臘天主教會與烏克蘭獨立教會。烏克蘭起義軍在英美兩國的秘密協助

下，繼續對蘇聯發起襲擊。莫斯科當局流放了超過 20 萬名西烏克蘭的烏克蘭民

族主義者，並鎮壓反蘇意識形態的烏克蘭人，以清除西方和民族主義之影響。

但到 1950 年代初期仍有零星的破壞活動。由於蘇波兩國曾協議交換雙方在二戰

時期的戰俘，烏克蘭起義軍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份子趁機來到波蘭東南部

地區進行活動。1947 年，波蘭在維斯瓦河行動（Operation of Vistula）中將烏克

蘭民族主義者強制遷往該國東北部前德國領土，以消減其勢力。儘管蘇維埃政

 
256 該事件又被稱為沃倫與東加利西亞波蘭人大屠殺（Massacres of Poles in Volhynia and Eastern 

Galicia），詳細資訊請參見 Sara Aridi, “Recovering the Memories of a 1943 Massacre in Eastern 

Europe,” The New York Times, available at: https://www.nytimes.com/2019/05/21/lens/poland-

ukraine-volhynia-massacre.html?auth=-google1tap (2019), accessed: Nov. 2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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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已在西烏克蘭建立起來，它卻是蘇維埃烏克蘭境內俄羅斯化最低的地區。257 

 

三、 解凍與開放時期 

Khrushev 執政時期，烏克蘭經歷了一系列積極的改革。許多烏克蘭人不僅

被提拔至蘇共的領導階層，中央也將經濟權力下放，讓蘇維埃烏克蘭在內部經

濟方面享有一定程度的決策權。烏克蘭知識份子如 Skrypnyk 的名聲得以在此時

平反，而參與國族主義活動的政治犯也獲得釋放。258
1960 年代起，蘇聯開始出

現異議份子或持不同政見者所組織的團體。他們公開批評共黨的政策，並要求

政府給予更多公民、宗教和民族權利。259當時在蘇維埃烏克蘭最主要的異議團

體為六十年代人（Sixtiers），其成員大多是在 Stalin 的大清洗、偉大的衛國戰爭

（Great Patriotic War）和 Khrushev 解凍的背景下所成長的一批年輕知識份子。

該團體的代表人物包括詩人 Vasyl Symonenko、作家 Valeriy Shevchuk 以及文學

評論家 Ivan Dziuba 等。Dziuba 著有《國際主義或俄羅斯化？》（« 

Internationalism or Russification? »），他在其中抨擊蘇聯政府的俄羅斯化政策，

並呼籲恢復 Lenin 時期的民族政策。該著作成為當時蘇維埃烏克蘭的持不同政

見者當中之熱門作品。260六十年代人雖然認同共產主義的理念，但反對政府的

專制統治，希望在文化領域取得發展空間。然而，共黨當局不接受他們的訴

求。第一批烏克蘭異議份子在 1965-1966 年間遭到逮捕或審判，卻沒有阻止他

們對自由的追求。 

 

1963 年至 1989 年的兩位烏克蘭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 Petro Shelest 與

Volodymyr Shcherbytsky 。這兩位領導人不僅在統治風格上有出路，甚至可以視

 
257 Ibid., 110-12. 
258 Ibid., 112. 
259 王承宗，烏克蘭—西方的梁山泊，頁 157。 
260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11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at_Patriotic_War_(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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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蘇維埃烏克蘭認同的兩種模式。261首先上台的是 Shelest，他爭取讓蘇維埃

烏克蘭的經濟得到更多發展，並公開支持烏克蘭語言及文化傳統。在該位共黨

書記所營造的開放環境下，烏克蘭知識份子與作家被鼓勵發表自己的觀點和創

作。然而，謝列斯特的政治目標不被 Brezhnev 政權所採納。1972 年，Shelest

因過度放縱民族主義以及煽動地方主義的罪嫌而遭到中央撤職，並換上了

Shcherbytsky 接管其職務。262他上任後開始整頓烏克蘭國族主義者，其中也包括

了 Shelest 的支持者。Shcherbytsky 堅守蘇共中央的俄羅斯化與國際主義路線，

認為有必要讓蘇維埃烏克蘭的經濟回到克里姆林宮的管理之下。263 

 

到了 1970 年代初期，蘇維埃烏克蘭對知識份子的鎮壓行動更加擴大。烏克

蘭文化復興的主張被視為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並受到秘密警察的監視。264

烏克蘭的異議份子佔了全蘇聯政治犯的大多數，其中許多人在 1980 年代末期得

以被釋放，出獄後積極推動烏克蘭的獨立運動。1975 年，蘇聯簽署了赫爾辛基

協議（Helsinki Accords），必須保障該國言論自由與人權之發展。隨後，以

Mykola Rudenko 為首的活動家成立了烏克蘭赫爾辛基團體（Ukrainian Helsinki 

Group），旨在監督蘇聯政府兌現其承諾。265儘管有許多烏克蘭知識份子，但其

影響力幾乎微乎其微。到了 1980 年代，蘇聯又經歷了自由開放的時期。

Gorbachev 執政時期的公開性、重建（perestroika）與民主化，為整個蘇聯帶來

一股新氣象。政府鼓勵人民究責 Stalin 的罪刑，也允許人民表達對國家的不

滿。蘇維埃烏克蘭的知識份子和民族共產主義者對當局提出下列要求： 

⚫ 譴責 Stalin 對烏克蘭的所有罪刑 

⚫ 恢復在 Stalin 時期和停滯時期受到迫害的作家和知識份子之地位 

 
261 Yekelchyk, Ukraine: Birth of a Modern Nation, 159. 
262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113-14. 
263 王承宗，烏克蘭—西方的梁山泊，頁 157。 
264 同上註。 
265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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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復民族共產主義領導人 Shelest 的身份 

⚫ 恢復左派烏克蘭愛國政黨的聲譽 

⚫ 恢復被鎮壓的烏克蘭自主正教和烏克蘭希臘天主教會之地位 

⚫ 對所有犯下反人類罪刑的人進行審判 

⚫ 刪除史書中任何美化 Stalin 以及沙俄擴張主義之內容 

⚫ 改革高等教育中的俄羅斯化 

 

1980 年代下半，在政治開放的背景下，波羅的海的加盟共和國率先發起保

護其民族語言及擴大文化自主的運動，並逐漸擴散到整個蘇聯境內。266相較於

發展迅速波羅的海民族，烏克蘭在公開性下的國族運動發展是漸進式的。1986

年，車諾比核電廠（Chernobyl Nuclear Power Plant）發生爆炸，導致放射性物

質洩漏。政府對該事件的冷處理與消極態度，引發人民極度不滿。人為事故演

變成政治危機，很快地，蘇維埃烏克蘭爆發了首次大規模的國族主義運動。267

經過車諾比的事件後，異議人士和文化知識份子認為，蘇共統治階層所提倡的

國際主義和人民友誼只不過是同化和俄羅斯化烏克蘭人的偽裝，旨在延續烏克

蘭的殖民順從地位。他們強力譴責蘇聯政府的人民友誼神話，認為它是一場騙

局。268 

 

蘇維埃烏克蘭的新聞媒體也開始涉及長期以來被當局禁止的話題，包括對

歷史空白點以及受到政府忽視或壓制的歷史事件和人物，文化知識份子也要求

重新出版被禁的前蘇聯歷史學術著作。如果沒有外部援助，烏克蘭國族運動的

擴大以及在廣大民眾中宣傳其意識形態是不可能的。烏克蘭海外移民也參與了

蘇維埃烏克蘭的國族運動進程。他們通常會將秘密出版物翻譯後，再走私進蘇

 
266 Ibid., 121. 
267 Ibid., 122-23. 
268 Kuzio, "Stalinism and Russian and Ukrainian National Identities," 2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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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埃烏克蘭，抑或是利用外國資源，播放廣播給該國民眾收聽。Kuzio 提及，

若海外移民欲在祖國發揮影響力，則必須滿足兩種因素：祖國的政治不穩定以

及與反對派活動家結盟。269 

 

1980 年代末期在蘇維埃烏克蘭成立的社會運動團體，大多以追求在蘇聯內

部更大程度的文化表達與民主自治。對於追求烏克蘭獨立的想法被視為過於激

進，僅得到部份國族主義者的支持。然而在 1988 年，烏克蘭赫爾辛基聯盟

（Ukrainian Helsinki Association）成功註冊，是蘇維埃烏克蘭第一個具有明顯政

治訴求的公眾組織。該組織由獲釋的政治犯所組成，其中許多人曾是 1970 年代

中期創立的烏克蘭赫爾辛基團體的成員。在 Levko Lukyanenko 的領導下，烏克

蘭赫爾辛基聯盟以恢復烏克蘭的主權，保障烏克蘭人民的民族和人權為目標，

並希望將蘇聯改革成一個真正的國家聯盟。烏克蘭赫爾辛基聯盟作為烏克蘭國

族運動的領路人，隨後成立了眾多社會團體，並共同組織成人民陣線。270國族

運動的推動進程遭遇中央政府的激烈抵抗。當局不敢輕忽正在崛起的國族力

量，並透過新聞媒體的攻擊和抹黑，甚至會逮捕參與國族主義者運動的民眾。 

 

1989 年標誌著蘇維埃烏克蘭的國族運動進入了廣泛政治化的階段，眾多烏

克蘭人都被動員起來，並呼籲蘇聯中央進行改革。271該年 2 月，烏克蘭作家協

會（National Writers' Union of Ukraine）發起了成立烏克蘭人民運動（People's 

Movement of Ukraine，烏克蘭語中稱為 Rukh）之草案，旨在發展烏克蘭脫離蘇

聯獨立，並支持 Gorbachev 的民主化和烏克蘭各民族的權力。Rukh 的代表在 3

月份舉行的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中取得若干席次，儘管蘇聯共產黨仍佔多數，但

Rukh 聲勢日漸壯大。該年 9 月，Rukh 舉行了正式成立大會，選出了以 Ivan 

 
269 Ibid., 295. 
270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124-26. 
271 Ibid.,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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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ch 為首的領導階層。另一方面，由於當地的工作環境與經濟條件不斷惡

化，加上莫斯科當局多年來的忽視與無作為，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礦工工

人也在該年 7 月發動罷工。鑒於歷史因素，烏克蘭的頓巴斯是烏克蘭國族主義

最無法觸及的地區之一。即便每個群體關心的議題與意識形態不盡相同，如今

西部地區的烏克蘭國族主義者與東部地區的都開始響應 Rukh 的國族運動。272
  

 

1990 年 3 月舉行了烏克蘭最高蘇維埃選舉，40 個獨立團體所組成的民主集

團（Democratic Bloc）。民主集團在西部的加利西亞地區議會中取得多數席次，

打破了共產黨對烏克蘭政治權力的壟斷。該年 7 月 16 日，烏克蘭最高蘇維埃通

過主權宣言，朝向獨立更邁進一步。此時，Gorbachev 對重新建立一個新的蘇

維埃聯邦的嘗試已為時已晚。1991 年 8 月發生了影響烏克蘭獨立的決定性事

件。共黨反對派強行發動政變失敗，軍隊與民主派皆倒向蘇維埃俄國領導人葉

爾欽。8 月 24 日，烏克蘭最高蘇維埃通過獨立宣言，烏克蘭正式成為一個主權

獨立的國家。273隨後於 12 月 1 日舉行了全民公投，高達 91%人贊成烏克蘭獨

立，進一步鞏固獨立宣言的法理地位，而前烏克蘭最高蘇維埃主席 Leonid 

Kravchuk 也被選為新興國家獨立後的首位總統。274此時的蘇聯已經分崩離析。

作為創始會員國的其中三國—俄羅斯、白俄羅斯與烏克蘭領導人共同簽署了阿

拉木圖宣言，正式宣布蘇聯的終結。 

 

 
272 Ibid., 129. 
273 Ibid., 131-36. 
274 Історична Правда, “ 20 Років Референдуму на підтвердження Акту незалежності. Підсумки, ” 

режим доступу: https://www.istpravda.com.ua/articles/4ed73af88b240/ (2011), останній перегляд: 

вер. 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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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節 

 

本章以歷史發展、民族和語言政策以及烏克蘭國族主義三個面向來分析蘇

聯時期的烏克蘭國族認同。在結束奧匈與俄羅斯帝國統治後，烏克蘭人有機會

建立自己的國家，但革命的動盪使其最終以加盟共和國的地位加入蘇聯。在接

下來將近 70 年的時間裡，烏克蘭雖未獲得真正的國家地位，但其國族認同已較

上個世紀更加成熟。由於受到波羅的海加盟共和國的啟發，加上自身國族運動

的推波助瀾下，烏克蘭最終走向獨立。 

 

整個 20 世紀對烏克蘭而言，即是國族認同從萌芽到開花結果的一個過程。

蘇聯時期的烏克蘭國族認同是在官方政策（政府-人民）、國族主義運動（人民-

政府）以及文化創作（人民-人民）的交互過程中不斷建構，三者彼此之間互相

影響。該時期的烏克蘭國族認同主要呈現三種發展趨勢，一種是爭取在政治、

經濟和文化方面的自治的烏克蘭認同；一種是傾向和俄羅斯進行融合的俄羅斯

認同；而另一種是蘇聯體制下出現，秉持著社會主義與民族友好的蘇聯認同。 

 

然而，烏克蘭並未解決歷史長久以來所遺留的問題。烏克蘭做為一個烏克

蘭人的政治共同體，各地區（尤其是東部與西部地區）的分歧現象仍然顯而易

見，甚至還朝向了認同地區化的趨勢。這最能夠體現在語言和經濟方面。因

此，即便民族國家已經形成，面對未來的國族建構，烏克蘭還有許多問題尚待

處理。下一章將會探討蘇聯瓦解後的烏克蘭國族認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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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後共時期之烏克蘭國族認同演變 

 

本章將後共時期烏克蘭的國族認同發展分為三個時期進行探究。首先是烏

克蘭獨立初期。鑒於蘇聯統治的深刻影響，烏克蘭呈現出高度的分裂和異質狀

態，一個烏克蘭國族仍尚未形成。因此，掌權的政治菁英著手進行國族建構。

烏克蘭首位總統 Kravchuk 推行了激進的去俄羅斯化，疏遠該國東部與南部的俄

語人口。繼任的 Kuchma 更加關注經濟議題並發展多向量外交，使烏克蘭搖擺

在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由於寡頭政治與於經濟轉型的失敗，人民對國家地位的

支持減弱。其次是認同政治時期。由於語言、歷史、宗教、國族認同等方面的

分裂被政治人物所操作，烏克蘭陷入了認同政治的局面。2004 年的總統選舉標

誌著烏克蘭認同分裂的最高峰。選舉舞弊促使人民走上街頭，西部地區發起了

公民政治動員，導致橙色革命的發生。代表烏克蘭民族主義的 Yushchenko 與代

表東斯拉夫國族主義的 Yanukovych 在政治場域較勁。Yushchenko 雖在橙色革

命中獲勝，但因未兌現改革承諾，使 Yanukovych 得以執政。然而，他對國家權

力的壟斷與親俄政治轉向在 2013 年底爆發，導致親歐盟示威運動的發生。最後

是後親歐盟示威運動時期。即使烏俄關係的惡化與戰爭為烏克蘭帶來動盪，但

同時也打破其矛盾現狀。國族認同經過革命與危機事件得到了公民因素的鞏

固，後續發展也更為穩定，愈來愈多人認同烏克蘭國家與烏克蘭國族的概念。 

 

第一節 獨立初期的國族建構 

 

蘇聯的獨裁極權統治對 1991 年後出現的東歐新興國家產生根深蒂固的影

響，尤其是共產政權所遺留下來的制度與意識形態，被視為是該區域在經濟發

展、政治開放度、外交政策、社會福利與民族衝突等現象的主要解釋。蘇聯時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737

 

96 
 

期，各加盟國的經濟、政治甚至社會制度皆緊密相連。這使得該國面臨崩解

時，做為其行政組成的烏克蘭並不具備一個完整國家該有的條件。275烏克蘭前

總統 Leonid Kravchuk 曾表明，該國獨立後最迫切需要的任務便是進行國族建

構。這也同時表明了，即便烏克蘭獲得了獨立地位，但它仍稱不上是一個國族

國家，其邊界內部並沒有形成一個現代國族或統一的政治共同體。276因此，後

共時期的烏克蘭政治菁英必須面對，在蘇維埃烏克蘭的基礎上進行國族建構的

問題，其首要任務便是如何處理蘇聯遺續。該國不僅繼承 20 世紀初烏克蘭人民

共和國和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遺續，還要面對俄羅斯做為國族認同

概念中他者的角色。因此，烏克蘭政治菁英必須將這些遺續內化到這個新興國

家當中，使其獨立地位成為眾人所接受的現實。
277
 

 

在國際層面，烏克蘭積極與俄羅斯進行切割並推廣自身的國家地位。由於

蘇聯時期克里姆林宮把持著全聯盟的經濟，獨立後的烏克蘭以建立經濟自主權

為目標，拒絕加入俄羅斯主導的獨立國家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以下稱獨立國協）。1992 年，烏克蘭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建議下退出了盧布區，並開始使用烏克蘭庫邦

（karbovanets）作為國內之交易單位。後共時期的外交政策也是執政當局關注

的要點。外交政策做為國族認同的保護者或基石，為政治菁英提供了一個動員

群眾和政治凝聚力的工具，有利其尋求政治合法性。278
Kravchuk 執政時期基本

上只專注於外交政策，以提高烏克蘭在國外的知名度來獲得國內的支持。他要

求公平地分配前蘇聯的資產，根據國際法承認烏克蘭的獨立地位，並建立一支

烏克蘭軍隊。279烏克蘭於 1990 年代嘗試在歐洲與俄羅斯之間取得平衡。一方

 
275 Igor Torbakov, "Ukraine: Vagaries of the Post-Soviet Transition," Demokratizatsiya 8, no. 4 (2000): 

461. 
276 Taras Kuzio, Ukraine: State and Nation Build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1. 
277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142. 
278 Prizel,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Nationalism and Leadership in Poland, Russia and 

Ukraine, 19. 
279 Ibid.,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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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該國想要加強歐洲認同，並以此作為其融入歐洲機構的條件。280另一方

面，該國仍無法完全脫離與俄羅斯的經貿與安全方面的合作關係。烏克蘭採取

的便是一種多向平衡的外交路線，這在 Kuchma 執政時期尤其明顯。他樂見烏

克蘭與俄羅斯以及獨立國協成員國發展密切關係，但同時也聲稱要捍衛烏克蘭

認同。281 

 

在國內層面，烏克蘭則是實施去俄羅斯化和烏克蘭化政策。由於俄羅斯語

言與文化在蘇聯時期佔有優勢地位，後共時期旨在恢復烏克蘭語言的使用與官

方地位，並重建烏克蘭國族文化之內涵。282
Kravchuk 也支持使用烏克蘭傳統的

藍黃色國旗、象徵基輔羅斯時期的三叉戟國徽以及國歌《烏克蘭尚未滅亡》（« 

Shche ne vmerla Ukrainy i slava, i volia »）。283然而，Kravchuk 執政時期並未對國

家進行民主化轉型，而是延續蘇聯時代的共黨統治模式。他將權力集中到自身

控制的行政機關，並打擊議會中的反對派。1994 年，烏克蘭舉行了第二次總統

大選與議會選舉。鑒於在經濟與政治方面的無作為，Kravchuk 試圖將自身塑造

為國族建構者的形象以吸引國族主義者的支持，但終究不敵提倡發展經濟的

Leonid Kuchma。新任領導人主張和俄羅斯建立更緊密的關係，並支持將俄語做

為國家的官方語言。然而，Kuchma 上任後，政治方面的權力濫用情況沒有得

到好轉，反而變得更加威權。他施加壓力，讓烏克蘭最高議會（Verkhovna 

Rada）在 1996 年通過新的國家憲法，賦予總統相當大的權力。284在經濟議題

上，雖然 Kuchma 提出了激進的經濟改革政策，但連帶也助長了裙帶資本主義

的發展，導致烏克蘭出現一批寡頭干預該國的政治。285由於嚴重的經濟衰退和

惡劣的政治環境，到了 1990 年代末期，烏克蘭人對獨立的支持已普遍下降。 

 
280 Burant,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Identity: A Comparison of Ukraine and Belarus," 1128. 
281 Ibid., 1138. 
282 倪世傑，「倪世傑：蘇聯解體 25 年，樓從哪裏開始歪了？」，端傳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1226-opinion-nee-sovietunion25/ (檢索於 2021 年 8 月 29 日)。 
283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142-43. 
284 Ibid., 146. 
285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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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獨立初期的國族建構體現在歷史、語言、宗教與國族認同等幾個方

面： 

 

一、 歷史方面 

除了與俄羅斯劃清界線之外，該國也試圖從前帝國加諸的歷史框架中重拾

過去，並藉此創造或恢復有助於鞏固當代國族認同的歷史學。286集體記憶與國

族歷史學的恢復對建立相對於他者認同的重新確認密切相關。如果未能建立起

不同於前帝國的歷史學，或甚至繼續沿用其歷史學，便無法達成國族建構之目

的。287自烏克蘭成為獨立國家以來，歷史學家 Hrushevsky 的史學觀點成為官方

路線的主要參考。288由於俄羅斯帝國和蘇聯地的歷史學概念中否定了烏克蘭的

獨立性和民族地位，烏克蘭執政菁英將國族歷史的教學和普及納入國族建構過

程的一部份。烏克蘭國族歷史學包含了七項重點：289
 

1. 基輔羅斯被定義為是一個原始烏克蘭國家或烏克蘭人佔多數的國家。三

叉戟國徽與赫里夫尼亞（hryvnia）貨幣也是最早在烏克蘭被使用的。 

2. 佩列亞斯拉夫條約的簽訂不再被視為是兩個民族分支的重新統一，而是

聯邦結盟，其原因是波立聯邦不願承認魯塞尼亞人為其夥伴。 

3. 俄羅斯帝國的統治對烏克蘭人是負面的，導致了農奴制的出現、菁英的

喪失與去民族化。 

4. 奧匈帝國的統治對烏克蘭人是正面的，開放的政治環境為烏克蘭的國族

建構提供有利的條件。 

5. 1917 年至 1921 年間出現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指導局和黑特曼政權被

 
286 Taras Kuzio, "History, Memory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Post-Soviet Colonial Space," 

Nationalities Papers 30, no. 2 (2002): 241. 
287 Ibid., 247. 
288 Kuzio, Ukraine: State and Nation Building, 198-229. 
289 "History, Memory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Post-Soviet Colonial Space," 2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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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是國族建構的合法嘗試。 

6. 史達林主義是對烏克蘭語言、文化和菁英的直接攻擊，且 1932 年至

1933 年間發生的烏克蘭大饑荒被視為是人為造成的，是種族滅絕。 

7.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烏克蘭起義軍被描繪成與納粹和蘇聯進行對抗。 

 

二、 語言方面 

語言使用被視為是影響國族建構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由於蘇聯時期對烏克

蘭語言文化造成嚴重破壞與限制，大量的主體民族被俄羅斯化或雙語化。

290
1989 年，蘇維埃最高蘇維埃通過了《關於蘇維埃烏克蘭語言法》，打破了烏克

蘭語的次等地位。自該國獨立以來，Kravchuk 便不斷強調烏克蘭語在政治和認

同建構中的作用。他推行了一項要求烏克蘭總統必須了解烏克蘭語的法令，並

造成了長期性的效果。其繼任者 Kuchma 來自烏克蘭東部，他不僅在競選期間

開始學習烏克蘭語，在發表公開講話時也繼續說烏克蘭語，儘管並非完全正

確。291
1996 年頒布的國家憲法第 10 條也明文規定，烏克蘭之國家語言為烏克蘭

語，並確保其在整個烏克蘭領土內任何社會生活領域之全面發展與運作，而俄

語則被列為少數語言之地位。1998 年開始引入的教育法案又近一步鞏固烏克蘭

語的使用，越來越多學校改以烏克蘭語做為教學語言。烏克蘭語逐漸成為烏克

蘭認同的標誌。292在 1990 年代，烏克蘭語被視為是國家獨立的主要象徵，是區

分其民族群體與他者的主要工具。執政當局的目標是不惜一切代價與俄羅斯保

持距離。烏克蘭語成為民族化政策的工具之一。293 

 

後共時期烏克蘭的語言環境大致上由俄語、烏克蘭語和兩者的混合版本—

 
290 Ibid., 250. 
291 Polese,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Ukraine: Was It Really Nation-Building?," 41. 
292 Ibid., 42. 
293 Лилия В. Томайчук, "Язык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текст,"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добрососедских этноконфессиан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ё как одна из важнейших задач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13): 1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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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俄語（surzhyk）294組成。在烏克蘭，很多時候人們可以根據交流方式、領

域、對話者的不同來選擇不同的語言。他們經常從一種語言轉換到另一種語

言，甚至結合兩種語言進行溝通。295烏克蘭語的語言分界線傳統上是以說烏克

蘭語的西部和說俄語的東部、南部地區來做劃分。雖然這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概

括性，但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在東部的哈爾基夫、蘇梅、聶伯彼得羅夫斯克

和札波羅結，當地人在烏克蘭語和俄語之間做轉換比只使用一種語言更為常

見。296烏俄語的主要特點是不服從或不理解烏克蘭和俄羅斯標準語的語言規

範，並可能消除兩者之間的語言邊界（language boundary）。因此，在當代烏克

蘭活動家當中，強調烏克蘭和俄羅斯語需要有明確的界限是十分重要的。烏俄

語的規範破壞功能是烏克蘭民族主義語言意識形態中對其普遍持負面態度的原

因之一。297此外，雖然烏克蘭語和俄語在公共領域佔據主導地位，但烏克蘭內

部還存在如外喀爾巴阡州的匈牙利語，車尼夫契州的羅馬尼亞語，敖得薩州的

保加利亞語和利維夫州的波蘭語等少數民族語言，他們對歷史和國家文化的理

解也更加多樣化。298 

 

三、 宗教方面 

後共時期烏克蘭的宗教環境也表現出不同地區與民族的分歧性特徵。烏克

蘭獨立初期，屬於東正教會的有 UOC-MP、UOC-KP 和 UAOC，尤其後兩者自

稱是烏克蘭東正教傳統的繼承者。299西部地區則是由希臘天主教會佔有主導地

 
294 本文討論的 Surzhyk 指的是廣泛的俄羅斯-烏克蘭混合語言形式，被視為一種非標準語言的

變種。烏俄語的出現可以追溯至 18 世紀末，當時烏克蘭農民越來越多地接觸到講俄語的環境。

隨著烏克蘭東部的快速工業化與俄羅斯人的移民潮，當地的烏克蘭人開始加入俄語詞彙，並演

變成今日的烏俄語。 
295 Volodymyr Kulyk, "The Age Factor in Language Practices and Attitude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Ukraine's Bilingualism," Nationalities Papers 43, no. 2 (2015): 287. 
296 Niklas Bernsand, "Surzhyk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Ukrainian Nationalist Language Ideology," 

Berliner Osteuropa-Info 17 (2001): 38. 
297 Ibid., 40. 
298 Nadiia Bureiko and Teodor L. Moga, "The Ukrainian–Russian Linguistic Dyad and Its Impact on 

National Identity in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71, no. 1 (2019): 141-42. 
299 Krindatch, "Religion in Postsoviet Ukraine as a Factor in Regional, Ethno-Cultural and Political 

Diversity,"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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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則是信奉伊斯蘭教。西部地區的居民普遍擁有宗教信

仰，並時常到教堂禮拜。當地宗教也與烏克蘭民族主義也有著緊密的關聯。烏

克蘭宗教信仰的程度由西向東和向南逐漸遞減。居住在東部和南部的人口大多

不信奉宗教。300這個現象被解釋為，由於蘇聯時期西部以外的烏克蘭地區受到

共產主義無神論的影響時間相較長，使得宗教信仰程度也相對較低。烏克蘭東

部有宗教信仰的人則幾乎信奉東正教。該地區東正教信徒幾乎屬於烏克蘭東正

教會莫斯科牧首區。烏克蘭西部的居民總體上更有宗教信仰，對個人的宗教歸

屬有深刻的認識。值得一提的是，加利西亞的人口在宗教上是異質的，該地區

位於 UOC-MP、UOC-KP、UAOC、希臘天主教會和羅馬天主教會的交會點。

在今日的烏克蘭西部，加入這些教會不僅是反映出個人的宗教觀點，在某種程

度上也代表了民族文化認同和個人政治取向的標誌。301
 

 

四、 國族認同方面 

做為國族建構中的核心，國族認同對獨立的烏克蘭至關重要。由於烏克蘭

往往被過度簡化為俄羅斯帝國或蘇聯歷史上的一部份，使得在探討後共時期烏

克蘭的國族認同時，容易傾向以聶伯河做為一條非正式邊界，將該國區分為西

部與東南部兩個認同陣營。然而，烏克蘭實際上是由俄羅斯帝國、鄂圖曼帝國

以及奧匈帝國的邊緣（peripheries）共同組成，同時也和中歐、黑海地區國家密

切相關。302因此，該國稱不上是一個完全同質的政治體，而是如同拼圖一般地

被拼湊到一起。Sarah Birch 甚至將烏克蘭分為五個獨立的歷史地區。303每個地

區都有不同的歷史經歷，西部的烏克蘭人大部份時間都位於波蘭和奧匈帝國的

 
300 Gee, "Geography, Nationality, and Religion in Ukraine: A Research Note," 385-86. 
301 Krindatch, "Religion in Postsoviet Ukraine as a Factor in Regional, Ethno-Cultural and Political 

Diversity," 50. 
302 Roman Szporluk, "Ukraine: From an Imperial Periphery to a Sovereign State," Daedalus 126, no. 3 

(1997): 88. 
303 Sarah Birch, "Interpreting the Regional Effect in Ukrainian Politics," Europe-Asia Studies 52, no. 6 

(2000):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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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之下，烏克蘭國族意識較為發達。該地區也大多居住烏克蘭族，語言以烏

克蘭語為主。東部與南部的烏克蘭人則是長時間位於俄羅斯人的統治之下，當

地的國族認同相當複雜。該地區以俄裔人口佔大多數，語言以俄語或烏俄語為

主。304儘管大多數人在 1991 年選擇獨立，但唯有西烏克蘭人和基輔的知識份子

才是國族運動的主要推動者。Yaroslav Hrytsak 認為，透過對後共時期的利維夫

和頓涅茨克這兩個位於光譜極端的代表城市進行研究，能夠更深刻了解烏克蘭

的國族認同動態。305 

 

後共時期的烏克蘭究竟存在多少種國族認同？不同學者的分類方式不盡相

同。最常見的是將烏克蘭的認同問題置於非烏克蘭即俄羅斯的二元框架之下。

然而，這種方法低估了國族認同的複雜性，而且這兩大群體內部也遠非同質。

另外，也必須考慮到前蘇聯國家多半都擁有混和式的國族認同，這要歸咎於蘇

聯時期的民族政策，旨在透過民族通婚和文化同化來模糊民族之間的差異性，

以建構單一的蘇聯人。因此，光是在頓巴斯這樣的民族混雜地區，後共時期至

少存在了烏克蘭認同、俄羅斯認同、蘇聯認同以及俄烏混和認同。個體在面臨

自我認同的選擇時，可能面臨四種自我認同途徑：306 

1.對一種民族產生強烈認同； 

2.同時對兩種民族產生穩定的雙民族認同； 

3.對兩種民族產生邊緣性認同，在其中搖擺不定。可能導致拒絕任何民族

選擇，或勉強過渡到其中一種認同； 

4.強烈認同一個包含多民族群體的泛民族認同，如蘇聯認同。 

 

根據 1993-1994 年進行的全烏克蘭社會學調查，57%的烏克蘭成年人口認

 
304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152. 
305 Yaroslav Hrytsak, "National Identities in Post-Soviet Ukraine: The Case of Lviv and Donetsk,"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22 (1998): 264. 
306 Pirie,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Ukraine," 10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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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是完全的烏克蘭人，而 11%的人認為自己是完全的俄羅斯人。另有 25%

至 26%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同時是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這種雙民族認同的人數

主要集中在烏克蘭的東部和南部地區。307居住在頓巴斯的大多數人口都將其定

義為一個與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有聯繫的特殊社群，而不僅僅是一個烏克蘭地

區。308另外，後共時期的烏克蘭存在有四種語言族裔群體，分別是烏語烏克蘭

族、俄語烏克蘭族、俄語俄羅斯族以及烏語俄羅斯族。309
Hrytask 在 1994 年進

行的關於利維夫和頓涅茨克的國族認同調查結果顯示，在烏語烏克蘭族群體中

有 92%的人認為自己是烏克蘭人。利維夫和頓涅茨克的俄語烏克蘭族則是平均

分為俄羅斯認同和蘇聯認同（各佔 44%），而只有 7%認為自己是烏克蘭人。在

這兩個城市的俄語俄羅斯族群體中，更多的人自我認同為俄羅斯人（47%）而

非蘇聯人（39%）。在最小的語言族裔群體，即烏語俄羅斯族中，俄羅斯人和其

他認同是更為偏好的選擇（各佔 31%），烏克蘭人和蘇聯認同則各佔 19%。 

 

俄羅斯語言和文化在烏克蘭東部和南部的主導地位除了可能導致直接的俄

羅斯化或雙民族認同，也可能導致民族邊緣化或對民族選擇的漠視。這是因為

個體一方面會被混和家庭的紐帶吸引，另一方面則會被語言的文化紐帶吸引。

310根據 Pulse 組織的一項研究顯示，在敖得薩有相當多人口，尤其是擁有俄羅斯

認同的人，時常處於從薄弱的俄羅斯認同轉向俄羅斯/烏克蘭混合認同，或甚至

是向世界主義的認同過渡的狀態。搖擺不定的邊緣化認同在敖得薩是相當普遍

的現象。這類型的人很可能一開始就對俄羅斯認同維持脆弱的連結，例如本身

不具備任何俄羅斯遺產的人。由於在蘇聯時代，俄羅斯的國籍比其他民族更有

社會聲望，選擇俄羅斯認同是許多個體的明顯選擇，儘管實際上他們的自我認

同可能是邊緣化認同或蘇聯認同。然而，鑒於烏克蘭新的政治現實，俄羅斯認

 
307 Ibid., 1087. 
308 Е. В. Віленська & В. І. Поклад, “Національно-культурні орієнтації мешканців Луганської 

області,” Філософська і соціологічна думка, no. 4 (1993): 53-54. 
309 Pirie,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Ukraine," 1081. 
310 Ibid.,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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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吸引力正逐漸減少。311 

 

國族認同和政治態度之間存在相當大的重疊性。只要個體自我認同傾向於

泛民族認同或世界主義，就可能導致其支持與俄羅斯保持更緊密的聯繫。對烏

克蘭獨立的支持以及隨後的反對也說明了該地區政治態度的矛盾性。312這在

1994 年的總統選舉中也顯而易見。烏克蘭西部居民傾向投給採取經濟改革和支

持烏克蘭國家地位的 Kravchuk，而東部與南部居民則傾向投給維持舊有經濟模

式和支持與俄羅斯發展關係的 Kuchma。1994 年的投票結果不僅表明，

Kravchuk 訴諸烏克蘭民族主義的嘗試不足以掩蓋經濟改革失敗的問題，同時也

強調了烏克蘭左岸與右岸的民族政治分歧。
313
將俄羅斯視為他者的烏克蘭國族

主義不僅沒有激發人民的熱情，反而助長了烏克蘭的地區分裂。烏克蘭成為了

一個沒有明確國族認同的國家，至今仍為此所困擾。314烏克蘭獨立後，東部和

南部的政治態度說明了其對支持獨立的不穩定性，並取決於國家的經濟改善。

當地人同時受到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吸引，卻在與任何一方的關係中從未完全滿

足。因此，該國東部和南部的政治氣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該國的國族問題：

既不完全支持烏克蘭，也不完全支持俄羅斯，而是在兩者之間搖擺不定。315 

 

儘管烏克蘭顯示出多重的地區分歧，克里米亞的情況特別值得注意。獨立

初期的克里米亞也是烏克蘭境內唯一俄羅斯人口佔多數的地區。相對於頓巴斯

或敖得薩，該地擁有更強的俄羅斯國族認同，這體現在其教會忠誠度方面。克

里米亞的親俄傾向是由於該半島上的俄羅斯人完好地保持國族意識316，當地俄

羅斯人對俄羅斯東正教會保持著強烈的依戀，而東正教同時也是俄羅斯國族認

 
311 Ibid., 1088. 
312 Ibid., 1092-94. 
313 Ibid., 1099. 
314 Prizel,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Nationalism and Leadership in Poland, Russia and 

Ukraine, 373. 
315 Pirie,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Ukraine," 1099. 
316 Ibid., 10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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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一個重要標誌。因此，烏克蘭國族建構的影響力在當地也是最弱的。對烏

克蘭獨立地位的否定態度表現在 1991 年獨立公投的選票之上：克里米亞半島僅

有 54%的人支持烏克蘭獨立。1994 年 1 月，熱衷於親俄的 Yuriy Meshkov 在克

里米亞共和國總統選舉中以 72.9%的選票獲勝，這是該地區親俄情緒的證明。317

為了維持國家的領土完整，基輔當局給予了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之地位，使其

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享有高度自治權。然而，半島上的分離主義勢力仍然

呼籲加入俄羅斯聯邦。318俄羅斯方面雖然同情克里米亞的分離訴求，但並未提

供實質的軍事或外交協助，且克里米亞的獨立訴求似乎也有矛盾之處。1995 年

3 月，烏克蘭最高議會宣布克里米亞分離主義違法，並將其權力收回至中央政

府的控制之下，分離事件暫時宣告落幕。 

 

蘇聯解體後，烏克蘭才真正開始建構一個國族國家。鑒於該國各地區不同

的歷史經歷，造就了當今在外交取向、語言偏好以及對俄羅斯的態度方面之差

地區異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後共時期烏克蘭國族認同的建構。烏克

蘭存在四種不同的自我認同群體，並在不同地區具有其影響力。西部的烏克蘭

認同繼承自加利西亞，堅持各方面的烏克蘭民族化。東部的蘇聯認同則模糊了

烏克蘭與俄羅斯的界限，傾向和俄羅斯、獨立國協國家發展關係。南部地區

（尤其是克里米亞半島）主要以俄羅斯認同為主，該地的分離主義勢力最龐

大，主張加入俄羅斯。烏克蘭中部地區群體人數最多，當地既認同烏克蘭，也

認同俄羅斯。然而，烏克蘭獨立初期的國族建構主要還是基於族裔國族主義的

認同，即烏克蘭民族主義。這不僅對其他認同群體造成衝擊，也為國家未來的

走向更深刻的地區分裂埋下伏筆。 

 

 
317 Ibid., 1097. 
318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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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民運動與認同政治 

 

自蘇聯解體以來，在烏克蘭知識份子之間盛行的論述清楚表明，認同的問

題比建立民主體制更為重要。相較於民主改革，他們大多圍繞在向西方或東方

發展、歷史與共同記憶、宗教與語言等議題方面進行辯論。319執政當局一開始

在建構烏克蘭的國族認同時，基本上是站在俄羅斯的對立面，即視俄羅斯為他

者的立場下來建構的。Kravchuk 任期內旨在鞏固烏克蘭傳統文化和語言的同質

性，並強調了其與俄羅斯文化的差異。這讓更加著重於經濟問題的 Kuchma 得

以在 1994 年取得執政機會。與 Kravchuk 不同，Kuchma 試圖模糊烏克蘭與俄羅

斯的界線，並提倡和俄羅斯建立更緊密的關係。由於該國政治經常涉及到國族

認同的問題，而政治競爭的基礎往往也建立在國族認同的分歧之上，並淪為政

治人物用來規避腐敗、社會和經濟衰退等問題的管道。320隨著國族認同的問題

被廣泛政治化，烏克蘭政治逐漸陷入認同鬥爭的局面。這也使得烏克蘭公民社

會與運動的出現。本節主要探討國族認同成為烏克蘭政治核心所帶來之影響。 

 

國族認同由政治和文化菁英所主導，並透過教育、媒體和符號政治

（symbolic politics）等手段來實施。若擁有一個強大且穩定的國族認同便能夠

凝聚社會和整合少數民族，進而保證領土完整與國家安全。321然而，大多數前

蘇聯國家大多缺乏國族建構的經驗，因此其國族認同容易包含自卑情結

（inferiority complex）。這體現在國族認同的不確定性，並傾向於將國族認同依

附在前帝國認同或是超國家認同。這種傾向是由外部驅動力所推動的，而後共

 
319 Denys Kiryukhin, “Roots and Features of Modern Ukraini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vailable at: https://www.e-ir.info/2015/03/19/roots-and-features-of-modern-

ukrainian-national-identity-and-nationalism/ (2015), accessed: Sep. 2, 2021. 
320 Grigore Pop-Eleches, “Revolutions in Ukraine: Shaping Civic Rather Than Ethnic Identities,” 

PONARS Eurasia, available at: https://www.ponarseurasia.org/revolutions-in-ukraine-shaping-civic-

rather-than-ethnic-identities/ (2018), accessed: Sep. 25, 2021. 
321 Tatiana Zhurzhenko, "A Divided Nation? Reconsidering the Role of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Ukraine 

Crisis," Die Friedens-Warte 89, no. 1/2 (201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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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烏克蘭的外部驅動力來源便是強調東斯拉夫民族團結的俄羅斯，以及提倡

歐洲區域整合的歐盟。烏克蘭的認同政治便被引導至兩個相反的外交方向，增

加了國族認同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做為內部驅動力以及使認同與政治結合

的媒介，政黨在認同政治中扮演關鍵角色。它除了能代表公眾意見，也能透過

在選舉中提倡國族認同，使選民之間的分裂被工具化。政黨同時也能創造公眾

話語，並制定鞏固國族認同的政策。政黨藉此影響人民對國族認同不確定性的

認識，並加強或削弱國族認同。322 

 

後共時期的烏克蘭並未出現一個包容性的國族認同，而是存在著數種不同

的國族認同，但其中沒有任何一種強大到足以在全部人民佔據主導地位。位於

烏克蘭政治核心的是兩種相互競爭的國族認同。一種是烏克蘭民族認同，主要

盛行於該國西部地區。該認同推崇烏克蘭語言及文化，並強調烏克蘭人和俄羅

斯人之間的巨大文化差異。其支持者大多認為，烏克蘭文化是更廣泛的歐洲文

化的一部份。他們支持烏克蘭融入歐盟和北約，贊成將國族認同依附於超國家

的歐洲認同，因為這同時也是加強烏克蘭民族認同一種方式。另一種認同是東

斯拉夫認同，主要盛行於烏克蘭東部與南部地區。其支持者以俄語及俄羅斯文

化為導向，強調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歷史淵源和文化發展的相似性。

他們認為，烏克蘭是歐亞經濟文化空間以及獨立國協的一部份，因此該國應同

俄羅斯發展更緊密的合作，並主張依附於東斯拉夫的超國家認同。323然而，在

兩種認同之間還存在著一個龐大群體，他們在種族上屬於烏克蘭族，在語言方

面則表現為雙語或俄語偏好。該群題主要集中在烏克蘭的中部地區，他們被捲

入兩種互斥的群體，並未能明確定義自身的國族認同。324 

 
322 Inna Melnykovska, Rainer Schweickert, and Tetiana Kostiuchenko, "Balancing National 

Uncertainty and Foreign Orientation: Identity Building and the Rol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Post-Orange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63, no. 6 (2011): 1056-58. 
323 Ibid., 1062. 
324 Yitzhak M. Brudny and Evgeny Finkel, "Why Ukraine Is Not Russia: Hegemonic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cy in Russia and Ukrain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25, no. 4 (2011): 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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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民族認同與東斯拉夫認同的差異也反映在對公民和政治活動的態度

上。烏克蘭民族認同的公民傳統比其民族主義的歷史更為悠久。該地區的政治

活動和公民社會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至 19 世紀中期。烏克蘭西部在相對自由的

奧匈帝國統治下的不同歷史，促進了國族建構以及政治、公民社會的發展，提

供了能夠高度動員的西烏克蘭公民社會的認同和代理機構。反之，當時烏克蘭

東部與南部地區受到沙皇統治，烏克蘭人（小俄羅斯人）除了被剝奪參政權，

烏克蘭語言的使用與推廣也遭到當局禁止。325到了蘇聯時期，該地區也繼續受

到和蘇聯民族政策的影響。高度蘇聯化和俄羅斯化的烏克蘭東部鮮少有異見人

士。
326
西烏克蘭直到二戰結束後才併入蘇聯，並繼續保持其國族意識。西烏克

蘭人主導了蘇聯末期的民族運動，而東烏克蘭人僅僅是出於經濟因素才選擇支

持脫離蘇聯獨立。因此，烏克蘭民族認同群體通常對政治事務感興趣，在選舉

期間也維持高度活躍，強烈支持政府推行民主和市場改革。東斯拉夫認同群體

的政治參與度則不高，且很難根據特定的民族主義進行動員。Shulman 發現，

在東斯拉夫認同中，對自由民主與市場改革的支持較弱。他認為，東斯拉夫認

同越強，對民主和市場經濟改革的支持越低。烏克蘭境內的俄羅斯人和東斯拉

夫認同支持者更傾向於專制主義。327公民概念的國族認同只在烏克蘭西部地區

佔據主導地位，而在該國其他地區則沒有任何群眾基礎。 

 

Kuchma 任期內廣泛出現的腐敗現象以及寡頭菁英的快速增長，助長了該

國反菁英的憤慨情緒，也為後續出現抗議動員提供了所需條件。烏克蘭脫離蘇

聯後首次大規模的社會動員發生在 2004 年的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

它不但是當時所有顏色革命中規模最大、參與人數最多、持續時間最長的民主

 
325 Taras Kuzio, "Nationalism, Identity and Civil Society in Ukraine: Understanding the Orange 

Revolutio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43, no. 3 (2010): 286-88. 
326 Ibid., 288. 
327 Shulm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Public Support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in Ukraine," 

6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737

 

109 
 

革命，同時也是在支持和反對抗議活動的人方面最具有區域性特徵。328支持

Yushchenko 的親烏克蘭和反共產主義選民集中在西部和中部地區，而

Yanokovych 則透過給競選對手貼上民族主義者的標籤來吸引東部講俄語的選

民。此外，2004 年的總統選舉不僅是一場關於烏克蘭未來發展方向的較量，也

是在一個地區分裂的國家中關於國族認同的較量。329當烏克蘭人被問及為何會

參加橙色革命時，33.2%和 24.7%的西部和中部烏克蘭人指出國族意識的覺醒，

而東部烏克蘭人只有 9.1%。330候選人的組成與其主張本身就突顯了認同政治的

破壞性使用，並在橙色革命中得到加強。331 

 

儘管主旨是反對政府的選舉舞弊，但橙色革命發生的原因也與公民國族主

義有很大的關連。公民國族主義和明確的國族認同可以為強大的公民社會和民

主國家產生動員能力。代表公民國族主義的 Yushchenko 與代表東斯拉夫國族主

義的 Yanukovych 角逐烏克蘭總統。Yushchenko 主張烏克蘭應該要融入歐洲，

擺脫俄羅斯的統治，而 Yanukovych 則認為烏克蘭要加入俄羅斯與獨立國協空

間。一開始在投票結果出爐後，雙方得票數皆未超過法律規定之 50%。於是乎

便進行了第二輪投票。在選舉進行的同時也調查了烏克蘭人對候選人的支持

度。從民調結果來看，Yushchenko 預估將獲得一半以上的得票率。然而，官方

公布的選舉結果表示，Yanukovych 以之 3 個百分點之差險勝 Yushchenko，因而

被指控選舉舞弊。332
Yushchenko 的支持者於是走上街頭進行為期 17 天的非暴力

抗議，並以 Yushchenkoh參選所使用之橘色作為代表色，故被稱為橙色革命。

橙色革命的大多數參與者來自烏克蘭西部和中部，表明了烏克蘭民族認同和公

 
328 Kuzio, "Nationalism, Identity and Civil Society in Ukraine: Understanding the Orange Revolution," 

286. 
329 Shulm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Public Support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in Ukraine." 
330 Viktor Stepanenko, "How Ukrainians View Their Orange Revolutio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National Peculiarities of Citizenry Political Activities," Demokratizatsiya 13, no. 4 (2005): 608.. 
331 Zhurzhenko, "A Divided Nation? Reconsidering the Role of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Ukraine Crisis," 

254. 
332 有關橙色革命之詳細投票數據請參見烏克蘭中央選舉委員會（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of Ukraine）之網站：https://www.cvk.gov.ua/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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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會結合的程度。最終烏克蘭憲法法院判定選舉結果無效，並讓兩位候選人

再次進行投票。 Yushchenko 以 51.99%之得票率成功勝選，標誌著公民國族主

義的勝利。 

 

橙色革命象徵著烏克蘭的公民與族裔國族認同之間的對抗。獨立後的國族

和國家建構使民族民主菁英的勢力得到加強，從而也加強了橙色革命的政治陣

營。Mark Beissinger 指出，烏克蘭民族主義逐漸從烏克蘭西部擴散到中部地

區，並開始主導公共抗議的議程。333持有烏克蘭民族認同的烏克蘭人的比例上

升，促使支持烏克蘭民族主義的 Yushchenko 贏得 2004 年的總統選舉。334中部

搖擺不定的國族認同變得更加烏克蘭化。原先與東烏克蘭陣營結盟轉為西部陣

營，並納入了西烏克蘭國族認同的許多基本組成部份。335因而更加支持公民國

族主義，這在發起橙色革命和其成功中可以看到。這同時也解釋了為何位於烏

克蘭中部搖擺地區的選民在 1994 年投票給反對民族主義的 Kuchma，但 2004

年轉而支持提倡民族主義的 Yushchenko。即便公民國族主義在革命結束後略有

下降（見圖 4-1），但總體而言，國族認同方面比起革命前有所提升。因此，公

民革命對烏克蘭的國族認同起到了鞏固的作用。336 

 

 
333 Mark R. Beissinger,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3. 
334 Kuzio, "Nationalism, Identity and Civil Society in Ukraine: Understanding the Orange Revolution," 

294. 
335 Brudny and Finkel, "Why Ukraine Is Not Russia: Hegemonic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cy in 

Russia and Ukraine," 820. 
336 Pop-Eleches, “Revolutions in Ukraine: Shaping Civic Rather Than Ethnic Id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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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橙色革命前後認同變化圖 

 

 

資料來源：Grigore Pop-Eleches, “Revolutions in Ukraine: Shaping Civic Rather 

Than Ethnic Identities,” available at: https://www.ponarseurasia.org/revolutions-in-

ukraine-shaping-civic-rather-than-ethnic-identities/ 

 

然而，橙色革命是否為烏克蘭國族認同帶來的影響是一個極具爭議的問

題。一方面，部份學者認為，橙色革命使烏克蘭的政治國族誕生，建立起穩固

的公民社會。橙色革命的成功標誌著烏克蘭國族認同的性質從先前的族裔國族

主義向公民國族主義轉變。大部份烏克蘭社會和該國政治菁英拒絕了俄羅斯的

獨裁主義道路，並希望烏克蘭採取中歐的發展道路。337另一方面，也有學者如

Tatiana Zhurzhenko 認為，正是 2004 年的總統選舉和橙色革命決定性地影響了

該國的認同政治。不僅加劇了烏克蘭民族派與東斯拉夫派之間的分裂，也導致

社會與地區更加兩極化。338認同問題仍然存在於烏克蘭的政治領域當中。一部

 
337 Brudny and Finkel, "Why Ukraine Is Not Russia: Hegemonic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cy in 

Russia and Ukraine," 814. 
338 Zhurzhenko, "A Divided Nation? Reconsidering the Role of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Ukraine Crisis,"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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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烏克蘭政治菁英強調了人口中的民族差異，以便在橙色革命後的政治危機當

中獲得選票。這導致部份烏克蘭人拒絕一切與烏克蘭和民族的定義相關的事

物，導致國族認同陷入更深的分裂而非趨近。339
 

 

Yushchenko 旨在使烏克蘭親西方的政治選擇合法化，並結束該國後共時期

以來的模糊狀態。他認為，烏克蘭是一個後殖民國家，正努力將自己從俄羅斯

的政治和文化中解放出來。Yushchenko 執政時期，烏克蘭國內政策的重點之一

是全面發展主體民族的語言，在生活中的各個領域引入烏克蘭語，並減少俄語

的使用範圍。由於國族意識是在主體民族的語言、文化和民族排他性原則下形

成的。
340
另外，Yushchenko 也試圖恢復長久以來敵視俄羅斯和蘇聯的烏克蘭民

族主義。他最廣為人知的作為包括了：（一）建立蘇聯佔領博物館；（二）紀念

烏克蘭大饑荒 75 週年並正式承認其為對烏克蘭人民的種族滅絕；以及（三）追

贈烏克蘭起義軍領導人 Roman Shukhevych 和 Stepan Bandera 為烏克蘭官方英雄

等。Yushchenko 試圖將該國的記憶政治制度化，包括了建立烏克蘭國家紀念館

（Ukrainian Institute of National Memory），並賦予烏克蘭安全局（Ukraine 

Security Service）更多職能，例如控管國家檔案庫進行歷史研究與普及官方對蘇

聯歷史的新方法。然而，由於法治與民主體制薄弱，以及歷史記憶遭到各個黨

派政治操作，對蘇聯遺續的過度批判被證明是有問題的。對烏克蘭民族主義的

提倡疏遠了該國很大一部份的群眾，他們不同意將烏克蘭起義軍英雄化，並且

不接受將大饑荒定義為種族滅絕。關於烏克蘭歷史記憶的辯論分化了公眾輿

論，並加深了烏克蘭社會的意識形態分裂。341 

 

 
339 Melnykovska, Schweickert, and Kostiuchenko, "Balancing National Uncertainty and Foreign 

Orientation: Identity Building and the Rol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Post-Orange Ukraine," 1061. 
340 Анастасия О. Подолянская, "Эт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Беларуси и Украины сквозь 

призму миграций," 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no. 2 (2010). 
341 Zhurzhenko, "A Divided Nation? Reconsidering the Role of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Ukraine Crisis," 

2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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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黨（Party of regions）為 Yanukovych 所屬之烏克蘭政黨。由於人民對

Yushchenko 的不滿為地區黨所利用，該黨成為了橙色政府的激烈反對派。地區

黨不斷對其政治對手使用攻擊性的言辭，並給 Yushchenko 貼上法西斯主義者的

標籤，而 Yanukovych 則成為了反法西斯主義力量。在 2006 年的地方選舉時，

地區黨加強其在烏克蘭東部和南部的認同政治聲望。該黨在頓涅茨克州和盧漢

斯克州借助了蘇聯的象徵和敘事，包括紅軍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的勝利、俄羅

斯東正教價值觀、供養烏克蘭勞動人民的共產主義精神，以及保護俄羅斯語言

和文化免受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侵襲等。342由於 Yushchenko 未能履行選局前的政

治承諾，Yanukovych 在 2010 年的總統大選中取得執政。然而，地區黨也未能

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廣泛的認同政治。頓巴斯地區盛行的國族認同概念是透過拒

絕與民族（法西斯）主義的烏克蘭西部相關的外來文化和政治價值來確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消除橙色革命的成果與加強東斯拉夫認同的企圖同時並進，這

尤其體現在 Yanukovych 的記憶政治上。因此，二戰時期的烏克蘭民族主義代表

Bandera
343被剝奪了前任總統追授給他的烏克蘭英雄稱號，烏克蘭大饑荒也不再

被認為是針對烏克蘭人民的種族滅絕。344 

 

另外，Yanukovych 的統治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靠於國家語言的分裂性認同敘

述。地區黨自稱是講俄語的烏克蘭東部地區的保護者，使其免受激進烏克蘭民

族主義者的威脅。2012 年 8 月，地區黨簽署了一項爭議性的法律 —《關於國

家語言政策原則》（«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State language policy»），該法旨在提

高地區語言在少數民族佔人口 10%以上的地區的作用。賦予了俄語以及其他官

方認定的少數民族語言地區語言的地位，並批准在烏克蘭少數民族成員比例超

 
342 Ibid., 255. 
343 Bandera 與烏克蘭起義軍的地位以及其在二戰時期的爭議行為至今仍然無法在烏克蘭取得共

識。Bandera 與烏克蘭起義軍的支持者肯定其對烏克蘭民族努力貢獻，而反對者則視其為法西

斯份子，是顛覆政權的危險人物。 
344 Brudny and Finkel, "Why Ukraine Is Not Russia: Hegemonic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cy in 

Russia and Ukraine,"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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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10%的地區的法院、學校和其他政府機構中使用俄語。在 Yanukovych 擔任總

統期間，俄語不再受到 Yushchenko 時代所受到的壓力和排斥。新政府停止了強

制烏克蘭化的政策，並擴大了俄語的範圍。2010 年，烏克蘭最高議會廢除了電

影和電視節目的強制性烏克蘭語配音，並允許轉播俄羅斯電視頻道。隔年年

底，烏克蘭憲法法院裁定，地區語言（特別是俄語）可以在法庭上與烏克蘭語

平等使用。在學校教育方面，烏克蘭啟動的學校教育改革設想了家長為其子女

選擇教學語言的權利，並將俄羅斯文學引入學校課程。345《關於國家語言政策

原則》受到反對派的嚴厲批評，因為其改變了有利於俄語的微妙平衡，並在事

實上歧視了東部和南部講烏克蘭語的少數民族。346 

 

由於後共時期烏克蘭受到政治菁英意識形態兩極化的制約，以及在選舉中

對歷史記憶和語言問題進行政治利用的強烈動機阻礙了烏克蘭強有力的國族認

同的出現，並導致了政治衝突的加深。即便 Yushchenko 和 Yanokovych 陣營在

不同面向的認同政治場域中較勁，烏克蘭的政治菁英們在 2012 年依然達成了某

種務實層面的妥協。Yanokovych 政府計畫於 2013 年底簽署《歐盟-烏克蘭聯繫

國協定》（EU-Ukraine Assciation Agreement），與烏克蘭西部暫時達成和解。聯

繫國協定係歐盟與非會員國所簽訂之政治經濟合作協定，被視為是加入歐盟前

的一項前導計畫。歐盟與烏克蘭雙方原訂於 2013 年 11 月 29 日在立陶宛首都維

爾紐斯舉辦之東部夥伴峰會上簽署聯繫國協定。然而，Yanukovych 在 11 月 21

日突然宣布將暫緩與歐盟簽署協定，轉而與俄羅斯進行合作。此決定引發烏克

蘭親歐派人士不滿，並號召上街抗議。該年 12 月，抗議群眾已經佔領了基輔的

市政廳與獨立廣場（烏克蘭語翻譯為 Maidan），並逐漸演變成對腐敗和殘暴的

政治制度的大規模示威。烏克蘭的親政府媒體和俄羅斯媒體把此次抗議行動形

 
345 Томайчук, "Язык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текст," 129. 
346 Zhurzhenko, "A Divided Nation? Reconsidering the Role of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Ukraine Crisis," 

2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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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為激進烏克蘭民族主義的爆發，重啟了東部和南部恐懼情緒。347 

 

隨著參加反政府示威的人數逐漸增加，Yanukovych 政府派出了別爾庫特部

隊（Berkut），開始驅逐獨立廣場上的抗議群眾。雙方爆發流血衝突，抗議活動

也從基輔的獨立廣場擴大為全國性的暴動。鑒於親歐盟示威運動爆發以來抗議

規模的擴大和暴力升級，加上國內外同時施壓，Yanukovych 於 2 月 20 日決定

同反對派進行讓步並簽署和解協議，結束親歐盟示威運動發生三個月以來的鎮

壓及流血衝突。當夜 Yanukovych 也秘密逃往俄羅斯尋求政治庇護。烏克蘭最高

議會決議投票罷免 Yanukovych，並在 5 月舉行選舉之前由新任議長 Oleksandr 

Turchynov 擔任臨時總統一職。
348
即便示威群眾在抗爭中取得了勝利，

Yanukovych 也遭到罷黜，動盪並沒有就此平息。隨著俄羅斯、美國、歐盟等外

部勢力介入，烏克蘭危機的核心正逐漸從基輔的獨立廣場轉移到了克里米亞與

頓巴斯，對峙也即將從國內上升到國際層級。2014 年可謂是烏克蘭當代歷史上

最戲劇性的一年，烏克蘭危機。 

 

值得注意的是，激進民族主義隨著親歐盟示威運動中的暴力升級而變得更

加突出。349激進烏克蘭民族主義的崛起被視為是近年來最令人擔憂的趨勢。俄

羅斯新聞媒體將烏克蘭的抗議活動描述為班德拉主義口號下的激進民族主義運

動，這某些程度上要歸咎於，革命的群眾基礎大多來自烏克蘭西部。激進民族

主義確實出現在基輔的獨立廣場上，但更重要的是，烏克蘭民族主義的歷史符

號已經成為中部人民的意識形態主流，甚至在烏克蘭東部和南部也被接納。350

在今日的烏克蘭社會，民族主義被廣泛視為是去蘇聯化的工具，並在俄羅斯的

侵略下變得正當化。有許多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加入了國民警衛隊，並一直與分

 
347 Ibid., 256. 
348 Ibid., 260-61. 
349 Pop-Eleches, “ Revolutions in Ukraine: Shaping Civic Rather Than Ethnic Identities, ”. 
350 Zhurzhenko, "A Divided Nation? Reconsidering the Role of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Ukraine Crisis,"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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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主義份子作戰。民族主義者的犧牲使得立場偏向自由派的群體難以譴責極右

的意識形態。此外，對激進烏克蘭民族主義符號的認同也不一定意味著對其意

識形態的支持，而是在面對俄羅斯政治宣傳時的一種防禦性認同表達。351
 

 

被烏克蘭人稱為尊嚴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的親歐盟示威運動為建

立一個公民的烏克蘭國家奠定了基礎。大多數人在公民口號下進行抗議，他們

支持一個親歐洲的烏克蘭和媒體自由，反對腐敗政權、員警暴力和對人權的非

法限制。若將 2004 年與 2014 年的革命進行比較，橙色革命是一場支援反對派

總統候選人的大規模動員，而親歐盟示威運動則不同，它是一場跨越黨派的運

動，且不受政治反對派的直接控制。
352
在橙色革命的親歐盟示威運動期間，來

自全國各地的烏克蘭人聚在一起推動革命變革，為烏克蘭國家帶來新的曙光。

這樣的革命事件往往是新的國族認同的來源，而這兩次革命都被譽為是將烏克

蘭前所未有地團結起來的時刻。353烏克蘭人的民族團結和國族認同奠定了成功

制止俄羅斯的侵略以及烏克蘭在融入歐盟的道路上的第一批具體成就的基礎。

在戰爭的熔爐中，一個新的烏克蘭國族正逐漸形成。354 

 

第三節 親歐盟示威運動後之國族認同發展 

 

如同 2004 年的橙色革命，親歐盟示威運動以烏克蘭的親俄派政權下台而告

終。然而，烏克蘭國內的局勢仍處於混亂當中。該國南部俄裔人口最多的克里

米亞自治共和國，不僅在蘇聯解體時表現出對烏克蘭獨立最低的支持率，對

 
351 Андрей Портнов, “ Украинский шпагат, ”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s://urokiistorii.ru/articles/ukrainskij-shpagat (2014),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окт. 11, 2021. 
352 Zhurzhenko, "A Divided Nation? Reconsidering the Role of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Ukraine Crisis," 

261-62. 
353 Pop-Eleches, “ Revolutions in Ukraine: Shaping Civic Rather Than Ethnic Identities, ”. 
354 Мирослав Чех & Игорь Грынив, “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Украина как Европа, ” ZN,UA,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s://zn.ua/internal/nacionalnyy-vopros-ukraina-kak-evropa-251731_.html (2017),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сен. 2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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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的親歐盟示威運動也普遍持負面態度。2 月 23 日，烏克蘭最高議會取消

了俄羅斯語地區層級的官方語言地位，這使得以俄語為主要語言的克里米亞居

民更加不滿基輔的新政權。2 月底，一群被稱為小綠人（little green men），身穿

軍服卻未配戴軍徽的武裝份子出現在克里米亞半島（請見圖 4-2）。他們以保護

俄羅斯僑民的名義佔據了黑海艦隊駐紮地塞瓦斯托波爾，以及首府辛菲洛普

（Simferopol）的克里米亞共和國議會，選出了親俄羅斯總理 Sergei Aksyonov。

隨後克里米亞議會於 3 月 16 日舉行了回歸俄羅斯的公投，最終以 97%贊成票通

過。355俄羅斯總統不久後 Putin 也簽署命令，宣布克里米亞與俄羅斯聯邦重新統

一。 

 

圖 4-2 克里米亞半島相對位置圖 

 

 

 
355 BBC News, “ Ukraine crisis in maps, ” available at: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

27308526 (2015), accessed: Oct. 1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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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BC News, “Crimean locals welcome future in Russia,” accessed at: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26627036 

 

隨著克里米亞公投脫離烏克蘭，該國擁有最多俄語人口的頓巴斯地區也傳

出離開烏克蘭的聲浪。2014 年 4 月初，分離主義份子佔據了東部城市頓涅茨克

與盧漢斯克的政府大樓，親俄領導人宣佈將舉行給予東部地區更大自治權的全

民投票。356該年 5 月，烏克蘭南部城市敖得薩也發生了親俄與反俄示威者的衝

突事件。357與此同時，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Donetsk People's Republic）與盧漢

斯克人民共和國（Luhansk People's Republic）宣布成立，並希望以新俄羅斯

（Novorossiya）為名加入俄羅斯聯邦。基輔當局隨後派出軍隊前往動亂區域，

與武裝分離主義者爆發流血衝突。由於當地的武裝份子得到俄羅斯在軍用武器

方面的支持，雙方展開長時間的作戰，但基輔當局還是逐漸失去對頓巴斯地區

的控制。迄今為止，頓巴斯戰爭的情況已經穩定許多，但戰事仍未結束，而且

已逾 10000 人因此而喪命。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與盧漢斯克人民共和國這兩個

準國家擁有正式的國家結構，並透過選舉使其存在合法化。它們不僅有自己的

集體神話、英雄和烈士，甚至還有自己的國家使命—反法西斯主義。經過俄羅

斯多年來輸出替代認同的影響下，親俄分離主義在克里米亞和頓巴斯的結晶化

（crystallization）皆表明，外部行為者可以有效地與一個國家競爭並破壞其國

族建構，尤其是當這個國家是軟弱腐敗的，其統治菁英是分裂的時候。358 

 

自從克里米亞從烏克蘭分裂出去，東部地區也在俄羅斯的軍事和政治支持

下發展成武裝衝突以來，烏克蘭人對俄羅斯的態度變得更加消極。根據基輔國

 
356 Ibid. 
357 敖得薩親俄運動人士佔領了當地工會大樓，並遭到親歐盟示威運動支持者投擲汽油彈，導致

最終 48 人死亡，250 人受傷。詳細資訊請參見 BBC News Україна, “Одес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Пять 

лет. Знаем ли мы больше?,”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s://www.bbc.com/ukrainian/features-russian-

48131691 (2019),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ноя. 28, 2021. 
358 Zhurzhenko, "A Divided Nation? Reconsidering the Role of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Ukraine Crisis,"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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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社會學研究所（Kyiv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ology, KIIS）的民意調查發

現，從 2014 年 2 月到 2015 年 5 月，全國範圍內對俄羅斯持積極態度的人的比

例從 78%下降至 30%。即使不滿情緒到 2016 年中期稍有下降，但該年 8 月仍

然只有 42%的烏克蘭人對俄羅斯抱持積極態度。對克里姆林宮的負面看法成為

了烏克蘭各個地區的普遍現象。359同時，對俄羅斯的負面態度也導致俄羅斯國

族和語言認同在烏克蘭公民中的吸引力降低。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學者認為，

鑒於尊嚴革命帶來的領土損失與戰爭的影響，在烏克蘭出現了一種新的、更強

烈的認同感和政治團結感。2013 年，當烏克蘭人被問及「你的國族是什麼？」

時，82.9%的受訪者將自己定義為烏克蘭人，而 12.8%的人回答為俄羅斯人。到

了 2015 年，情況只是略有變化。總共有 88.6%的受訪者主張自身的烏克蘭認

同，而自我認定為俄羅斯人的人數減少至總數的 6.9%。360
 

 

在革命結束後的總統選舉當中，Petro Poroshenko 以 55%的得票率擊敗了

Yulia Tymoshenko，成為新一任烏克蘭總統。新政府不再像先前那樣徘徊於俄羅

斯和歐洲之間，而是更加果斷地採取措施以擺脫俄羅斯的影響。361然而，此時

的政治菁英仍舊面臨兩個可能導致國家社會分裂的議題—記憶和語言。362在記

憶政策方面，烏克蘭最高議會於 2015 年 4 月通過一系列去共產化法律，在國內

和國際層面上都引起極大的爭議。該法律的實施包括拆除與共產主義有關的象

徵物，以及撤換蘇聯時期的街道名稱。在烏克蘭西部以外的其他地區，許多和

共產主義人物有關的雕像與紀念碑遭到強制撤除。全國各地的街道、廣場與村

 
359 Oxana Shevel, "The Battle for Historical Memory in Postrevolutionary Ukraine," Current History 

115, no. 783 (2016): 259. 
360 Bureiko and Moga, "The Ukrainian–Russian Linguistic Dyad and Its Impact on National Identity in 

Ukraine," 144.作者在文中特別註明，即使 2013 年的問卷調查包括了克里米亞和頓巴斯地區未受

烏克蘭政府管轄範圍之居民當中，擁有俄羅斯認同的人只佔了全部受訪者的 8.8%，具有烏克蘭

認同的受訪者仍佔壓倒性多數。 
361 Shevel, "The Battle for Historical Memory in Postrevolutionary Ukraine," 258. 
362 Volodymyr Kulyk, “Memory and Language: Ukraine’s Divergent Policies on Two Controversial 

Issues,” PONARS Eurasia, available at: https://www.ponarseurasia.org/memory-and-language-ukraine-

s-divergent-policies-on-two-controversial-issues/ (2017), accessed: Oct. 1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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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名稱也都從紀念蘇聯共產黨或領導人的名稱改為中性或與烏克蘭民族歷史相

關的名稱。363此外，議會通過的第 2558 號法律也譴責了共產主義以及納粹主義

意識形態，並將對其標誌進行宣傳定義為犯罪行為。第 2538-1 號法律則授予烏

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和烏克蘭起義軍獨立戰士的稱號，並禁止對其合法性的否

認。364去共產化法律受到部份知識份子與政治家的批判。由於烏克蘭民族主義

組織在二戰時期也參與了反猶太主義屠殺和反波蘭種族清洗，該法忽略了烏克

蘭俄羅斯族的歷史記憶，並可能損害烏克蘭與波蘭和其他西方夥伴的關係。即

便如此，Poroshenko 還是簽署了這些法案。365
 

 

相較於倒向烏克蘭民族主義的記憶政策，烏克蘭政府在語言領域避免採取

激進和快速的烏克蘭化。Kulyk 認為，執政菁英是擔心會疏遠該國的俄語人

口，因為積極推廣烏克蘭語將導致減少俄語的使用。然而，這也引起那些視烏

克蘭語為烏克蘭國族認同的必要組成部分的支持者的不滿。自從 Yanukovych 退

出政治舞台後，便出現試圖廢除他在 2012 年為了選舉目的而通過的《關於國家

語言政策原則》的聲音。然而，親歐盟示威運動後上台的執政菁英打算使該法

繼續存在，因為廢除它將繼續引發政治對抗，並給與克里姆林宮進行政治動員

的條件。366因此，俄羅斯試圖打語言牌來吸引烏克蘭俄語人口的成功機會並沒

有想像中的大。烏克蘭的政治領導層已經透過引導烏克蘭走向西方來使國家與

俄羅斯的影響隔離。367由於親歐盟示威運動和隨後的俄羅斯侵略使語言實踐與

國族認同逐漸分離。由於許多講俄語的公民也開始強烈認同包容性的烏克蘭國

族，他們沒有放棄自身的習慣語言，甚至開始把烏克蘭語當作日常交際的一個

積極組成部分。368 

 
363 Ibid. 
364 Shevel, "The Battle for Historical Memory in Postrevolutionary Ukraine," 260-61. 
365 Kulyk, “Memory and Language: Ukraine’s Divergent Policies on Two Controversial Issues,”. 
366 Ibid. 
367 Bureiko and Moga, "The Ukrainian–Russian Linguistic Dyad and Its Impact on National Identity in 

Ukraine," 140. 
368 Volodymyr Kulyk,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Ukraine after Euromaidan," Thesis Eleven 136,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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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在建構烏克蘭國族認同方面的作用逐漸減少主要是與從族裔認同到公

民認同的解釋的變化有關。對於族裔認同來說，共同的祖先、文化、語言、宗

教和種族等特徵是核心，而對於公民國族認同共同體而言，居住在共同的領土

上、擁有共同的政治原則和制度、共享相同的公民價值和認同，由一套共同的

政治機構代表，以及對共同國家的認同等因素是更為重要的。369在 Grigore Pop-

Eleches 在 2012-2016 年的小組調查結果中也可以發現（見圖 4-3），公民國族主

義建立在一個多民族和多語言的基礎上，以換取少數民族和語言群體對新生的

烏克蘭國家的支持。不過，即便烏克蘭國族認同中的公民因素重要性日益增

加，卻並未伴隨著烏克蘭民族/語言相對於俄羅斯民族/語言的優勢地位增長。在

親歐盟示威運動之後，家庭中使用俄語的輕微下降並沒有轉嫁到更多的烏克蘭

語使用，而是支持了烏克蘭語-俄語的雙母語模式。雖然烏克蘭人對俄語作為國

家語言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但這一趨勢由於認為只應在地方行政中使用烏克蘭

語的烏克蘭公民比例的大幅下降而被平衡。370
 

 

圖 4-3 親歐盟示威運動前後認同變化圖 

 
(2016): 90. 
369 Shulman, "The Contours of Civic and Ethnic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 Ukraine," 35. 
370 Pop-Eleches, “Revolutions in Ukraine: Shaping Civic Rather Than Ethnic Id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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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rigore Pop-Eleches, “Revolutions in Ukraine: Shaping Civic Rather 

Than Ethnic Identities,” available at: https://www.ponarseurasia.org/revolutions-in-

ukraine-shaping-civic-rather-than-ethnic-identities/ 

 

除了記憶和與語言問題以外，Poroshenko 的反俄羅斯立場也引來不少批

評。其任期內一項爭議性事蹟是促進烏克蘭東正教會的獨立。自從烏俄兩國陷

入緊張關係以來，烏克蘭的東正教信徒便開始轉向不受俄羅斯東正教會管轄的

烏克蘭自主正教會以及烏克蘭東正教會基輔牧首區。2018 年 11 月 11 日，東正

教世界最高神職人員—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 Bartholomew I 宣布烏克蘭東正教會

基輔牧首區自主，脫離先前隸屬於俄羅斯東正教會的狀態。該年 12 月 15 日，

烏克蘭東正教會基輔牧首區和烏克蘭自主正教會進行合併，成為一個統一的烏

克蘭東正教會。該事件對於希望擺脫俄羅斯控制的烏克蘭人而言，不僅具有政

治上的象徵意義，同時也代表著烏克蘭在獨立時期的國族建構過程中去俄羅斯

化的一項里程碑。然而，烏克蘭東正教會自主實際上並非真正獨立，而是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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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的轄區之下。與大多數人預期的相反，由於東正教會的議題被政治

人物進行政治操作，不但未能達到國族統一的目的，反而在宗教和政治領域方

面招致更多紛爭，例如頓巴斯地區對新成立的烏克蘭東正教會的強力抵制。371 

 

隨著下一屆總統選舉將至，Poroshenko 將競選活動更加圍繞在語言、宗教

和軍事等議題的愛國主義上。然而，在反貪腐與改革方面的失敗使得喜劇演員

Volodymyr Zelensky 擊敗 Poroshenko，贏得烏克蘭總統大選。372
2019 年的總統

選舉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重要意義：烏克蘭首次沒有親俄候選人有機會贏得總統

職位，同時，也是首次沒有候選人利用民族分裂來贏得選舉。相反地，

Zelensky 競選的首要目標聚焦在反貪腐與良善治理，這些問題跨越了種族和年

齡，使其在所有地區都獲得了多數支持。373持親西方路線的 Zelensky 強調要與

俄羅斯進行談判以解決頓巴斯問題，並承諾對國族認同採取更包容的方法。另

外，新總統在 2020 年的新年講話中也呼籲，烏克蘭在語言和歷史記憶問題上應

更要保持理解。其批評者認為，這是對尊嚴革命和俄羅斯侵略以來一直主導國

族認同辯論的烏克蘭化和去共產化進程的攻擊。事實上，Zelensky 含蓄地挑戰

該國的愛國輿論製造者，讓他們走出舒適圈，參與到今天烏克蘭複雜的國族建

構當中。他試圖闡明一種務實且從根本上屬於歐洲的烏克蘭國族認同，這包括

了承認國家的多樣性與其潛在的脆弱性，他同時也將重點放在具有團結力量的

共同經驗和文化參考點上。374
 

 

 
371 趙竹成，「教會自主與國族建構：烏克蘭東正教會的「獨立」進程」，問題與研究，第 60

卷，第 1 期（2021），頁 37-73。有關詳細東正教會組織結構以及教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請參閱

本著作。 
372 Bohdan Nahaylo, “ Zelenskyy’s vision for Ukrainian national identity, ” Atlantic Council, available 

at: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ukrainealert/zelenskyy-reinvents-ukrainian-national-identity/ 

(2020), accessed: Sep. 2, 2021. 
373 Dennis Soltys, “ Why Poroshenko lost, ” Atlantic Council, available at: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ukrainealert/why-poroshenko-lost/ (2019), accessed: Oct. 23, 

2021. 
374 Nahaylo, “ Zelenskyy’s vision for Ukrainian national ident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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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烏克蘭在獲得獨立地位之後，開始經歷從民族國家轉變到國族國家的過

程。該國歷史造就了多重認同分歧，加上政治菁英透過這些分歧來實現其政治

利益，都使國族建構的過程受到阻礙。不過，國族認同的重要性及動員能力在

烏克蘭的政治運動中有很好的體現。從烏克蘭 2004 年的橙色革命和 2013-2014

年的親歐盟示威運動可以發現，公民國族主義在其中發揮巨大的影響力。正是

因為烏克蘭在地區、語言和國族認同方面的異質性，政治菁英在國族建構中只

能選擇公民，而不能基於族裔的概念。倘若要成功建構公民國族認同，則必須

在公眾層級上形成強烈的領土和國家忠誠意識，並讓族裔因素降到最低。唯只

有在這個穩固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嘗試旨在實現文化和民族凝聚力的民族化政

策，畢竟任何一個現代國家都是公民和民族成分的結合。375即便烏克蘭國族認

同近年來趨向穩定發展，Zelensky 仍舊面臨著棘手的問題。2019 年 4 月 24

日，俄羅斯總統 Putin 簽署政令，簡化了基輔控制之外的頓涅茨克和盧漢斯克

地區居民取得俄羅斯護照的手續。Zelensky 認為，俄國的舉動是向吞併這些領

土邁出的第一步。俄羅斯外交部則宣稱，此舉是一項人道主義措施。376此外，4

月 24 日，烏克蘭最高議會通過了充滿爭議的國語法案，加強了烏克蘭語作為唯

一官方語言的地位。該法為 Poroshenko 任內推行的認同政策之一，被視為是再

次分裂了烏克蘭的俄語人口。Zelensky 並不完全贊同該法案，認為應該要避免

歧視性的罰則。377 

 

 
375 Torbakov, "Ukraine: Vagaries of the Post-Soviet Transition," 469. 
376 Интерфакс, “ Более 600 тысяч жителей ЛНР и ДНР получил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паспорта, ”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s://www.interfax.ru/russia/777835 (2021),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окт. 23, 2021. 
377 其正式名稱為《關於確保烏克蘭語作為國家語言的運作》（«On provision of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krainian language as the State language»）。該法案旨在重新強化烏克蘭語作為國家語言的地

位，並加深烏克蘭人的國族認同。請詳見斯拉夫「語言戰爭」：觸怒俄國的烏克蘭《國語法

案》：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2/377848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737

 

125 
 

第五章 結論 

 

國族認同的問題時常成為當今社會中關注的焦點。2021 年 6 月 30 日，俄

羅斯總統 Putin 在年度直播節目中說道：「為何烏克蘭不在我們不友好國家的名

單上？因為我不認為烏克蘭人對我們不友好。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我可以再

說一遍，我相信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是同一個民族。」烏克蘭總統 Zelensky 對

此則加以反駁：「我們絕對不是同一個民族。我們有許多共通點。我們有一部份

共同的歷史、記憶、鄰居、親戚，有共同的反法西斯勝利和悲劇。是的，所有

這些都是極其重要的，我們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國族認同也可能在關鍵時刻發

揮強大的動員能力和影響力。自 2013 年底開始，烏克蘭經歷由國族認同所導致

的國內革命以及與俄羅斯之間的戰爭與領土危機。這些事件皆表明了，國族認

同的重要性不容忽視。欲了解當代烏克蘭以及烏俄衝突的真正原因，勢必要追

本溯源。透過回顧烏克蘭國族認同在歷史脈絡中的演變經過，本文旨在釐清當

今的認同分歧因素，並在獨立後 30 年的時間點上思考烏克蘭未來的發展方向。 

 

烏克蘭的起源需上溯至西元 9 世紀的東斯拉夫政權基輔羅斯。烏克蘭一詞

最初並沒有國家之意涵，而是代表基輔羅斯邊界之地的概念。基輔大公

Volodymyr 宣布國家皈依拜占庭基督教，為後世的宗教奠定決定性的基礎。在

基輔羅斯的架構下，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之間沒有顯著區別，兩者是一體的羅

斯人，但隨著羅斯大公的分裂以及蒙古人的入侵，基輔羅斯逐漸衰弱，同時也

讓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之間開始出現差異。在烏克蘭史觀中，加利西亞-沃里尼

亞王國在承襲了基輔羅斯的文化，先是在蒙古人的統治下維持一段時間的和平

狀態，隨著羅斯大公的離世，該國進入到了中歐國家的勢力範圍。基輔羅斯神

話在後共時期的烏克蘭國族認同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烏克蘭被視為是基輔

羅斯的後繼者，沿用三叉戟國徽以及歷史古城基輔的存在都加強了該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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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4 世紀末起，波蘭和立陶宛組成的共主邦聯國家逐漸取得對加利西亞-

沃里尼亞的統治。此後的三個世紀，烏克蘭土地都位於波蘭人的統治之下，尤

其對當代西烏克蘭人的國族認同影響深遠。此時的羅斯人被稱為魯塞尼亞人，

在政治與文化方面受到強烈波蘭化的衝擊。由於波蘭-立陶宛邦聯以天主教為國

教，信奉東正教的魯塞尼亞人面臨改宗的威脅，魯塞尼亞語更被視為是農民的

語言。另一方面，東方的莫斯科公國在擊敗蒙古人後迅速崛起，並持續統一殘

餘公國。到了 16 世紀，國力日漸強盛的俄羅斯沙皇國開始出兵攻打波蘭-立陶

宛邦聯，希望收復基輔羅斯故土以及被沙皇視為子民的東正教魯塞尼亞人。這

促使盧布林聯合的發生，並使波蘭成為邦聯國家的主導力量。魯塞尼亞人雖然

經歷更大程度的波蘭化，但在宗教方面，則允許介於天主教與東正教之間的東

儀天主教會存在。 

 

農奴制度的實行加上對東正教的迫害，迫使魯塞尼亞人出逃至東歐草原一

帶，演變為不受國家統治的哥薩克社群。最廣為人知的便是札波羅結西奇，他

們反抗波立聯邦，追求平等的權利。隨著哥薩克社群逐漸壯大，他們開始發動

叛亂以尋求自治。黑特曼 Khmelnytsky 發動的起義開創了烏克蘭人追求民族獨

立的先河，建立了哥薩克酋長國。1654 年，出於對軍事力量的需要，他選擇和

俄羅斯沙皇國進行結盟，從此開啟了俄羅斯在烏克蘭的統治歷史。波立聯邦與

俄羅斯沙皇國在 1667 年簽訂的安德魯索沃協議將烏克蘭沿著聶伯河一分為二。

哥薩克酋長國時期的歷史對烏克蘭對國族建構非常重要，尤其是哥薩克的自由

民主制度，在後共的架構下來更符合烏克蘭的模式。即便烏克蘭人與哥薩克人

不能直接劃上等號，但哥薩克仍被視為是當代烏克蘭人的象徵，哥薩克酋長國

也具備當代烏克蘭國家的雛型。哥薩克人夾雜在波立聯邦與俄羅斯沙皇國之

間，必須進行務實層面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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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波羅結哥薩克在俄羅斯沙皇國被稱為小俄羅斯人，是大俄羅斯民族的子

群體而非一個獨立的民族，與此同時，烏克蘭的概念也開始出現於他們的話語

之間。由於哥薩克酋長國的黑特曼 Mazepa 在大北方戰爭中倒向對手，使得俄

羅斯帝國逐漸限制了哥薩克的權利。沙皇政府將勢力延伸到左岸烏克蘭並清算

了札波羅結西奇，該地區成為帝國的新俄羅斯省。在波立聯邦治下的哥薩克人

則繼續受到波蘭化。然而，該國國力已不如以往，三次瓜分波蘭為波蘭人的統

治畫下句點。包括今日烏克蘭東部與南部的土地為俄羅斯帝國所吸納。雖然聶

伯河兩岸的邊界已不復存在，俄羅斯的統治卻越趨壓迫。不僅先前的自治和民

主制度被取消，烏克蘭語相關出版物與戲劇演出也遭到禁止，烏克蘭菁英階層

日漸消失。然而，正是在俄羅斯化政策的背景下，烏克蘭的民族意識開始萌

芽，開始了烏克蘭的民族歷史文化復興，並日漸帶有政治意涵。即便當局取締

烏克蘭政治性組織，卻無法完全抑制烏克蘭概念的發展。 

 

相較於俄羅斯帝國的專制統治，政治相對開放的奧匈帝國對孕育公民社會

與烏克蘭國族主義有極大的貢獻。奧匈帝國統治初期，因受限於經濟條件、政

治參與以及共同民族語言的匱乏，魯塞尼亞人難以凝聚民族認同。由於政府給

予其文化與宗教方面相當大的包容性，加上受到俄羅斯帝國盟友的啟發，加利

西亞的魯塞尼亞知識份子也發起了民族復興運動。親俄派與民粹派菁英之間展

開了民族意識的辯論，後者贏過前者成為意識形態的主流。後來的歐洲民族之

春使得政治團體魯塞尼亞最高議會短暫存在，帝國政府也廢除了農奴制度，使

魯塞尼亞人得以進入政治圈。該世紀末時，烏克蘭人已經取代魯塞尼亞人成為

加利西亞知識份子所使用的民族稱謂。此時魯塞尼亞人的訴求也與世紀初不

同，以實現烏克蘭民族獨立為其奮鬥目標。即便烏克蘭民族運動家面臨相異的

政治環境，他們卻依舊保持相當程度的聯繫，並會在日後得到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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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紀末，俄羅斯帝國為了實現經濟、社會和軍事方面的現代化，加強開

發今日烏克蘭東部與南部的頓巴斯、新俄羅斯與克里米亞等地區。大俄羅斯人

與小俄羅斯農民的湧入形成了一批工人階級。此時，在加利西亞與俄羅斯帝國

許多烏克蘭政黨也相繼出現，追求工人的權利。20 世紀初充滿不穩定與動盪，

除了發生了鎮壓工人請願的血腥星期日，隨後又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與 1917

年俄國革命。隨著布爾什維克推翻臨時政府，烏克蘭政黨所成立的中央拉達也

脫離國家杜馬的掌控，宣布成立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為了鞏固社會主義政權，

蘇維埃紅軍開始與白軍、中央拉達交戰。此外，奧匈帝國瓦解後，魯塞尼亞人

也創建了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並與獨立的波蘭爭奪加利西亞。雖然烏克蘭人

民共和國與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決議合併，卻抱持不同利益，由少數知識份子

所領導的改革議程無法吸引工人與農民的廣泛支持，最後敗給布爾什維克。烏

克蘭建國的初次嘗試只有短暫實現，但為當代烏克蘭樹立了一個獨立民主國家

的典範。 

 

布爾什維克在革命與內戰的勝利促進了蘇聯的建立。當局賦予了烏克蘭準

國家身份並推行本土化政策，為烏克蘭語言文化帶來積極影響。然而，Stalin 上

台後，蘇聯的統治走向獨裁，特別是對異己勢力的整肅以及對民族主義者的鎮

壓。此外，蘇聯時期的民族和語言政策對烏克蘭的國族認同尤其重要。當局推

行語言方面的俄羅斯化使人民的語言習慣與種族脫鉤。到了蘇聯統治中後期，

則是近一步提倡民族平等的蘇聯人概念，對高度俄羅斯化烏克蘭東部的國族認

同產生顯著影響。另一方面，西烏克蘭自里加和約簽署起至二戰結束為止一直

歸於波蘭的統治之下。烏克蘭民族主義在加利西亞下發展，其代表性的烏克蘭

民族主義者組織和烏克蘭起義軍先是與波蘭政府進行對抗，並隨著二戰後劃歸

蘇聯而進入到蘇維埃烏克蘭。烏克蘭民族主義對建構民族神話做出重大貢獻，

其意識形態將烏克蘭被視為一個自由、勇敢和反叛的民族，遭受數個世紀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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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壓迫，並為其自由和民族獨立進行鬥爭。 

 

即便 Stalin 離世後蘇聯的政治氛圍已不如先前高壓，反蘇聯的烏克蘭知識

份子與異議人士仍遭到當局的鎮壓與迫害。被政府視為與民族主義相關的作品

遭到查禁，相關參與人士也遭到逮捕或是進入勞改營的命運。一直到

Gorbachev 上台後，蘇聯才迎來了開放與改革。在此背景下不僅成立了社會運

動與國族運動團體，人民也更加要求民族語言與文化的表達自由。由於受到波

羅的海國家獨立的啟發，領導烏克蘭國族運動的 Rukh 發起政治訴求。在國族

運動規模日益壯大及經濟條件不斷惡化的相互催化之下，最終蘇維埃烏克蘭大

部份的人民以公投選票揭示了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選擇。即使烏克蘭國族認同

在 20 世紀可以說得到充分發展，但烏克蘭的獨立並不完全是國族運動的直接結

果，烏克蘭國族的概念還並未成熟。 

 

烏克蘭建國的嘗試總算在 1991 年付諸於現實。前蘇聯國家所繼承的政治菁

英與人口往往因文化、語言、地區和對外態度而分裂，這導致了部份的人忠於

主體民族的文化，而部份的人則忠於前帝國的主導文化，這在烏克蘭尤其明

顯。在獨立的前幾年，無論是烏克蘭民族認同或是蘇聯認同皆無法獲得主導地

位。後共時期的國族認同呈現沿著地區的分裂，不同群體代表著不同想像的共

同體。Kravchuk 作為首位國族建構者，並未考慮到該因素而推行了激進的烏克

蘭化，使其無法得到廣泛支持。Kuchma 時期，政策考量到東部與南部地區的

居民，並嘗試與西部達成和解。烏克蘭的外交與國族認同在兩個極端之間擺

盪。到了 2004 年，Yushchenko 與 Yanukovych 的競爭性認同互相競逐政治話語

權，而選舉舞弊促使了公民運動的橙色革命發生。認同政治令烏克蘭社會分

裂，導致該國內部的緊張關係。烏克蘭民族主義與東斯拉夫國族主義兩大核心

陣營操弄如烏克蘭大飢荒與二戰時期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和烏克蘭起義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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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等爭議性話題。 

 

橙色政府的無作為給予了 Yanukovych 執政機會，但他最終也打破了

Kuchma 設下的平衡狀態。在簽署歐盟聯合協議前夕，政府的外交轉向直接招

致人民的不滿情緒與上街抗議，而執法暴力又進一步使衝突升級。親歐盟示威

運動如同一把雙面刃，它一方面帶來了烏克蘭國族認同與公民認同的增長，並

將各地區人民聚集在共同目標之上。另一方面，它也使俄羅斯採取必要手段令

克里米亞重新回歸，並在頓巴斯內戰中支持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漢斯克人

民共和國。這也加強了俄羅斯作為他者的角色，進一步使烏克蘭國族認同與種

族、語言分離。革命後上台的 Poroshenko 採取反俄立場，但並未直接推行激進

的烏克蘭化。2019 年，新總統 Zelensky 脫穎而出，他將執政重點轉移到了反貪

腐與解決衝突，而不是認同分歧，這標誌著國族認同的族裔因素已不再像先前

那樣分裂國家。 

 

烏克蘭國族認同邁向公民國族穩定發展的階段，然而，國家政策（尤其是

語言政策）仍舊偏重於單一烏克蘭民族，這在某種程度上因烏克蘭危機後俄語

人口的大量減少而得到加強。正是因為如此，執政菁英必須考慮到烏克蘭的多

民族文化的特性，並權衡主體民族與少數民族群體之間的利益。烏克蘭國族認

同不能僅僅仰賴其族裔成份，這在獨立初期的國族建構議程中得到驗證。相反

地，烏克蘭國族認同應該在提倡烏克蘭文化傳統的框架下，也尊重並維護少數

民族的文化傳統。如此一來，烏克蘭國族認同才能更加鞏固與健全發展。只有

為全國人民創造舒適的生活條件，不分民族，才有可能形成穩定的國族認同。  

 

本文基於歷史制度主義與社會建構理論來切入烏克蘭國族認同之發展，並

總結出以下發現：國族認同的是由社會不斷建構的。其從無到有的過程，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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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國族認同的鞏固都經歷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群體與個體之間的相互建

構。隨著革命的發生，烏克蘭國族認同也有逐漸向公民因素靠攏的傾向。儘管

本文對烏克蘭的國族認同的演變過程進行歷史敘述，仍只能捕捉其表面。因

此，本文認為，烏克蘭國族認同未來之研究方向可以朝比較研究方面持續深入

探究，包括了主體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以及對公民身份、政治參與度

等國族認同的公民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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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烏克蘭歷史大事記一覽表 

 

西元年 事件 

882 瓦良格人 Oleh 建立基輔羅斯 

988 羅斯大公 Volodymyr 引入拜占庭基督教為國教 

1054 智者 Yaroslav 逝世，基輔羅斯面臨內戰與分裂 

1240 蒙古人洗劫基輔羅斯首都基輔城 

1249 在蒙古人的統治下，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公國成立 

1349-1392 波蘭與立陶宛分別佔據加利西亞與沃里尼亞 

1492 歷史上首次出現對烏克蘭哥薩克之記載 

1569 根據盧布林聯合，波蘭立陶宛聯邦成立 

1596 布列斯特聯合建立魯塞尼亞希臘天主教會 

1639 出現歷史上第一份烏克蘭地圖 

1648 黑特曼 Khmelnitskyi 發動哥薩克起義，建立哥薩克酋長國 

1654 哥薩克與俄羅斯簽訂佩列亞斯拉夫條約，宣誓效忠沙皇 

1667 俄波簽訂安德魯索沃條約，烏克蘭左右岸分治 

1708-1709 黑特曼 Mazepa 與瑞典結盟，起兵反抗俄羅斯沙皇國 

1775 札波羅結西奇遭到 Catherine II 清算 

1782 哥薩克酋長國正式滅亡 

1783 俄羅斯帝國獲得克里米亞半島 

1785 黑特曼政權被俄羅斯帝國廢除 

1840 烏克蘭民族之父 Taras Shevchenko 出版了《科布札琴手》 

1845 聖西里爾與美多迪烏斯兄弟會於基輔成立 

1876 俄羅斯帝國出台《埃姆斯政令》，禁止烏克蘭語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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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Hrushevsky 發表著作《烏克蘭-羅斯史》 

1914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俄羅斯與奧匈面臨崩解 

1917/2 沙皇 Nicholas II 被廢黜，成立俄國臨時政府 

1917/3 烏克蘭中央拉達宣布脫離俄羅斯自治 

1917/11 俄國布爾什維克發動無產階級革命，俄羅斯帝國正式滅亡 

1917/12 烏克蘭首個蘇維埃政府於哈爾基夫成立 

1918/1 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宣布獨立 

1918/4 黑特曼政權佔領烏克蘭 

1920 里加和約簽署，波蘇戰爭結束 

1921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 

1922 蘇聯成立，烏克蘭蘇維埃成為其加盟共和國之一 

1929 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成立 

1932-1933 蘇維埃烏克蘭發生嚴重的大規模饑荒 

1933-1938 Stalin 發動黨內大清洗，許多烏克蘭知識份子死亡 

1939 德蘇戰爭開啟第二次世界大戰 

1944 克里米亞韃靼人遭到蘇聯流放至中亞地區 

1945 沃倫與東加利西亞併入蘇維埃烏克蘭 

1954 Khrushev 以俄烏建交 300 年的名義將克里米亞贈予烏克蘭 

1985 Gorbachev 提出開放性與重建，蘇聯開始政治自由化 

1986 車諾比核電廠發生事故 

1989 烏克蘭最高蘇維埃宣布烏克蘭語為官方語言 

1990 蘇維埃烏克蘭發表主權宣言 

1991 烏克蘭宣布主權獨立，選出首位總統 Kravchuk 

1994 烏克蘭舉行第二次總統選舉，Kuchma 勝出 

1996 烏克蘭頒布民主憲法、推行經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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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1 Yushchenko 號召大規模示威活動，橙色革命爆發 

2010 Yanukovych 贏得總統選舉 

2013/11 人民發起示威遊行，抗議政府終止與歐盟簽署聯合協議 

2014/3 克里米亞發起公投，並宣布加入俄羅斯聯邦 

2014/4 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爆發武裝衝突 

2014/5 Poroshenko 贏得總統選舉 

2018/11 烏克蘭東正教會宣布脫離莫斯科自主 

2019/4 Zelensky 當選烏克蘭總統，選舉首次未圍繞在認同議題 

2019/4 烏克蘭國家語言法案，烏克蘭語的地位更加鞏固 

2019/4 俄羅斯簡化頓涅茨克和盧漢斯克辦理俄國護照之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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